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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From the Editor




伟大变革者

THE GREAT TRANSFOR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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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阿笛（左）和 HBR 创意总监






当杰夫·伊梅尔特
 宣布卸任GE总裁时，华尔街对他的任期反应冷淡。分析者认可他在“9·11”事件和大萧条期间作为领导者的表现，但也有人将GE股价下跌三成归咎于他，并指出，GE是道琼斯工业指数表现最糟糕的股票。这些评价都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伊梅尔特最终重塑了他从杰克·韦尔奇手中接过的GE。

在本期聚光灯《重塑GE以及我的感悟》一文中，伊梅尔特将重整GE称为“GE史上影响最大的改革”。韦尔奇交给他的GE是一台高效运转的机器；是由毫无关联业务构成的庞然大物。而伊梅尔特说：“我不认为GE可以同时精于媒体、宠物保险以及制造飞机引擎。”他开始精简组织结构，让GE重新聚焦于最传统的长项，让公司庞大的体量能推动增长。

正如韦尔奇具有独特的领导风格，伊梅尔特也对领导力和管理有自己独到看法。在退出金融服务、媒体、娱乐和电器后，GE投资风轮机和其他利润率高、周期长的业务，还在数字化上下了很大赌注。伊梅尔特足足花了16年进行布局，其结果如何还有待更长时间的考验。很多人都在诟病短期主义，伊梅尔特则真正采取了行动。
[书ji分`享wei信j n z t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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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阿笛（Adi Ignatius）


作者为《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总编辑





致读者 TO THE READERS




硕果累累

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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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果累累






七
 月流火，天气渐凉，又到了一年中最好的秋季。

秋季是收获的季节。我们收到的一个好消息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发行量大幅增加。这在纸媒江河日下的大环境下，显得尤其珍贵。

今年，《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的发行量同比增长10.2%，创历史之最。除了超过30万付费订户，HBR.org网站平均每月独立访问量达650万，社交媒体上的粉丝也超过1100万人。自2016年以来，《哈佛商业评论》广告收入增加了5%，其中网络研讨会、分析服务、移动应用、推广内容和播客方面的收入增幅均达两位数。

与英文版相得益彰的是，全新起航的《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已经度过了5周年，取得的成绩更是令人刮目相看。杂志印刷版用户订阅量连续4年保持增长；数字媒体方面：iPad、iPhone和Android客户端，以及Kindle版付费用户订阅量和收入急剧增长；微信公众号关注粉丝接近80万，阅读量不断创新高，成为读者最喜爱的管理类新媒体之一。经过5年的时间，中文版的杂志和新媒体各端口的读者数量已经突破300万。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更加贴近企业、继续倾听读者朋友的心声，随需而动，以更优质、更权威和更有价值的独家内容，打造这个世界级管理知识和思想平台。

中文版取得的丰硕成果离不开全体团队成员的努力，也离不开火热的中国市场环境。
[书ji分`享wei信j n z t x y]

与其他发展缓慢的市场不同，中国经济和企业的发展仍然风景这边独好。一批又一批创新创业公司如雨后春笋似地涌现，一些科技类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已经引领世界发展潮流。

科技的快速发展和用户需求的日益多样化，给企业的管理带来了新课题。在团队管理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员工同时参与多个团队和项目的多团队工作方式越来越普遍，而由此造成的冲突，正给企业管理者和团队领导者制造麻烦。本期特写《任务超载的组织》正是研究和探讨这个问题，同样，多团队管理难题在中国企业中也普遍存在。

多团队工作的好处是显然的：不同部门的多个团队可以共享一名员工的时间和智慧，并且提升工作效率。这种工作的组织方式，也为知识和最佳实践在组织中传播提供了重要渠道。而多团队工作的问题也很显著：本来独立的项目可能相互影响，一损俱损；对团队而言，人员不断进出削弱了凝聚力和认同感；员工本人也会感到压力大、疲劳，甚至产生职业倦怠。

为降低多团队工作的风险，领导者可以采取的做法包括：通过建队活动和技能评估建立信任和熟悉感；找出容易受意外事件影响的团队；改善团队间协作；创造更多学习机会。





主创者 CONTRIBU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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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查莫罗-普瑞姆兹克（Tomas Chamorro- Premuzic）
 从小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弗洛伊德公馆地区，这个区以世界上最密集心理治疗医生聚居而著称。虽然他在事业初期是一名心理分析学家，但他发现自己对负面人格特征很感兴趣，这也是他最近文章的主题。他在一次会议上遇到罗伯特·霍根（Robert Hogan）及其妻子乔伊斯·霍根（Joyce Hogan），发现他们的研究可能帮助领导者避免一些让自己前程尽毁的行为。查莫罗-普瑞姆兹克现在是霍根测评公司的CEO，他承认直到现在，他依然努力控制自己的黑暗面——过度激动、富有想象力、多疑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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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艾科·奥贾拉（Eiko Ojala）
 在新西兰和家乡爱沙尼亚两地办公。他喜欢制作极简风格的“数字剪纸插画”——用数字技术剪辑的剪纸图片。他说，为了给本文配插画，“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展现出美国海军未来所面临挑战数量之多，以及难度和强度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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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china.org



会休息，才是真正高效地

利用时间


不要忽略了你的午休时间，不要为中途休息感到内疚，尤其是当你感觉被问题卡住了。实际上，这么做是对你时间的充分利用。





哥伦比亚商学院领导关系和伦理学副教授

莫杜配·阿基诺拉 | 文





稍作改变，就能释放员工潜力

一个企业的最大危机，就是员工都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

大卫·麦克斯菲尔德｜文

做聪明的“给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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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网精彩内容推荐

无人机战略的伦理考量

在不远的未来，自主控制无人机将为企业、个人和政府所用，随时随地获取有关这个世界的数据。虽然相关法律能有效防止无人机技术的滥用，无人机使用者同样有责任控制自己无限制获取信息的欲望，遵循基本的伦理标准和商业准则。



在布鲁塞尔、波士顿、北京当老板

要想成为成功领导者，你必须清楚并选择在某种特定文化背景下，最行之有效的领导方式。



发现产品中的平台

本文提供4种将普通产品或服务转变为平台的方式，并阐释了各自的优势和陷阱，以及所需的组织变革[电子shu 分享V信shufoufou]。





随时关注

读者反馈、纠错、互动交流，请联系：010-85657511、hbrchina@hbrchina.org，或通过 @哈佛商业评论
 微博账号或微信账号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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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 @HBR




强制休假面面观


尼尔·帕斯理查（Neil Pasricha）

沙山克·尼贾姆（Shashank Nigam）| 文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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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没有遇到过休假回来工作累到虚脱？这里的累不是因为一整周跟家人在迪士尼乐园拼命玩。我是指，哪怕你人在迪士尼明日世界主题乐园里逛，心里也惦记着上班后要面对堆积成山的工作。

现在的休假制度已经失灵，完全起不到休息的作用。

公司里常见的休假系统是这样的：每年都有固定时间的假期（通常两到三周），休假之前要填一些看起来像1996年就开始用的表格申请，找老板签字，然后通过部门助理提交，或者登陆极其难用的系统自己提交。总之，休假整个流程就是折腾。为了顺利休假，多数人会在之前几周里突击处理一堆工作。等到终于能休假了，终于能启动邮箱里的自动回复休假提示了，人已经累得不行，而且心里非常清楚，休假回来还有更多工作等着。简直就是噩梦。

对大多数人来说，想用休假时间真正放松休息是很难的。这也是很多公司里缺勤成为大问题的原因，包括各种病假、病休还有压力过大休息等等。英国就业与养老金事务部表示，每年因缺勤全国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英镑。一份美国人力资源研究院发布，由人力资源解决方案公司Circadian制作的白皮书显示，每年缺勤导致企业损失巨大，平均每个计时工人损失3600美元，平均每个领薪水员工损失2650美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称，美国是21个富裕国家中唯一不强制雇主提供带薪假期的国家，但也无济于事。

如果增加带薪假期，情况会好转么？不一定。美国旅游协会和市场调查公司Gfk联合研究显示，只有略超过40%的美国人打算用完带薪假期。

有没有解决之道？是不是应该采用Adobe、Netflix或Twitter之类公司里无限假期想休就休政策？无限假期理论上听起来很棒，是吧？很有开创性，是吧？其实不是，一样没用。

无限假期有实际意义么？最后还是败给斗士心态，败给同辈压力。如果不在办公室出现，等于宣布你不够努力。德国科技公司Travis CI CEO马蒂亚斯·梅耶发表了一篇博客，解释为何放弃无限假期政策：“如果员工不确定能休几天，会出现很奇怪的现象。人们会对休假感到犹豫，因为没人想变成全公司休假最多的人。结果是人人争着少休假，而不是好好休息打造快乐团队。”

关键在于，即便假期时间没有限制，很可能你也不会休婚假时花上几个星期走遍南美，因为休假时间过长会承受很大的社会压力。工作目标、业绩目标和截止日期都在身后催着。看看身边同事，这个夏天没人去中国玩，你也会打消去玩的念头。没人想让团队失望，所以探访秘鲁马丘比丘古城的理想就束之高阁吧。



解决方案？

经常性规定好的强制休假。

是的，没错。这是休假管理的全新方式。初步研究显示这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设计师施特温·施明德在TED大会上介绍了“休息的巨大作用”，每隔7年他都会休息一整年。他表示，“那一年里，我们不接待任何客户。公司完全关闭。可以想象，休闲时光过得非常美妙充实。”不过他也提醒说休息需要事前做很多准备，但辛苦工作很长时间后休息一下会非常有益身心。

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表示，“现代人的一生里，头25年一般用来学习，接下来约40年工作，最后大概15年时间退休。我只是从退休的15年里抽出5年穿插在工作时间里，或许会有些帮助。”他表示，休息的一年里可以为接下来的7年孕育各种创意、灵感和想法。

我最近跟全球航空战略公司SimpliFlying CEO沙山克·尼贾姆（Shashank Nigam）合作，只问个简单的问题：“如果强制员工每7周休息一周效果怎样？”SimpliFlying的员工目前有10名左右。

之所以有这个想法，主要受到施明德每七年休息一年启发，只是把时间跨度从年变成了周。而且是完全强制性的休假。按我们的设想，如果休假期间联系公司，不管通过电邮、WhatsApp、Slack应用还是什么，休假期间都没有薪水。目标就是如果在不该工作的时间工作就要接受金钱上的惩罚，以此确立休假期间隔绝工作的制度。

该制度下，休假就是真正离开工作。有些人可能会说这样有坏处，但在该系列试验中，我们相信制度明确对所有人都好。团队和客户都会提前知道某人要修一周假。关键在于休假是真的说走就走。因为大家都一样。所以休假的人不用回答任何问题，不用提交书面申请，也不用因为不上班心怀愧疚。

试验一共进行了12周，强制休假之前和之后我们都请管理者评判员工的工作效率、创意和幸福程度。（我们采用了李克特5星评分法，陈述方式都比较简单，类似“拉维在工作中表现出创意能力，”选项从1到5，1代表强烈反对，5代表强烈同意）。结果有什么发现？

创意能力上升了33%，幸福程度上升了25%，工作效率也上升了13%。当然了，样本是有点小，但也能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如果进一步分项看，创意能力方面，我们发现休假前平均分为3.0，休假后平均分为4.0。幸福指数方面，休假前平均分为3.2，休假后平均分为4.0。工作效率方面，休假前平均分为3.2，休假后平均分为3.6。

我们还收集了员工休假回来写的博客，记录休假体验和休假期间做了什么，调查问卷与博客结合起来呈现得更加全面。很多人都提到终于有时间做一直想做的事，例如举办艺术展览、学习新语言，或是去陌生地方旅行等等。

不过目前只在小公司测试过，还不知道在大公司应用效果会怎样。但更重要的问题是：这种简单的方法在你的公司能不能发挥作用？

试验过程中我们也收到两条比较有建设性的反馈意见：


首先是休假频率太高。
 员工发现在SimpliFlying之类小公司里，每7周就休假一次（虽然纸面上看起来挺好）过于频繁。小公司的优势就在于灵活，如果员工休假太频繁就会破坏工作节奏。尼贾姆建议调整为每12周休假一次。不过结合员工意见后，我们将频率改为每8周一次。


工作停滞会很严重。
 比如一个项目团队里有两三个人合作。我们发现一个接一个休假不是好办法。如果团队里持续出现缺人，项目就可能掉链子。因此我们进一步修改了规则，规定一位员工刚休完假别人不能紧接着休假。顶层设计很重要，而且一定要结合具体业务。

这还只是初步研究，不过印证了文章开头的结论：当前的休假系统已经失灵，达不到原有目标。如果休完假你感觉身心俱疲，就说明远离工作并未起到充电作用。

为什么离开工作环境如此重要？

蒂姆·克莱德（Tim Kreider）曾为《纽约时报》撰写《“忙碌”陷阱》一文，他表示：休闲的意思不仅在于享受假期，不是贪图享受，更不是罪过。闲暇时间对大脑来说不可或缺，就如身体离不开维他命D，一旦缺失休闲，人们会遭受精神折磨，罹患精神上的软骨病。闲暇时光带来的空间和静谧可以帮助人们退后一步，从更高层面重新审视生活，寻找不期而遇的思路，等待夏日里一道惊天闪电后灵感迸发。听起来或许有些怪异，但如果想做好工作，首先要充分享受休闲时光。

好好调整休假制度吧。以后你才能做更多更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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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帕斯理查
 是《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著有《幸福方程式》《美妙事物大全》等。他在TED大会发表的演讲是最励志的之一，视频播放量超过250万次。他曾在沃尔玛工作超过10年，负责领导力培训，目前在全球幸福研究所担任负责人，旨在促进企业内部幸福程度。


沙山克·尼贾姆
 担任业内领先的航空战略公司SimpliFlying CEO，目前SimpliFlying与全球75家航空公司都有合作。他也是新书《飞翔》的作者，该书主要介绍全球最棒的航空公司在营销方面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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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审核所有方案

有助于更好决策


山克·哈巴苏（Shankha Basu）

克里希那·萨瓦尼（Krishna Savani）|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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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们每天做出上千个决定。有的很简单，例如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吃早餐，上班穿什么衣服，回哪封邮件等等；有的则更复杂，要求我们对不同的方案进行权衡。例如，在购买笔记本电脑时，我们会比较不同的机型，以找出预算之内最好的那款；在选择退休计划时，我们会比较不同的方案，以找出自身所能承受风险范围内回报最高的那款方案；在招聘时，我们会对多份申请进行比较，以找出最合适的候选人。

当面临这些决定时，我们可以逐一查看每个方案，或一次性查看所有方案。例如，当决定面试人选时，招聘经理可能每一次只评估一个人的简历，并借此形成自己的看法，然后开始评估下一份简历。作为替代方法，她可以把所有人的简历放在桌上，评估并进行比较，然后决定参加面试的人选。同样，投资者可能每一次只查看一个共有基金的详情，也可以访问共有基金对比网站。供应链经理可能会分别查看每个供应商的信息，也可以将所有供应商信息列在一张表格上进行查看。

在最近于《组织行为和人类决策流程》期刊上发表的一篇研究显示，我们审视了这两种评估方式对人们选择的影响。我们通过从美国的一个在线样本库和新加坡的一所大学招聘了2783名研究参与者。在7项试验中，我们会逐一向参与者展示方案或展示所有的方案，然后要求参与者做出决定。有些决定很简单，例如购买哪款相机；其他的则为经理们做的决策，也就更复杂，例如把合同给哪位供应商。整体来说，我们发现，就客观地选择最佳方案的比例而言，同时评估所有方案的人群，进行逐一评估的人群平均高出22%。

在第一个实验中，我们要求201名在线参与者在5款电子产品中选择不同的款式（例如笔记本、微波炉）。对于每类产品来说，共有6款产品可供选择，每一款都有其不同的特色。例如，对于每一款笔记本电脑，我们会提供有关处理器速度、内存、存储能力、电池续航和保修等数据。最佳的选择方案是这些特色的参数值最高的款式。

我们随机选择了半数参与者来查看所有产品。对于每款产品来说，他们在其屏幕上查看了所有6款产品的信息，然后选出一款。另一半参与者逐一查看每款产品信息，第一个界面上显示第一款产品信息，然后第二个界面上显示第二款产品，依此类推。一旦他们查看了某类产品的所有型号之后，他们可以在不同界面之间切换，然后选择一款。我们发现，逐一查看产品信息的人群选择最佳产品的比例为75%，而一次性查看所有产品信息的人的比例为84%。

在另一个实验中，我们要求472名在线参与者扮演餐馆老板的角色，每周必须预订5种产品，例如牛奶和番茄酱。对于每一款产品，参与者都必须在5名供应商中做出选择，每位供应商产品的定量和定价各不相同。例如，就牛奶而言，有的供应商的价格为每35加仑73.5美元，有的则是29加仑69.6美元。我们设计这一方案的初衷在于，其中有一位供应商的单价是最低的，但是要找出这位供应商，人们必须进行计算。与此前的实验一样，半数参与者查看了每类产品的所有价格信息，然后做出选择；另外一半参与者逐一查看每位供应商的价格信息，然后做出选择。我们发现，逐一查看的参与者选出最便宜供应商的比例为55%，而一次性查看所有信息的参与者的比例为61%。我们在另一个试验中也发现了同样的规律，我们利用统计学的方法测试了人们的数学能力。

为什么人们一次性查看所有信息的结果要好于逐一查看的情形。其中一个可能性在于，当所有信息摆在人们眼前时，他们可以更加全面地比较各种方案，并更加轻松地选出最佳方案。但是，当人们逐一查看时，他们会对每个方案形成一个整体的判断，然后再回过头来进行比较。

我们在另一个试验中测试了这种可能性，该实验的内容与此前的设置十分相似，但同时还要求参与者写下他们在决定时的思考过程。我们使用了名为LIWC的文本分析软件。该软件能够将文字归类，进而分析他们的书写内容
[此书分享微信wsyy5437]
。

我们再一次看到，查看所有信息的人群选择最佳方案的比例，要高于逐一查看信息的人群。我们还发现，与逐一查看信息的人群相比，一次性查看所有信息的人群使用了更多与深层次思考有关的词语（例如，“我认为X比Y好”或“因此，我认为Y是正确的选择”）。这一发现为我在上文中的推断（人们在查看所有信息时能够做出更加全面的比较）提供了支持。

然而，人们不一定总是会同时评估所有方案。在另一个调查中，我们要求211名在线参与者回想过去的决策过程，并报告他们是否经常一次性查看所有方案还是逐一查看。这些参与者反馈说，有半数决定是通过逐一查看方案来制定的。

同样，公司并不总是能够帮助消费者查看所有的方案。在分析首要汽车制造商和寿险提供商网站时，我们发现，所有的网站都有单个产品的页面（允许人们逐一查看产品），但仅有数个网站能够让人们在同一屏幕上查看多个产品。大多数网站都有对比工具，但仅允许人们在有限的领域对产品进行对比。

我们如何评估和展示方案看起来似乎只是小事，但我们的研究发现，它会切实影响我们最终决策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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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克·哈巴苏
 是英国利兹大学商学院营销学讲师（副教授）。克里希那·萨瓦尼
 是新加坡南洋商学院策略、管理和机构学副教授，也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文化科学学院和亚洲消费动检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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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们会在

动荡期选择

支配型领导


赫曼特·卡卡（Hemant Kakkar）

尼罗·斯万纳罕（Niro Sivanathan）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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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前，全球涌现出了一批拥有最高权力的特定类型领导，他们富有自信心，有控制欲，而且十分注重等级。印度选民于2014年将纳伦德拉·莫迪推上了印度权力宝座；英国奈杰尔·法拉奇亲眼见证了自己的脱欧主张在2016年的脱欧公投中得到了通过；唐纳德·特朗普在一再承诺“强大”之后，于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专横的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于今年连任。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选民如今会选择这种类型的领导者？我们的研究（最近发表于《美国科学院论文集》）通过探讨这类领导当选的时机和原因，来尝试回答这一问题。

我们查阅了进化与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它对支配型和威望型这两种不同的领导方式进行了区分。支配型领导者具有独断、自信、有控制欲、果断、专横和令人生畏的特征。其中很多特征都是积极的，但是支配型领导者往往也拥有众多负面特征，例如自恋、咄咄逼人和缺乏合作意识。他们是团队中典型的“男性领袖”，而且他们经常会主动争取领导地位，而不是等待别人授予这一职务。

另一方面，威望型领导指的是受人尊敬、爱戴的德高望重人士。他们不仅有才干，而且还把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团队中的其他人。他们被视为文化榜样。最终，这些人因此而树立了威望，而其团队成员则将其推选为领导。支配型和威望型没有好坏之分，只是两种不同的获取领导职务的策略。然而，威望型领导通常拥有一些讨人喜欢的性格特征（例如亲切），比那些支配型领导更具有社会亲和力。

我们认为，当社会经济环境充满不确定性时，支配型领导比威望型领导更有吸引力。当人们对未来感到迷茫时，人们会觉得自己对周围的事物缺乏控制，而且难以左右最终的结果。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猜想：由于这种感觉会让人们感到异常无助，因此他们试图通过支持他们认为拥有更大权力和控制力的领导来弥补这种落差。在人们看来，支配型（领袖型）领导者通常十分果断，以行动为导向，而且主观能动性强，因此在这类局势中可能会更有吸引力。换句话说，在不确定的时期支持一位支配型领导者是人们试图找回个人控制权的一种举措。这与另一个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该研究发现，这种控制缺乏感会导致人们去支持看似拥有更大掌控力的外部实体，例如政府、神和统治阶级。

我们在多个研究中对这些主张进行了验证。在第一个研究中，我们从美国46个州招聘了750名志愿者，并记录了他们在投票时对希拉里·克林顿或唐纳德·特朗普的倾向性。该数据是在第三轮，也就是最后一轮总统辩论的当天（辩论开始之前）搜集的。我们特意搜集了接近大选日的数据，以确保投票者对总统候选人能够有充分的认识，从而形成明确的倾向。除了说明其投票倾向之外，参与者还提供了其政治理念（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人口特征以及他们所居住地区的邮编。对于每个邮编，我们都会通过统计其所属地的贫困率、失业率和住房闲置率来计算该区域的经济不确定性。

作为预测试，我们招募了另外一组人，并使用经验证的支配型-威望型指数，来衡量克林顿和特朗普的支配度和威望度。在支配度方面，他们对特朗普的打分远高于克林顿；在威望度方面，他们对克林顿的打分远高于特朗普。因此，如果参与者倾向于为特朗普投票，他们将支持支配型领导。

在掌握了参与者的意识形态、人口结构、个人收入和参与者在邮编所属地的居住时间以及邮编所属地的总人口和人口密度之后，我们发现，地区的经济不确定性越大，倾向于为特朗普投票的人越多。这与我们所提出的“经济不确定性会让人们更倾向于选择支配型领导而不是威望型领导”的观点相吻合。

但是，我们有必要确保研究的结果并不是只能说明人们对于希拉里和特朗普的印象。因此在第二个研究中，我们并没有让人们去评估现实中的候选人，而是向来自美国50个州的约1400名参与者询问了他们更希望所在地的领导是哪种类型，是偏支配型还是偏威望型。我们使用了经验证的支配-威望指数，来询问参与者是否同意下面的看法：“我希望领导者能够走自己的路，不用去在乎他人的想法（支配型）”，或“我希望领导者是一名受其成员尊敬和爱戴的人士（威望型）”。在利用支配-威望指数表明了其偏好之后，参与者提供了其人口特征和所居住的邮政编码。我们采取了第一个研究中的做法，计算了每个邮编所属地区的经济不确定性，并对可能左右参与者领导者偏好的相同变量进行了控制。

随后的分析显示，经济不确定性与参与者支配型领导偏好的关联度相当高，而与参与者威望型领导偏好的关联度成反比。这些发现不仅确认了不确定性在助长支配型领导偏好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同时还显示它能够降低人们对威望型领导的偏好。综上所述，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了经济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人们对领导类型的选择。

在第三个研究中，我们希望评估这一结果在美国之外的普遍性，并测试个人控制感的缺乏是否是这一现象背后的心理推手。我们使用了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该机构自1983年以来一直致力于调查全球各地人民的政治和社会主张。支撑研究的主要变量（偏好支配型领导以及人们对其生活的控制程度）的数据来自69个国家的13.8万多人，时间跨度从1994年一直到当前。我们统计了由世界银行提供的有关经济不确定性的另一个数据组，它将前一年国家失业率的变化作为衡量指标。我们将这两个数据组合并，以验证我们的预测。

我们看到，与我们之前的发现一样，国家失业率的上升与公民对支配型领导者的偏好成正比。失业和缺乏对生活的控制也与其成正比。也就是说，国家的失业率越高，参与者中缺乏控制感的人数就越多。这意味着，高失业率引发的生活控制感的缺乏助长了对支配型领导者的偏好。简而言之，经济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出现缺乏生活控制感，继而导致人们偏好更具支配型特征的领导者。

为了进一步弄清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我们开展了多个实验室研究。其间，我们可以操控参与者的控制权。我们随机赋予了813名参与者低控制权和高控制权环境，并让他们写下自身所遭遇的、由自身引起或超出他们管控的负面事情。然后，我们向他们描述了什么是支配型和威望型领导，并让他们讲述自己对这两种类型的偏好。与其他研究一样，我们衡量了他们邮编所属地的经济不确定性。

我们发现，与那些处于低控制环境中、经历了低经济不确定性的参与者相比，那些拥有低控制权、经历了高经济不确定性的参与者更倾向于选择支配型领导者。我们还发现，拥有高控制权的参与者对于领导者的偏好没有多少差别，尽管他们所在地的经济不确定性各不相同。

然而，经济不确定性并不是引发上述影响唯一因素。例如，在另一个调查当中，我们告知参与者，美国某个城镇发生了恐怖袭击，而且再次受袭的可能性为百分之百或不确定。那些被告知可能性为不确定的参与者，在即将到来的当地选举中更倾向于支持支配型领导者，这再次说明不确定性可以左右人们对领导者的选择。

该研究还帮助我们理解了公民可能会选择支配型领导者的时间和原因。我们的研究发现表明，任何类型的不确定性都会促使人们选择强权领导者。

我们在过去也曾经历过这种现象。例如，已故的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便得到了众多印度公众的支持。当时，她不顾宪法流程，在印度强制推行“紧急状态”，监禁反对派领袖，并削弱公民权利。其他国家的历史也不乏这样的案例。其可能的后果是令人担忧的，因为支配型领导者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被人们推上权力宝座，但一旦掌权之后，他们可以通过制造更多的不确定性来进一步增强其吸引力。

综上所述，我们的研究发现说明，全球之所以涌现出了不少支配型权力主义领导者，部分原因在于人们对重塑其个人控制权的心理诉求，而个人控制权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会受到威胁。虽然支配型领导者有可能会减轻选民对不确定性和缺乏控制权的担忧，但我们无法确定这些领导在当选之后是否能够实现选民的这一愿望。一旦上任之后，这类领导者便有权制定可能会加剧混乱和不确定性的经济法规和政治政策，从而延长其吸引力以及就任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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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曼特·卡卡
 是伦敦商学院组织行为学的博士生。他的研究领域多围绕社会等级制度的自我心理学，尤其是自我动机元素如何影响个人的判断、决定和行为。尼罗·斯万纳罕
 是伦敦商学院组织行为学副教授。他通过研究地位和权力心理体验，探索社会等级制度如何规范我们的判断和行为。他还研究人们维持自我完整性的动机如何影响决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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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克创新黑暗面


马丁·莫克尔（Martin Mocker）、让娜·罗斯（Jeanne W. Ross），《哈佛商业评论》2017年7月刊，《攻克创新黑暗面》一文。








对创新缺乏管理，经常造成业务复杂度过高，影响供应链、销售、营销、产品开发、IT和行政管理，导致成本上升，并给客户和员工制造更多障碍。每当客户不得不重复输入数据，或联系多个人才能解决问题，都会伤及企业。每当员工无法获取重要信息，或因组织竖井延误决策，也都会伤及企业。过度创新可能摧毁企业。




有观点认为，当下企业必须竭力创新才能避免被淘汰，这篇文章很好地对此提出反驳。我认为，企业如此依赖创新和产品多样化的一个原因是“安全感”。文章提到一家金融服务公司的高管说他们“创新上瘾”。企业面临市场环境变化、或像乐高一样专利即将到期而感到压力时，尤其容易盲目创新，忽视复杂度上升和价值主张弱化的风险。

我认为，作者提出的建立跨部门团队的解决方案，尤其有助于创新活动强化企业整体价值主张、促进协同，并以全局视角为客户改进或创造最佳解决方案。


——帕特里克·阿莱克斯

Mountain Nazca Chile投资分析师





我觉得飞利浦的那个例子尤其有意思。在我们这个时代，世界上最成功的企业都长于创新，我们会忍不住比较飞利浦和谷歌、苹果等专注创新公司的表现。但我认为，创新本身并没有太大价值。在我看来，真正重要的是创新的定位和组织方式（当然还有运气）。很多组织的创新活动并没有用于真正为客户创造价值。正如文章所讲，评估创新活动方向正确与否的一个方法，就是衡量它是否导致客户面临的复杂度上升。


——恩里克·门德斯

Teijin Aramid全球产品经理





我们公司的目标是从大型半导体设备供应商转型为配套服务提供商，这篇文章帮助我思考这件事。转型过程非常艰难，令人疲惫。文章作者非常准确地指出，组织协同和清晰目标是成功创新的关键。我们的计划是利用较为深厚的客户基础，提供设备维护服务。大多数内部利益相关方赞同转型的思路，但在落实过程中并非所有人都愿意配合。例如，要将维护费用从固定收费改为按次收费，如何调整IT系统？如何合理制定设备销售和服务销售这两类客户经理的激励方案？这篇文章让我意识到，如果我们想在创新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就应更重视建立跨部门团队，并争取内部支持。

《哈佛商业评论》此前有一些关于创新的文章认为，要想成功进行有价值的创新，企业必须取得突破性进展。这篇文章明确否定了这种观点，我对此也很赞同。

但把这篇文章和2017年3月刊的《资本过剩年代的战略》（Strategy in the Age of Superabundant Capital）一文放在一起读，却让我有些困惑。那篇文章的要点是，考虑到低利率的宏观经济环境和较低的资金成本，企业管理者不应对启动新项目太苛刻。作者认为，“如果钥匙的价格很低，那么在决定方向前多开几扇门就是值得的”。显然，按这种思路，企业会在多个方向上尝试创新，可能导致重点不清晰。我很想知道如何综合看待这两个观点（“因为资金成本低所以应该多创新”，以及“注重产品整合而非多样化”）。


——埃尔文·德容

ASML Holding销售及市场总监






作者马丁·莫克尔回应：
 我的观点是：如果把所有门都打开（即投入产品创新）对运营（即客户和员工面临的障碍）没有影响，那就没问题。遗憾的是，大多数大公司的情况并非如此。如果你整体考虑新打开一扇门给运营带来的全部影响（例如，“只新增一种产品”也会需要新的配套流程和应用），那么打开所有的门似乎就没那么明智了。所以要慎重选择！




HBR调查结果

问题：你刚刚休假归来，下周就面临重要项目的截止日期。此外有一堆邮件要回，还有几个同事需要你的帮助。你会怎样安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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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雷布·雷贝尔（REB REBELE）：《你否有“奉献疲劳”的风险》（ ARE YOU AT RISK OF GENEROSITY BURNOUT? ）





我想知道，飞利浦、乐高、ING等作者研究过的企业，是否必须先陷入（扩张导致的）困境之中，才能重新认识自己，意识到应该加强整合而非扩张、将创新应用于客户服务，并专注于一个使命。它们是否必须先遭受损失，才能明白必须重新定向？还是说本可以更早意识到？


——卡洛斯·布拉

亚马逊英国，采购经理






作者马丁·莫克尔回应：
 不损失或痛苦（比如成本失控）确实会让很多企业意识到复杂度过高的问题。不过这并非惟一的因素。热情也是。例如，USAA财务上并未遭受太大损失，是管理者意识到，整合而非多样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完成使命，即为客户的财务安全服务。如果没有痛苦又缺乏热情，企业就不太可能改变行为。



我曾在几家“创新上瘾”的公司工作过。那样的创新经常损害成熟、最能带来利润的现有产品，有几次甚至与利润率更高的产品形成竞争。我最不满的一点是，很多“创新”产品和解决方案并非为解决客户需求或痛点，而是为了让高管完成短期业绩指标。我很喜欢文中ING西班牙的例子：在弄清对整个银行的影响前，绝不引入新产品。管理者必须明确创新的总体目标，并留意创新是否有助于团队解决问题。


——卡蒂克·加雅拉曼

联合利华，全球市场高级经理





我曾在文中提到的一家公司亲身经历过这一切。2000年代初，这家公司面临很多挑战，并进行了转型。我参与了其中很多工作，因此完全清楚文章作者指出的问题。我工作过的几乎每一家公司都有类似的创新问题。想要创新的愿望（无论理性或非理性）带来的复杂性——有时体现为产品组合管理不当，的确严重损害了组织，而且通常会让客户感到困惑和愤怒。

文章作者正确地指出，交叉销售、捆绑销售和产品整合有助于解决问题，但这些方法也并非完美。交叉销售的难点在于激励。如果激励方案不合理，销售员会侧重自己偏好的产品，或只为完成业绩指标而销售。交叉销售还可能引入新的决策者（尤其是B2B业务），导致复杂度上升。

对于捆绑销售，分析最优产品组合和目标客户（USAA长于此道），也可能造成复杂度上升，这个风险不容小觑。

最后，产品整合并非最有潜力的解决方案，而实施难度也可能较大。例如，对软件产品进行整合时，企业需要很多努力和很大决心，才能保证新产品不引入新的复杂性。另一个风险是为整合而整合：有时企业进行整合主要是为降成本，却忽视了整合对于客户的意义和价值。


——卡蒂克·加雅拉曼

联合利华，全球市场高级经理






HBR.ORG

近期热门话题

《优步无解》

Uber Can’t Be Fixed—It’s Time for Regulators to Shut It Down



《什么时候该裸辞》

When You Should Quit Your Job Without Having Another One Lined Up



《让团队学会说不》

Help Your Team Stop Overcommitting by Empowering Them to Say No



《激励≠不等于胡萝卜加大棒》

Motivating Employees Is Not About Carrots or Sticks



《改变公司文化，光说没用》

Changing Company Culture Requires a Movement, Not a Mandate



《在AI时代，“聪明”指的是什么？》

In the AI Age, “Being Smart” Will Mean Something Completely Different



《业绩和员工投入度如何兼得？》

How Managers Drive Results and Employee Engagement at the Same Time







抢鲜读COMING SOON



*具体内容请以最终出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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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刊 特写文章


投资管理能力的重要性

高管管理技能的盲区

商业学院会向MBA学生灌输这样的理念：“运营有效性”是竞争游戏中的桌面筹码。这是迈克·波特所奉行的金科玉律。打造这一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唯一办法（他是这样想的）是打造一个差异化或低成本的定位，理智选择自身的市场，并有效进行创新。因此，C级别的高管们应注意上述这些问题，同时把组织管理的细节问题交给中低层的经理。人们在研究数据后会发现，以这种方式来想当然地对待核心管理实践是不明智的。每个公司在日常管理方面的表现千差万别，但这些差别异常重要。拥有较强管理能力的公司在高水平绩效指标方面的表现要好得多，例如生存、盈利、增长和生产效率。

是时候对策略和运营效率之间令人误解的区别进行澄清了。曾几何时，我们曾使用“策略”来指代高管团队的工作，用“运营”指代车间里的各种活动。但是，人们愈发清醒地意识到，公司的成功取决于组织各个层面分析实力与管理实力的结合。在基础管理工作到位之后，组织可开发更多复杂的功能，包括数据分析、知情决策，以及有效的跨部门沟通，这些技能最终能让公司在市场获得成功。但是培养和维持管理层的竞争力并不简单：它须对人力和流程进行投资，无论公司处于顺境还是逆境。

文章中，哈佛商学院的拉芙·拉萨顿、斯坦福大学的尼古拉斯·布鲁姆与麻省理工学院的约翰·瑞侬研究了与核心管理实践与高绩效之间关系有关的调查发现，然后对可能会让高管们不再投资管理技能和实践的潜在盲区进行了分类。最终，他们认为，投资管理能力是公司提升竞争力的强大武器。如果全球真正进入了低生产率增长的“新常态”，那么寻找能够提升管理型人才资本的方法可能是提振业绩的最佳途径。
[此书分享微信wsyy5437]





[特写]


围绕社会目标进行竞争


消费者越来越期待各大品牌在提供功能性效益的同时提供社会效益。这也使得各大公司通过各种显而易见的方式来表明其社会立场。例如Toms的一对一项目。公司每销售一款产品，该项目便会捐赠鞋子和其他商品。这些项目可以造福社会和品牌，但如果管理不善，它也有可能以失败告终，或最终让公司受损（例如星巴克被世人嘲笑的“种族团结”宣传活动）。文章中所提供的框架有助于将公司的社会抱负与其增长需求结合起来。




[特写]


有效的公司目标


各大公司一直都在为设立高管绩效目标而犯愁。很多公司发现，其绩效目标鼓励的是短视行为，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发现经理们都在玩弄指标，例如降低预算和预测，从而拿到更加容易实现的目标。本文为指导激励构架的设计提供了4大原则，从而让价值创造更加方便地与绩效目标挂钩，而不是在成本和营收数字上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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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 Idea Watch




提拔人才时， 通行的方案并不可靠。

选聘管理者，

情境最重要

WHEN HIRING EXECS, CONTEXT MATTERS MOST

王晨 | 译 蒋荟蓉 | 校 万艳 | 编辑






董
 事会选择CEO时，一般要考虑本公司面临的特定情况，比如说是否必须逆境反转，或想要做大规模。如果是选择CFO，要考虑的问题可能包括公司是否寻求上市或通过收购来扩张。如果公司有这些需求，董事会一般倾向于选择有相关经验的候选人。但对于较低级别领导者的选聘提拔，公司很少能充分注意到具体情境中的挑战，而倾向于选择有多方面经验的万金油型人才——有些HR将之称为“最佳运动员”（best athlete）思路。

商业调研和分析公司CEB（最近被Gartner收购）进行的一项大范围定量研究显示，在选拔各层级的领导者时都考虑具体情境，企业将更成功。研究者认为，有些所谓通才，为在管理能力评估中得到高分而有意积累各方面经验。企业不应选择这些人，而应使用一套评估系统，找到个性和经验都符合具体情境要求的人选。

CEB本项研究时间跨度为3年，涉及85家跨国公司的9000名领导者。研究者评估每位领导者的个性、追溯其过往经历，并了解上级和直接下属对他们行为、表现和能力的看法。研究者还归纳出60个情境因素，如不确定性、跨地域管理、削减成本需求等。研究者通过分析数据，试图找出领导者表现存在差异的原因。他们发现，最大的影响因素是领导者的个性、技能和经验是否符合具体情境要求。

CEB总结出300项情境挑战，并从中圈出27种最为重要者。其中有些涉及外部竞争，如提升市场份额和领导并购；有些则涉及公司内部事务或战略，如管理多元化产品和服务组合；有些与团队相关，如重塑冲突性团队文化；有些则只与工作本身相关。

“企业一直在聘用和培养好用的多面手，但它们需要的其实是精通特定领域的人才。”CEB人才解决方案架构师吉恩·马丁（Jean Martin）说。CEB认为，企业对拥有特定技能的领导者需求增加，可归因于工作复杂度增加、管理者职责范围扩大，以及企业变化速度加快。




部分情境挑战

• 领导跨国或跨文化团队

• 重塑冲突性团队文化

• 领导并购

• 在资源不足的条件下运营

• 通过创新推动成长

• 通过提升市场份额推动成长

• 通过成本优势推动成长

• 通过地理扩张推动成长

• 管理多元化产品和服务组合





本项研究的想法源自CEB在5年前得到的反馈。当时，为使聘用决策更加客观，企业在招聘中使用更多评估工具和数据分析，以减少管理者的主观判断。但CEB听闻，在做最终决策时，很多招聘负责人无视评估结果，仍然依靠直觉选人。CEB问这些管理者为什么这样做，一些人回答说，评估结果太宽泛，无法衡量候选人应对具体挑战的能力。“评估系统的结论与决策者的直觉不一致。”马丁说。

在这些反馈的基础上，CEB的研究人员开始关注具体情境的重要性。他们发现，对于领导者的成败，这是一个重要而被低估的预测指标。实际上，侧重具体情境的预测方法，准确度平均为通用型预测方法的3倍。研究者总结出的27项关键情境挑战，能帮助招聘负责人设计最贴近实际情况的测试。之后，招聘方可以根据评估结果，寻找个性和经验符合要求的人选。

当然，很多领导职位，尤其是高级职位，涉及多重挑战。研究者发现，挑战的数量直接影响新领导的成败。平均来看，领导工作包含27项情境挑战中的7项。挑战越多，领导者表现不佳的几率越高。如果挑战达到或超过10项，领导者失败的几率为40%。这种结果可能显而易见，毕竟困难越多的工作越困难——这似乎是一句废话。

但把新领导可能面对的困难列成清单，并要求招聘负责人进行量化考察，将会很有用。例如，企业可以利用这类清单重新设计领导者职责、减少任务目标，或在新领导就任前解决特定问题（比如对有问题的团队进行人事调整）。

本项研究的结论不限于招聘领域。如果领导工作的成功与具体情境相关，而情境在快速发展的商业环境中可能很快变化，企业就须快速调整领导者职位。意识到具体情境下面临的挑战，企业也会改变培养人才的方式。“一旦了解领导者与新职位的匹配度，你就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进行人才培养，尽可能帮助领导者弥补短板。”马丁说。

这种人才管理思路，可能也会帮助企业更好地了解后备力量（参与研究的企业规模都比较大）。如果多关注哪些管理者会在特定情境中成功，企业可能意识到，尽管麾下有很多擅长推出新产品或扩大市场份额的领导者，但很少有人擅长削减成本或逆境反转。认识到这类短板，可能会帮助企业更好地选拔或培养领导者。CEB认为，通过更好地了解不同类型的管理者与不同情境挑战的匹配度，企业的人才培养思路将从“通道”（某一个人正排队成为后补人选）转向“组合”（从一组人中挑选最合适的）。

很多教育或培养计划致力于打造能适应任何情境的多面领导者，CEB的研究质疑了这种做法的价值。“本项研究正面挑战了‘最佳运动员’型领导者的观念。”马丁说。实际上，本项研究中，表现最佳的领导者有2/3并非全能型人才。研究者将这些人称为“偏才”：某几项能力突出，但整体来看并不特别出色。“用万金油替代专业化是无效的策略。”研究者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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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领导者成功的情境因素》（“The Power of Context in Driving Leader Success”，CEB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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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特妮·亚伯拉罕（Courtney Abraham）

“从依赖直觉到理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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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阿涅斯·洛佩兹（AGNES LOPEZ）






3年前，瑞士人力资源解决方案公司Adecco Group在北美开展一个试点项目，将CEB的研究成果应用于高管选聘。Adecco人才战略和发展全球负责人考特妮·亚伯拉罕（Courtney Abraham）最近接受《哈佛商业评论》采访，介绍了这个项目的动因和成果。以下是采访摘录。


Adecco为何开始应用这项研究成果？


像大多数公司一样，我们有正式的人才评估流程，分析员工的能力、优势和短板。但这只是纸面上的，而且只在一些部门使用。等到实际选聘时，就依赖领导者的直觉，完全变成主观判断了。我3年前加入公司，任务就是改进选聘流程。




你从哪里开始入手？


我们了解了业界的最佳实践，以及其他公司是怎么做的——怎样让主观决策更加依赖数据、更有操作性。我们也需要找到业务上的正当性，证明改进人才选聘和培养能带来财务和业务上的益处。新系统最重要的地方，在于它会考察情境。我们分析新职位带来的6大挑战，并对比候选人的技能、素质、动机和背景，然后重点关注成功过渡所需的东西。我们已经从依赖直觉转变为理性分析。




同一候选人在新旧两套系统中都脱颖而出的几率有多大？


很小，接近于零。在旧系统中，我们倾向于按层级考虑晋升人选，如果他还没准备好，我们就从外部招聘。之前外部招聘非常频繁。现在我们内部晋升的比例大大提高，但视野扩大了。因为把人才培养工作提前，并清晰了解候选人的技能短板和在新职位中面临的挑战，我们可以利用入职培训和培养计划主动辅导、支持他们。外部招聘风险更大，因为我们掌握的数据不够。

我们还发现，内部晋升的管理者获得成功和快速出成绩的几率更高，因为他们了解公司的业务、团队以及竞争环境。




使用这个系统，是否会导致算法掌控人才决策。


还好，不会。最终还是要经过讨论来做决定。我们会分析数据，考虑所有意见，但拍板的还是领导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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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包

花钱买好评的副作用





Yelp、猫途鹰、亚马逊等网站依靠用户评论来引导购买，但用户评论存在被操纵的隐患：餐馆有时会给在Yelp上发布好评的顾客打折，还有些商家会支付评论者报酬。一项新研究测试了这种激励方式的效果。在研究中，一家中国企业为每条评论提供25美分的奖励。意外的是，在此后一个月中，评论数量下降了30%。

研究者发现，网上联系人多的用户担心受到批评或动机被质疑，因此参与的几率最低。由于这些用户此前发表评论较多，因此他们行为的变化对评论数量影响较大。而在网上与他人没有交集的“独狼”，评论数量略有上升。“没人希望被朋友视为某个品牌的水军。”研究者说。打“用户评论”主意的公司应谨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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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孙亚成（音）、董晓静（音）、谢尔比·麦金泰尔（Shelby McIntyre）：《金钱奖励对用户评论影响的研究》（“Motivation of User-Generated Content: Social Connectedness Moderates the Effects of Monetary Rewards”，《营销科学》（Marketing Science），即将出版）





一项针对108名管理者的研究发现，在工作中有权力感的人受“权力后遗症”影响，回家后较难放松享受生活。




特雷弗·福尔克（Trevor Foulk）等：《权力的负面影响研究》（“HEAVY IS THE HEAD THAT WEARS THE CROWN: AN ACTOR- CENTRIC APPROACH TO DAILY PSYCHOLOGICAL POWER, ABUSIVE LEADER BEHAVIOR, AND PERCEIVED INCIV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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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当同情心与诚实发生冲突





假设下属的一项任务不达标，作为领导，你有责任进行建设性批评。但他看起来状态不佳，因此你软化了态度。严格来说，这是说谎，但谎言源于同情心，以及避免伤害他人感情的愿望。

这是“亲社会谎言”的一个例子。这种现象无处不在、非常复杂，在伦理上相当模糊。最近，研究者进行了3项实验，分析同情心对亲社会谎言的影响，这是对亲社会谎言情感基础的首项研究。

研究者发现，如果实验参与者被激发出同情心（例如被告知评估对象刚有亲人去世，或观看关于饥饿儿童的电影），或自认为同情心较强，他们说出亲社会谎言的几率更高。认识到同情心和亲社会谎言的关联，可能对管理者很有意义，因为亲社会谎言可能妨碍他们给出真实反馈，不利于员工发挥最佳水平[分享微-信w s y y 5 4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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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马修·卢波利（Matthew J. Lupoli）、莉莉·詹普尔（Lily Jampol）、克里斯托弗·欧维斯（Christopher Oveis）：《同情心增加亲社会谎言》（“Lying Because We Care: Compassion Increases Prosocial Lying”，《实验心理学》（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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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发展

数据类工作正颠覆人才市场





与数据科学和数据分析相关的职位数量迅速增长，相关人才短缺，这已不是秘密。但IBM、Burning Glass和Business-Higher Education Forum合作的一项研究发现了一些新细节。研究者按招聘难易程度和未来5年美国人才需求量，将各类工作列入四象限表（见下图）。数据科学家、数据工程师和数据分析负责人，是需求增长最快、招聘难度（成本）最高的工作。研究者希望他们的成果能让雇主、教育机构和人才发展管理者意识到即将形成的“数据能力分水岭”，并针对需求最大的工作培养更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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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数据科学与数据分析职位的人才市场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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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数据科学技能需求如何颠覆劳动市场》（“THE QUANT CRUNCH: HOW THE DEMAND FOR DATA SCIENCE SKILLS IS DISRUPTING THE JOB MARKET”，BURNING GLASS TECHNOLOGIES，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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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

大数据产生的可量化收益





企业对大数据投资甚多，但回报如何？咨询公司NewVantage Partners从2012年起调查《财富》1000强企业C级高管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今年头一回，近半（48%）受访者称，所在企业从大数据项目中获得可量化收益；81%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大数据项目是成功的。下面列出的其他调查结果显示：大数据项目在成本削减方面见效最快；相当多企业成功利用大数据推动创新，并推出新产品或服务。不过大多数高管认为，所在企业离建立数据驱动的文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image: ]




由于四舍五入，部分行比例之和未达到100%。


资料来源 NewVantage Partners大数据高管调查，2017年




[image: ]







对311家波尔多酒庄葡萄酒的品鉴结果显示，聘用酿酒顾问的酒庄产品平均得分更高，但很少获得超高评分。研究者认为，技术顾问对最佳实践的依赖，降低了出产劣质酒的几率，但也消除了佳酿所需的独特性。





热罗姆·巴特雷米（JÉRÔME BARTHÉLEMY）：《从波尔多酒庄看技术顾问对产品品质的影响》（“THE IMPACT OF TECHNICAL CONSULTANTS ON THE QUALITY OF THEIR CLIENTS’ PRODUCTS: EVIDENCE FROM THE BORDEAUX WIN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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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满意度

当“关键人”的好处





有两名环境景观管理员，其中一人受雇于一家景观管理公司，另一人负责维护一家大型跨国公司总部的环境。两人的工作内容类似，但其中一人处于所在公司核心，另一人则在边缘。一项新研究推出了“核心与边缘”评分工具，帮助员工判断自己是否处于关键位置（对核心位置的判断标准包括“关键性、不可替代性、普遍性、直接性”），以及所处位置如何影响工作投入度、意义感、职业安全度和职业疲劳。

员工可能从常识出发，认同直接参与公司主要产品或服务相关工作要比支持性工作好，但这项研究严谨地定义和评估了“核心”的意义和影响，并尝试找出接近核心的益处。研究者指出，非核心员工较容易陷入负面精神状态，管理者应认识到这一问题，并采取措施提升这些员工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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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蒋立新（音）、托马斯·特里普（Thomas M. Tripp）、塔西拉·普洛斯特（Tahira M. Probst）：《成为组织的“关键人”》（“Being an Organizational ‘Lynchpin’: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Core-Versus-Peripheral Position Scale”，《职业与组织心理学期刊》（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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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

为什么我们不喜欢改变主意





人们不喜欢改变决定，即便有证据充分表明判断错误，他们仍旧如此。一项新研究希望找到这种心态的根本原因。在6项实验中，研究者发现，在充分事实证据面前仍坚持错误判断的人，被视为自信心更强，但也被认为判断力不足。“拒绝承认判断错误有时并不明智：这可能让你显得很自信，但容易让别人认为你判断力不佳。”研究者写道。

采取哪种策略为好？这部分取决于专业领域和情境。例如，一项实验发现，当决策是基于意见而非事实时，改变主意会降低他人对你判断力的评价。在另一项实验中，参与者被要求设想，政治家或法官发现有证据显示他们的最初决定是错误的。结果发现，在这个情境下，人们认为改变主意的法官判断力良好——这是在法律领域特别重要的素质。

参与者同时认为，坚持原有错误观点的政治家极其自信，这表明，在骑墙派受鄙视的领域，保持顽固可能是不错的策略。改变原有决定各有利弊，这显示出一个重要事实：为避开这种困境，最好一开始就做出正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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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莱斯利·约翰（Leslie John）等：《改变主意是否明智？》（“Backing Down: A (Partially) Misguided Aversion to Changing Our Minds”，工作论文）




《哈佛商业评论》1998年
 9-10月刊



“当今经济的基本单位不是企业，而是个人。工作并非由稳定的管理链分发和控制，而是由独立从业者自主完成。这些彼此联网的自由职业者（e-lancer）组成灵活流动的网络，生产和销售产品及服务。经过一天、一个月或一年，工作完成后，网络消解，成员又回归独立状态，在市场中游走，寻找下一份工作。”


托马斯·马龙（Thomas W. Malone）、罗伯特·劳巴赫（Robert J. Laubacher）：《e-lance经济的兴起》（“THE DAWN OF THE E-LANCE ECONOMY”）









前沿 Idea Watch




监管

聘用首席风险官的

意外恶果





2001年安然丑闻和2002年萨班斯法案出台后，外界要求银行合规的呼声越来越高，很多银行于是开始聘用首席风险官（CRO）。2000年时，只有不到1%的大银行有CRO；到2006年，近1/4的银行有CRO。一项针对157家大银行1995年至2010年金融衍生品持有情况的研究发现，聘用CRO导致一个意外结果：银行参与高风险衍生品交易更多而非更少了。

研究者提出了几种可能的原因，不过最有说服力的是，聘用负责控制风险的C级高管类似一种“道德许可”。研究者写道：“通过聘用CRO，银行是在告诉交易经理，他们在一家‘规避风险’的公司工作，而负责风险管理的另有其人。我们认为，这让交易经理减少了对高风险行为的自我管理，诱使他们产生虚假的安全感，恰恰增加了监管部门想要抑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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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金·波奈尔（Kim Pernell）、钟智旭（音）、弗兰克·杜宾（Frank Dobbin）：《风险控制专家的危害》（“The Hazards of Expert Control: Chief Risk Officers and Risky Derivatives”，《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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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

选择过多的坏处





我们在谈判课上最先学到的概念之一，就是“最佳替代方案”（BATNA）。换成通俗语言，就是“如果没谈成，还有不错的备用方案”。理论上，握有多个选择会增加你的谈判筹码，无论找工作还是卖车都如此[分享微-信w s y y 5 4 3 7]。

但新研究的发现出人意料：在1527名学生参与的5项实验中，手握多个选择进入谈判的人，比只有一个选择的人表现差。为什么？有些情况下，收到几个较低报价，会让人低估所售物品的价值。“其他报价的存在，使人们产生了初始报价更‘合适’的观念，从而损害了等待更合算交易的耐心。”研究者说。在考虑任何报价前，谈判者可以利用市场情报进行估值。手握一个理想报价，而不是多个较差选项，这能增加谈判者的权力感和信心，让谈判策略更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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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迈克尔·沙莱尔（Michael Schaerer）、大卫·洛谢尔德（David D. Loschelder）、罗德里克·施瓦布（Roderick I. Swaab）：《多重选择对谈判的负面影响》（“Bargaining Zone Distortion in Negotiations: The Elusive Power of Multiple Alternatives”，《组织行为和人力决策流程》（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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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

专注成长而非盈利的理由





每个管理者都希望同时推动公司成长和盈利。但如果只能优先一项，应该如何选择？贝恩公司的研究表明，在资本充足的时代，融资成本较低，大多数行业（尤其是预期净资产收益率高于4%的行业）的企业如果专注成长，将创造更多价值。但做到这点须转变观念。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融资成本较高，企业注重盈利能力，使用流程再造和六西格玛等方法削减成本，这是正确的。尽管现在融资成本接近历史低点，可很多企业仍过度关注成本削减。究其原因，这可能是企业缺乏创意、战略投入规划欠佳、人才和能力不足所致。

“在一次次业绩电话会议上，我们只听到CEO提到一次、最多两次推动成长的计划，却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展示重组、离岸外包等成本管理方案上。”贝恩一位合伙人迈克尔·曼金斯（Michael Mankins）说。下表展示了各行业企业长期增长1%和税前运营利润增长1%分别带来的内在股权价值提升。■



以下两项 1% 的增长所带来的内在股权估值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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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贝恩公司对1026家公司的分析






奇思辩 DEFEND YOUR RESEARCH







巴黎高等商学院（HEC）副教授安妮-洛雷·赛利耶（Anne-Laure Sellier）和其他研究员，向来自以色列和法国的受试者展示了一张照片，并给出4-5个名字，请受试者猜测照片中的人名。根据概率正确率应该是20%到25%，但实际正确率却高很多。研究团队由此得出结论：





名字能影响

我们的长相

WE LOOK LIKE OUR NAMES

斯科特·贝利纳托（Scott Berinato）| 访 牛文静 | 译 蒋荟蓉 | 校 万艳 | 编辑





赛利耶教授，

捍卫你的研究吧！！






赛利耶：
 这个结果在我们的意料之中。研究团队的5个人——希伯莱大学的约纳坦·茨维纳（Yonat Zwebner）、露丝·梅奥（ Ruth Mayo）和尼尔·罗森菲尔德（Nir Rosenfeld），以色列赫兹利亚跨学科研究中心的雅各布·戈登堡（Jacob Goldenberg）以及我本人，我们的预测就是这样。但其他人认为，仅仅通过照片里的样子就能判断出一个人的名字，这件事很蹊跷。于是约纳坦提出通过试验验证一下。

举例来说，我们向受试者展示一个名叫斯科特的人的照片，然后给出4-5个人名让受试者从中选择，选中斯科特的概率是25%-40%，远高于纯粹猜测的概率。我们在法国和以色列的试验得到了相同结论。你的名字一定会透露一些信息，在你脸上显现出来。





HBR：
 也可能是名单上其他名字比较少见或者选中几率较低？


在选择备选项时，我们只会挑选和正确答案使用频率差不多的名字。我们控制了能想到的诸多因素，包括种族、名字长度以及受试者和照片中的人及其社会经济背景。




如果多做1000多次试验，结果会不会接近纯粹猜测的概率？


因为我们最初的研究涉及人类个体，无法给出1000张脸来看结果。所以我们转而采用机器学习验证，名叫夏洛特的人是不是看上去“像夏洛特”，计算机能不能识别出来。我们先给计算机展示几个名叫夏洛特的人的照片，告诉它夏洛特长什么样子，然后再看几张叫其他名字的人的照片，比如艾米丽、克莱尔等。




受试者根据照片，选对名字的几率是25%到40%。





然后我们给计算机输入10万张从未处理过的人脸照片，让计算机从两个名字中做选择，照片中人的真名和另一个名字。电脑答对的概率是54%-64%，比50%的实际概率高很多。




哇哦！


为了让科学评论家相信确有其事，除了大型计算机研究，人类研究同样重要。研究公开后，美国的其他研究者和法国的记者也验证了这个结论。




经过“训练”的计算机，选中正确名字的几率是54%到64%。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玄机？


很多研究都说明，人类有强烈的愿望，希望能从属于某个族群并得到认同。数千年前在秘鲁，一些部落将孩子的头骨捆绑成某种特殊形状，让部落联盟能够一眼认出。




你觉得照片里的人叫什么名字？

尽管你觉得自己是瞎猜的，但研究表明，他们面部的某些信息会让你在选择名字的时候，拥有比随机更高的成功率。答案见页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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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乔治

b. 斯科特

c. 亚当

d. 布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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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艾利克斯

b. 泰勒

c. 斯科特

d. 詹姆斯





我们的研究显示，人类仍然有这种强调从属关系的需要。我希望我的族群能尽快认出我是自己人，所以会通过一些行为来达到目的：着装、眼镜的形状、发型，可能还有身上的刺青。在潜意识层面也是这样。在美国，人们对名叫斯科特的人有一个刻板印象。即使大家不会画出斯科特的样子，但名叫斯科特的人会想符合这个印象。非言语的力量我们都了解。

人类是复杂的机器，我们几乎不知道自己每天要处理多少信息。例如，某人在面试时进入房间和打招呼的方式，会成为面试官评估时的不确定因素。就在分秒之间，大量的信息被我们处理和解读。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我们在社交环境中展示的样貌。




我并不觉得自己在努力成为斯科特的样子。


我们已经知道，人们常常低估或干脆否认自己在迎合社会。你也许做了一些事情，只是没有意识到。




大家会通过哪些特征，觉得我看上去像斯科特？我帅到爆这件事情占比多少呢？


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也许是一个特征，也许是好几个特征的组合。我们发现，发型非常重要。在一项研究中，我们去掉人脸只留下头发，让受试者据此判断名字，他们的成功率也远高于概率。反过来去掉头发，留下脸，结果也一样。




但每个人都从属于多个族群。那我看上去像美国的斯科特、新英格兰的斯科特，还是作家斯科特？


如果你问我，我觉得你像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所以你身上美国人和作家的部分比较明显。也许你属于“名叫斯科特的美国作家”这一族群，我们要试验一下才能确定。

要注意的是，你也许会逐渐改变外貌，以适应不同族群。我在美国生活了10多年，也许为了适应这里也改变了自己的相貌。许多研究发现，我们会下意识地模仿他人。这一点根植于人类的基因深处，并在日常和他人的互动中不断强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斯科特”和50年前的斯科特并不一定相似。




我仍然觉得这个事只是碰巧。


我们经常听到别人这么说。当我们给参与者看结果的时候，他们常常说自己觉得是乱猜的，但有时直觉是对的，却无法解释。我和商学院的学生聊天时，将名字改成品牌，他们也能理解。苹果用户看上去是否像会用苹果的人？宝马车主像不像会开宝马的人？营销人员正在不断尝试围绕品牌打造消费者“社区”。




所以在这里品牌成为了族群？


对强大的品牌来说，也许是这样的。这是我现在的研究重点。在研究这个话题最初，我就想用品牌而不是人名。法国女性早在结婚前，就嫁给了某种香水。我们年轻时会选中一款香水，一般会沿用下来。我想知道，你能不能看一眼某人，就根据其相貌准确说出“她用香奈儿5号”或者“她用CK的‘激情迷惑’”。关于品牌，一般人会认为某个人用香奈儿5号，因为她看上去像是会用这款香水的人。但我们的理论是，正因为使用了这个品牌，你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仅仅根据某人的发型，我们猜中正确名字的几率也高于随机概率。






你还没回答斯科特的特征里是不是包含帅到爆呢？我真的很帅好吗。


这很像斯科特会说的话，但我们还没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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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复盘 How I Did It



罗技中国总经理：

做强“小而美”

蒋志兴 | 文 王丰 | 采访整理 李剑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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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5年，罗技从遭遇危机到重回时代前沿。 罗技中国区董事总经理蒋志兴将以内部人视角为我们讲述它的变革之路。






人
 们通常把那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份额处于第一或者第二、行业知名度远高于社会知名度的中小型公司称为“小而美”或隐形冠军，罗技就是这样的公司。1981年，由3个斯坦福毕业生回到家乡瑞士创建了罗技（Logitech），公司专注于PC周边设备，其键鼠产品在全球主要市场长期占据50%以上的份额。

但5-6年前，我们遭遇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挑战。

一直以来，OEM（代工生产）在罗技业务中占有不小比重，全球主要PC制造商基本上都是罗技的客户，罗技吃透了PC时代的红利。但从2011开始，情况出现反转，全球PC出货量首现负增长，罗技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出货量呈现两位数的急剧下滑。屋漏偏逢连夜雨，当时被视为罗技转型战略重点的谷歌TV合作项目，投入巨额资金但未取得预期回报。仿佛一夜间，这家隐形冠军公司就站在了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股价从高位跌到6.5美元。

危机时刻，布拉肯·达雷尔（Bracken Darrell，以下简称布拉肯）成为了罗技新任CEO，布拉肯是美国人，毕业于哈佛商学院，长期在欧洲工作，曾任德国博朗公司全球总裁。在布拉肯的推动下，罗技展开自我颠覆式的变革，公司放弃OEM模式，变身为自主品牌营收模式。罗技发布了多品类、多品牌战略，业务从PC外设扩展至创意力及生产力、游戏、音乐、视频和智能家居五大品类，并立志成为科技领域的宝洁公司。

2017年7月25日，罗技公布了2017财年第一季财报，净利润为3700万美元，同比增长68.67%；营业收入为5.30亿美元，同比上涨10.44%。从数据上看，罗技经过变革再次驶入快速增长轨道，股价也上升至38美元左右。

接下来，我要分享的就是罗技5年来的变革之道。



目标超越想象

企业变革的首要问题是提出新方向。2011年的挫折表明，罗技必须丢弃传统的、围绕合作伙伴的“周边产品”思路，我们必须真正面向用户，自主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战略方向。这是互联网时代给“小而美”公司带来的史无前例的压力，也是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

布拉肯在公司内部明确告诉大家：罗技要成为高科技行业的宝洁公司。宝洁是消费品巨头，以多品牌、多品类著称。这个目标几乎超越了所有人的想象，而这正是变革的奥秘所在，不够远大的目标不可能吸引更多的人，也不可能为公司注入强大的动力。

如何实现这个大目标呢？记得我一次见到布拉肯时，他带着我，一边看产品展示一边说：“我们要成为一家设计导向的公司，要软件硬件相结合，要简化产品种类，要追求单一产品成功率更高，回报率更大，我们要真正做品牌，这很关键。”

布拉肯开出的药方意味着自我颠覆般的变革。布拉肯上任后，罗技的变革方案很快出台：从品类、品牌、研发和分销系统等四个领域全面推进战略转型。



新品类战略

企业变革涉及全局，所以它不会一夜之间完成，如果为了变革而变革，很少有成功的案例。而高明的变革，尽管背后波涛汹涌，但人们看得见的应该是有条不紊的工作。

落实到变革管理层面，我们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开发符合战略要求的资源，并创造长效的增长。这需要从头思考一个问题：罗技真正拥有什么？

罗技具有丰富的产品和技术储备，有“小而美”公司所坚持的简单文化和结构。不仅如此，罗技还有两样核心的东西：一是瑞士的工匠精神。我们很多工程师其实来自手表行业，他们功力精湛，工作严谨，为追求质量不惜代价。二是美国硅谷的创新精神。罗技创建的第二年，就在硅谷建立了美国总部，这种双总部的架构不但把硅谷最新的科技、理念与瑞士的精湛工艺、工匠精神紧密结合，还把两种文化融合在一起，沉淀为罗技的基因。

以前我们专注PC外设领域进行创新，把键鼠做到了极致，随着PC时代渐行渐远，我们必须把长期积累起来的技术优势延伸到新品类中去，以品类作为创新单元，实现快速成长。我们制定了新品类创新战略，以独特能力作为支撑，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小而美”的技术型公司，将其消化、吸收和提升，进而进行品类创新。品类创新要求每一款产品都有非常清晰的定位和精准的消费群，力求少而精，市场资源高度聚焦，从而做大品类。

我们选择新品类的原则有两个：一是符合罗技的自身优势；二是有能力做到行业第一或第二。在新品类战略下，2012年我们进入了视频会议摄像头品类。只用了4-5年时间，罗技就成为全球视频会议摄像头的领导者，出货量在2015年超过了思科。再比如，Ultimate Ears（UE）无线蓝牙音响，也是4年时间，我们在美国做到第一，在欧洲做到第二，在澳洲也是第一。

2013年，新品类占罗技全部收入的比重不到20%，但截至2017年二季度，新品类占比已达到50%，并且所有新品类都实现了两位数增长。这些数据表明了罗技新品类战略转型的成功。

此外，罗技新品类战略之所以成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有效地利用了中国市场独特的优势——生态圈。我们觉得，中国最大的机会是生态圈，中国已经构建了很多成熟的生态圈，中国在这方面已经领先全球。

众所周知，创新风险之所以高，是因为周期长、成本高，一旦方向、路径选择错误，巨额投入就会打水漂。然而在生态圈中，企业可以准确识别用户需求，迅速实现合作，协同创新，缩短创新周期。这种方法既提高创新成功率，也能从整体上降低创新风险，因此我们称之为生态圈创新红利。

2015年，中国政府决定投巨资打造“宽带中国”和“互联网+”，我们洞察到大视频这个风口，迅速加入这个生态圈，展开品类创新。目前，罗技摄像头在运营商的营业厅人证识别及银行、保险等行业的“双录”项目中就达到了非常高的占有率。

再比如，我们通过加入华为生态圈，通过整合双方优势，共同打造了大视频联盟，并协同华为颁布了中国第一个家庭电视摄像头的产业标准，实现了新品类创新。



真正成为品牌

其实，PC周边产品时代的“罗技”不是真正的消费者品牌。虽有不错的知名度，但作为品牌来说并不强。布拉肯认为，罗技品牌升级至关重要。如果品类部门一坐下来就开始谈产品，然后就结束，这只是以内部导向的产品思维，不是用户导向的品牌思维。

真正的品牌思维是这样的：起始于用户洞察，然后是用户画像、应用场景、市场策略和分销模式等等，把这些弄得清楚明白，最后才是产品。

显然，新罗技必须重建市场营销，真正按照品牌的逻辑做事，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品牌大厦不会一蹴而就。但是，我们觉得有两个关键点：一是找到人才。二是坚决投入。为此，罗技新设了首席营销官这个公司历史上从没有过的职位，我们请了很多市场营销干将加入公司。

在资源投入方面，品牌思维与工程师思维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对立，传统工程师文化不怎么接受市场营销。但变革必须有坚决、持续的品牌投入，所以布拉肯一开始就把品牌提升到了战略层面。工程师们通常不会想到，当他们的“小而美”业务真正完全以用户为导向，当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进一步的成长要靠品牌的力量来拉动。

后来，我们的努力换来切实成果。2015年，罗技宣布公司历史上革命性的品牌标识更新，这一品牌升级案例，与Google升级为Alphabet并列，被《连线》（WIRED）杂志称为2015年最成功的八个经典案例之一。



独特竞争力

有些创业公司为什么失败？它们有很好的研发，很好的产品，但产品就是卖不出去，原因是分销系统不行，或者品牌不行。当一个行业风口打开之前，90%的公司都可以看到，但却只有5%的公司可以做到。如何才能让公司进入那5%之列？

我们的主张是打造独特竞争力，独特竞争力不是追求单一方面的能力突出，而是强调打造出综合的基础能力。罗技的独特竞争力有五大支柱，由这五大支柱构建起的独特能力是罗技新品类战略的支撑，即设计导向、软硬结合的工程研发、分销系统、品牌和供应链系统。

这五大支柱，拿出任何一个单独去比，都有比我们强大的公司，但我们追求的是五大支柱平衡发展，最终整合成为独特竞争优势。目前，罗技的独特竞争优势已经初步形成，它支持了我们的并购，支撑了我们的新品类战略。

罗技的并购目标是那些“小而美”的技术型公司，它们有研发实力，有明确的用户群，把它们并购过来之后，我们以独特能力做支撑，把品类迅速做大。比如，在音乐品类，我们并购了全美第二大运动蓝牙耳机品牌Jaybird；在游戏品类，我们并购了航空模拟游戏设备生产商Saitek以及高端游戏耳机品牌Astro Gaming等。



脱胎换骨

新品类战略成功是能看得见的成果，背后则是看不见的变革——尤其是组织变革和文化变革——这些无形的东西，很难觉察，却具有决定意义。

布拉肯领导的罗技组织变革是一场“三边”行动：一边战略转型，一边组织变革，一边再造文化。布拉肯上任之后便着手补充人和换人。首先是成立阵容强大的设计部门，不单在硅谷，全球各地都设立了这个部门。在布拉肯眼中，设计不是产品或研发的补充，设计是一种战略思维，它必须贯穿从概念到研发再到产品的全流程。第二步，布拉肯打造了适合新战略的领导团队。第三步，作为主导品类发展的各个事业部，过去3年通过内部转岗及外部招聘，各品类事业部总经理也都换了新的人选。

在新罗技，我们还提倡企业内部创业，培育战斗文化和使命必达的精神。传统组织追求稳定，现在则追求建设性冲突。布拉肯会鼓励项目参与各方相互挑战，以此循序渐进地推动变化发生。为了提升研发效率，他授权首席运营官担任产品研发的跨部门协调人，对整个流程进行优化，降低了产品上市延迟和成本超支的现象。




罗技资料和数据


成立时间：
 1981年


总部：
 瑞士、美国


员工数量：
 5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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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5年变革，我们的股价涨了6倍，目前业绩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升空间被打开。最重要的是，罗技实现了商业模式、组织和文化的再造，从而实现了战略转型。

但我们并不认为罗技的变革大功告成。企业永远走在变革的路上，眼下我们还面对着一个很大挑战，罗技要实现3个维度的柔性匹配，即多品牌、多品类战略与GTM（Go to Market），也就是销售和渠道模式、生态圈战略合作的匹配；多品牌、多品类战略与团队组织架构和能力体系的匹配；多品牌、多品类战略与所需资源与各部门支持的匹配。只要解决了这个挑战，罗技的新一轮高成长空间将有可能彻底打开。

无论如何，我们不是惠普，不是苹果，也不是谷歌，但我们也并非刚刚开始的创业公司，我们依然保持着“小而美”公司特有的专注与谦逊。

短短5年，罗技再次走在了时代的前沿，在全球科技圈，没有几家公司在实践“多品类、多品牌”战略，也没有几家硬件企业像我们这样用生态圈思维发展创新和业务，我和布拉肯第一次见面时他提到那些想法，如今一一变成了现实，他领导罗技实现了自我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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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志兴
 是罗技全球副总裁、中国区董事总经理。王丰
 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首席撰稿。





专栏 COLUMN



GE家电：

如何让概念产品快速商业化

巴拉特·卡普尔（Bharat Kapoor）凯文·诺兰（Kevin Nolan）

文卡特（Natarajan “Venkat” Venkatakrishnan） | 文

李剑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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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家电建立了GE创新实验室暨微工厂FirstBuild，旨在向历史悠久的大企业中导入创新创业企业的优势。






许
 多大企业都向往重燃创新创业精神，却鲜有成功之例。究其原因大致分为以下几点：

• 大型成熟企业不得不向股东保证财务表现的可预期和稳定性，因此很难容忍大胆创新本身所带来的风险。

• 在成熟企业中，职业发展往往须做到规避明显的失败，而在创业企业中，大家可以并且也必须在不断试错中前行。

• 大企业服务主流大众的客户群体，而创新企业首先服务于早期用户。

鉴于不止以上三点的原因，大企业即便能问出“我们如何才能像初创企业那样快速敏捷地进行创新？”也是枉然。因为你们做不到！大企业须换一种思维去寻找解决方案。为了适应快节奏、高风险的数字时代，大型成熟组织可以考虑借鉴一下GE家电的FirstBuild实验室经验，这一模式现实可行且前景非常好。[分享微-信w s y y 5 4 3 7]



FirstBuild 的经验

2014年年中，GE家电建立了GE创新实验室暨微工厂FirstBuild，旨在向历史悠久的大企业中导入创新创业企业的优势。然而，不破不立是关键。因此，FirstBuild被设计成一个拥有自主品牌并独立运营的企业，不沿用传统大企业的公司文化。

FirstBuild设在路易斯维尔大学东北角（UofL）的贝尔纳普校区，紧邻GE家电工业园，却仿佛另一个世界。在这里，由工业设计师、科学家、工程师、学生和发烧友共同组成一个开放式社群，大家一起与FirstBuild的员工共同设计、制造和出售创新的家电产品。

FirstBuild的规模不大，内部团队包含一名总监、一位运营主管和一位商务主管，与同等规模企业里的职位并无区别。此外，还有一位社群经理负责保证FirstBuild实验室能够吸引和维护这一强大的创新者社群网络。

作为一个社群，FirstBuild采用开放式创新，这与GE家电或者其他大型消费品公司的知识产权文化不同。FirstBuild热情欢迎所有发明者或者参观者到其场所来，并且自豪而毫无保留地展示其所有的创新理念。

由于FirstBuild的开放性，使得其创意必须得到快速的商业化，以防有人看到之后先于其推向市场。这就是为什么FirstBuild被规划成能够快速反应、集中所有力量完成产品从创意、研发到生产和商业化整个链条的原因。FirstBuild 相当于一个协作社群，每个产品从设计、制造到售卖的全过程都可以在这个社群中以一个较小的规模得以推进和实现。通常FirstBuild针对每一款新产品首先会大概制作并出售1000件。如果需求超过1000件就被认为得到了市场的验证，GE家电就将其纳入母公司的大规模批量生产线，并支付销售额一定比例的佣金给FirstBuild开发团队。意想不到地是，FirstBuild的成员可以将这一发明在市场上公开出售，甚至卖给GE家电的竞争对手。GE家电当然会争取首发上市所带来的巨大优势。

FirstBuild模式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其中典型的案例是Opal——一款实惠的家用制冰机。许多餐厅会制作那种小而细腻的细冰块，这种细冰块咀嚼感强并且口感持久。制作这种细冰块须利用中空的铝制器皿将冰削成细屑，使其总含量中混合一半的空气，从而实现冰块的口感绵密和独特风味。Opal的创意由社群成员最初公示在FirstBuild网站论坛里，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为什么不做一款家用制冰机呢？产品原型最初在FirstBuild微工厂里做出来，Opal众筹在Indiegogo发起之后就迅速募集到了300万美元。仅网络销售净利润就赚了300万美元，即便在制造商建议将零售价格由329美元提高到499美元之后需求量仍源源不断。

另外一款FirstBuild打造出的Monogram 专家级家庭披萨电烤炉，最近刚加入GE家电专业烤箱生产线。FirstBuild社群发现成千上万的消费者都在自家后院里安装碳烤披萨烤箱，目的是想要在家里就做得出披萨店里那种高品质的披萨。便捷型Monogram披萨电烤箱将顶级烤制的体验带入每家每户，让消费者在两分钟之内就能享受到那不勒斯地道风味的披萨。



智能家电

在FirstBuild，一个独特的重点就是鼓励技术人才发明创造新一代的智能家电。一个主要的例子就是ChillHub，一款由FirstBuild构思并制造的冰箱，它让所有心怀创意的人们看到了“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平台”。ChillHub内置2个USB 集线器，可分别提供4个USB接口，此外它还支持Wi-Fi。FirstBuild社群中的开发者和工程师们正在为其增加更多的功能，包括自动填充水壶、除臭剂、细菌探测器、甚至有可以提醒你补充牛奶的智能传感器。FirstBuild推出的其它智能家电创新包括一款可精密探测温度并实现蓝牙连接的智能灶具、一款新型冰酒器和一款能说英语和西班牙语两种语言并帮助你选择正确档位的洗衣机/烘干机。

FirstBuild目前已有12000多名成员，它让GE家电进入了一个开放无边界的创新思维平台，以创业企业的高速度运行，并且这些成就几乎没有花费任何大的成本。FirstBuild的收入和利润已走上正轨，在2018年能够实现自负盈亏的良性运营。



复制实践

2016年，在青岛海尔收购GE家电后，FirstBuild的成功实践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海尔计划在上海复制FirstBuild的模式，并侧重在物联网的创新上。

其他大型传统生产企业是否可以、是否应该效仿FirstBuild的模式呢？超过50家的财富1000强企业曾参观过FirstBuild，并表示有兴趣效仿这一模式。在所有试图跟随FirstBuild脚步的公司中，最具优势的类FirstBuild企业将很快成立一个名为“Giddy”（以此向发明的乐趣致敬）的平台，旨在为创意人员社群提供应对创新挑战的机会，这个平台计划于2017年9月启动。

越来越多的企业将FirstBuild视为一个成功的先例。由市场主导的创新本质上与市场主导的增长密不可分，然而大型企业根深蒂固的特质注定其很难采用这种模式。FirstBuild模式在解决这一关键难题上已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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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arat Kapoor
 是科尔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董事，关注物联网、基于价值的产品设计开发、并购。Kevin Nolan
 是海尔旗下GE家电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曾任GE家电的首席技术官，在FirstBuild的创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Natarajan “Venkat” Venkatakrishnan
 是海尔旗下GE家电先进技术总监，在2013至2016年担任FirstBuild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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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在不同周期的任务不同。有些CEO是创始人和塑造者；有些CEO是幸运儿，经历经济稳定或商业模式尚未被颠覆的时期；我的任务截然不同：在极其动荡的年代重塑GE这一老字号。




在6000个日日夜夜里，我掌管一支30万人的队伍，带领他们走过萧条、泡沫和地缘政治风险。我至少目睹了3起“黑天鹅”事件。新的竞争对手不断涌现，商业模式不断改变，我们开发了全新的投资模式。GE不仅屹立不倒，而且涅槃重生。现在我们完全具备了赢得未来的所有条件。

从2001年掌管这家公司至今，世界上发生的剧变不胜枚举，也让CEO一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我的经验绝非完美。我的决定将在未来数十年内显现出成效，但在创造长期价值上，我们从不会畏首畏尾。

过去16年来，GE经历了其自身历史上最重大的变革。我们曾经是一家传统的大集团企业，而现在人们将GE称为125岁高龄的初创公司——一家塑造物联网未来的数字工业企业。变革是我们的DNA。我们在今日世界中竞争，为的是解决明日的挑战。我们永葆活力，因为我们有决心塑造自己的未来。尽管前路依然漫长，但我们已经大刀阔斧地革新了GE的战略、业务组合、全球化轨迹、人才和文化。GE以创造和严格执行一切管理流程著称，变革的使命也不例外。我在宣布交接公司领导职位前夕写就本文，意在与更多人分享如何带领庞大集团经历重重剧变。我的几点心得如下：

其一，你必须严守纪律且集中精神。你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所有的计划都应该相互关联——领导的责任就是要把组织中的每个点连接成线。在我担任CEO的任期内，我们执行的所有计划都有一个共同目标——让GE成为21世纪最具价值的、技术驱动的工业公司之一；它能够成长，不断提高自己和客户的生产力。

其二，领导者在引领变革前定要上好一课：你必须经历一段重新挑战思维模式的时期，让自己能深刻意识到：世界在变化，公司要想生存，必须投身变化之中，或者成为最先应对变化的一员。

其三，你须让组织中的人才意识到变革的必然性。

其四，你必须全情投入，坚持大胆且长期的改革。

其五，你必须具有韧性。我十分认同麦克·泰森（Mike Tyson）的话（我觉得他是一位哲人）：“被当头一棒前，人人都有计划。”预测事情发生非常困难，在艰难时期能坚持变革则难上加难，但唯有如此才能创造更好未来。

其六，在变革时期，你需要同时聆听和行动。你需要不断吸取新想法，保持开放的心态：当组织学习到新东西必须转型时，你要面对这一现实，同时勇于推动员工向前。

最后，你必须接纳各种新的人才、文化，以及行事方式。我们录用了几万名人才——各层级的管理者、软件开发者和工程师、数据科学家，以及销售、营销、人力资源和其他职能人员——其中很多来自美国以外。2001年，我们43%的员工是非美国人，如今这一比例高达65%。

在深入探讨每个心得之前，首先让我来讲述以下我们进行的变革。



变革

在我的任期内，GE做了5件大事。我们聚焦核心工业业务，剥离了增长缓慢、技术含量低，以及非工业业务（支持工业业务的GE Capital除外），大刀阔斧地变革了产品结构。我们重新树立了GE的科技公司地位：我把研发投入扩大了一倍有余。我们成为了一家真正的全球企业，在180个国家都建立了强大的网络。我们成为了一支科技中坚力量，推动工业互联网和增材制造领域生产率的提高。我们还极大地精简了GE的运营结构——现在公司的行政和周转时间都大大缩短了，公司结构更加去中心化，给熟知市场的公司元老更多冒险的机会，让他们避免经历冗繁的审查流程。（
详见“五大变革”

 ）

某种程度上，所有这些变革都互相契合。它们旨在让我们以为顾客创造价值为重点——让核心业务变得更精益、快捷、科技含量更高，更国际化，以及走在数字时代前沿。正是变革，让GE的价值历久弥坚。

早在成为CEO之前，我就认为GE不可能同时在传媒、宠物保险、飞机引擎方面样样精通。很多GE人曾经认为好管理者能管理一切。对此，我不认同，这样的时代一去不返，我认为公司和商业领袖都有特定擅长的领域。

当我成为CEO之后，世界发生了剧变。“9·11”惨剧对我们很多业务都有影响。权力与养老金泡沫——20世纪末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力戛然而止。此外，安然事件让提高透明度成为每家公司的当务之急。

我们的业务组合实在太广泛、不透明了。某业务完全不清楚另一业务在做什么。领导层中没有人清楚GE Capital损益如何。我们的很多工业业务已经商品化了。

我们变革的另一大主题是，利用GE体量推动变革和效率。长期以来我都觉得，没有什么比大公司不能有机增长更糟的了。我从来不希望GE成为价值千亿美元以上，但有机增长停滞的公司。我们构思了全球知识分享机制GE Store。该创意旨在能够让我们的业务部门共享能力；我们能够利用横向优势，来创造基于体量的创新和全球领先的分销网络。

与此相关的是，我认为，发达国家年增长率4%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经济国家主义已经抬头。如果GDP年增长率为4%，没有生意不好做。当GDP年增长率1%，没有生意好做，因此，你必须精挑细选不同的新创意。这意味着，你须弄清如何有创意地利用技术，让我们和顾客极大提高生产率。这还意味着需要成规模地进入世界上增长更快的市场。

最后，精简意味着重新分配资源，投资更多增长机会，并更好地解决顾客的问题。当公司增长放缓，很有可能是开支用错了地方。大企业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他们认为自己负担不起某些项目，而且不愿意释放出资源大胆探索。为了让GE成为数字工业企业，我们投入了大量资本。去年，我们投入约40亿美元开发分析软件和机器学习领域，另投入20亿美元，是GE成为增材制造设备和服务上的领先企业——该领域将颠覆制造业。我们必须在其他方面更加精益，才能够进行这些投资。

现在，我要来谈谈引领变革的心得。



严守纪律

在制定大大小小计划上，领导者需要严守纪律，确保这些计划互相匹配，并远离那些不匹配的项目。例如，我们只有聚焦业务组合、在技术上选择正确的投资（很多服务协议由此产生）、简化文化，才能进行数字工业化。在谈到成为数字工业企业，并强化我们的全球网络时，我们意在增加业务组合的深度，并非广度。

我们的数字工业计划已经进行到第七个年头。为施行这一计划，我们必须长期坚守自己的目标，不能只刮一阵风。在科技方面，我们已经聘用了几千人，投资数十亿美元。

如果你看看我的日历，就会发现我主要支持5大变革工作。那么我如何分配对变革各个方面的时间投入呢？变革最大的方面需要最多时间，毕竟我是坐镇主场、应对困难的人。

2011年，我们推出了全球成长组织（Global Growth Organization，下称GGO），负责大幅拓展我们在新兴市场的据点，在很多新兴经济体中共享GE所有业务的损益责任。我将我们最优秀的领导者之一约翰·莱斯（John Rice）调到香港牵头GGO；项目推出第二年，我个人几乎把一半时间都花在增长地区。就各业务控制权以及在不同国家（比如巴西）如何开展业务，GE领导者之间争议很大。我的职责就是要确保这些紧张关系不会对组织有害，并且不会分散我们对结果的注意力。



沉浸

好的领导者，或是好的CEO，都要具有好奇心。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吸收潜在重要趋势和发展，但并不会马上对其做出回应。他们深思熟虑、广泛收集相关信息，听取内部和外部专家各方面观点。他们深度融入“沉浸”期，然后才会下结论——这些信息和趋势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采取行动。如果领导者需要较长沉浸期，可能是因为他们需要有足够的毅力才能推动大型组织中长远的变革。一旦转型开始，肯定会阻碍重重，所以领导者必须深信不疑：公司必须转型——这攸关存亡。

我在推出全球项目之前的沉浸期就是个好例子。GE向来以全球化著称（我们的定位是：在世界范围内出售商品的美国公司）。但随着金融危机带来的发散式增长机会，我们需要更激进的方式。我们希望GE在全球的市场份额比在美国本土还要高。

当时,自由贸易依然是主旋律。主流观点认为，美国希望与欧洲和环太平洋国家进行贸易。我表示反对。我认为，人们需要的是在自己的国家创造就业，就业就是主旋律。尽管我不认为保护主义是解决之道，相信我们需要定义更清晰、更公平的贸易，但我并未发现有任何改善的迹象。

处于沉浸期时，可能一件事就会触发你的行动。2010年，我和GE非洲团队的两位年轻领导者坐在加纳一家酒店的餐厅里。他们正在描绘能源行业的宏图，但理解起来比较困难。我欣赏他们的这份热情，但我意识到，即使我拿出下个月的时间帮助他们，这个机会在GE内部也不可能通过，哪怕我是CEO。

那次会议之后，我争取到了董事会对成立GGO的支持。基本上，该计划让地区间横向运营与垂直业务不分上下。GGO让地区组织直接对其本地的销售与营销、研发、制造负责。它让地区组织行动更快，对当地客户的需求反应更敏捷，同时可以利用GE全球规模带来的优势。

另外一个例子是我们从2011年开始，为成为数字工业领域翘楚，持续不断地努力。该想法始于我在2008到2009年间与客户的会议。我的职业生涯始于销售，总会长时间在旅途上奔波。因此我总对总部有些轻视，直到今天依旧如此。当你总在路上奔波时，就会有更多的机会沉浸、学习。

在成为CEO后，我依然保持着沉浸的习惯。每个月我都要花上6到8天的时间在国外出差，花两天时间在美国出差，与我们销售团队和那些决定购买GE产品和服务的客户促膝交谈。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让某人买一台新动力涡轮机、喷气发动机、或核磁共振仪，也是为了了解客户的竞争情况、业务变革、以及如何使用我们的产品，对产品还有哪些期待——他们如何努力提高生产率。

我记得曾经和BNSF、Norfolk Southern等机车顾客进行的一些对话。在铁路行业，时速关乎数亿美元的利润。我们当时正在试验简单的分析工具，客户鼓励我们更进一步，扩大其规模。他们提醒我，对他们而言，运营技术上的进步比我们的产品更有价值。于是我开始担忧，如果GE不帮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有其他人解决，那么我们将在市场上失去很大的先机。由此我们发现，其他行业中传统巨头倒下的悲剧也可能在工业领域重演。数字革命一旦启动，我们再去追赶就来不及了。

从2009年接下来的几年里，我造访了我们的控制和分析实验室，在硅谷也进行了考察。作为GE的CEO，我能够吸引业内最优秀的人才，和我分享当下发生的一切——我通常能从中获益。

我与很多技术巨鳄进行了会晤，包括亚马逊的杰夫·贝索斯、英特尔的保罗·欧德宁（Paul Otellini）、Salesforce的马克·贝尼奥夫（Marc Benioff）、微软的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以及萨提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还与很多风投吃了饭。我听他们描绘前进方向、以及如何越变越强。我也读了很多书报，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在2011年《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为何软件正在蚕食世界》，以及埃里克·莱斯（Eric Ries）的书《精英创业》——我几乎只用一天时间就一口气读完了它。

2011年，我们决定雇用思科的比尔·荣（Bill Ruh）作为工业互联网的领导者，在加州圣拉蒙建立主要软件中心来支持改革；此举表明，我们从一开始就要积极从公司外部招贤纳士。我们最初的目标是招募1000名软件工程师。正是这些决定，让我们取得了今天的成绩。早在1996年到2000年我经营医疗业务时，就埋下了改革的种子。当时，我就希望医疗业务能更加数字化，但我所犯的错误是，让GE内部人负责医疗IT业务，他们对外界关注不足。因此，我们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关于这次尝试，我反思了十多年。

虽然我一直都在讲个人作为，但我认为，这种领导力对组织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现在GE的业务负责人更具好奇心，而且与过去相比，更着眼外面的世界。我经常会在会上说：“我只发现了一半创意，有人能领会我的意思吗？”这种时候，和我心有灵犀的人往往是副董事长贝丝·康斯托克（Beth Comstock）。例如，她和我们的CIO吉姆·福勒（Jim Fowler）领导GE开发区块链潜力的项目。我们的前任CFO 凯斯· 夏琳(Keith Sherin，去年退休前还兼任GE Capital主管)；现任CFO杰夫·伯恩斯坦（Jeff Bornstein）；带领GGO项目的副董事长约翰·莱斯（John Rice）也都和我十分默契。我们的营销组织和成长手册等信息机制，是保证严格遵守有机成长原则的战略规划方法。这些机制鼓励支持我们进行上述探索。

当你已经全心全意地相信，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你感到如果我们不做，就会被干掉时，就到了行动和提高组织积极性的时候了。




 [image: ]
五大变革


杰夫·伊梅尔特推动了五大互相关联的变革：GE的业务组合、创新战略、全球据点、战略重点和组织管理。




业务组合

从老牌集团企业到专注的工业集团企业

伊梅尔特剥离了大多数非工业和增长缓慢的工业业务，对高科技、制造为基础的产品和服务加倍投入。被剥离的业务包括金融服务、媒体和娱乐、白色家电。他的收购促进保留下来的业务持续发展，并支持了进入增材制造和数字工业的行动。



创新

从收购驱动的多样化到技术驱动的增长

为重新点燃有机增长，GE在以下门类下大赌注：高效清洁能源产品、工业互联网以及增材制造。这些领域在新技术能力上需要大量投资，软件开发尤甚。在伊梅尔特任期内，GE的研究机构增加到以前的3倍，全世界范围内研发中心达到10所。研发预算增长了一倍多，达到48亿美元，在形势不好的时期也坚持投入。



全球化

从聚焦美国到全球视角

为应对发达国家的缓慢增长，以及新兴市场的快速增长，GE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扩张。领衔这一倡议的团队是全球增长组织（Global Growth Organization），该组织赋权当地和区域管理者更多权力，推动GE在目标国家业务的增长。现在GE的业务遍及约180个国家；而在该团队成立一年前，2010年这一数字仅为100。2016年美国国土之外现有工业业务的收入达670亿美元，占公司总收入的59%；在2010年，这一数字为460亿美元，占公司总收入的54%。在这段时间内，GE海外员工的数量从15.4万人增长到19.1万人（占员工总体比例从54%增长到65%）。到2017年3月31日，GE来自美国以外的未交付订货总额为2320亿美元，占总数的72%。



战略重心

从工业到数字工业

伊梅尔特看到，生产中竞争优势的源泉从硬件转移到了与分析工具配套的软件和机器上的传感器。因此他让GE致力于制造且服务“智慧、互联产品”。GE在加州圣拉蒙成立了一大软件重心；成立了GE Digital这一新业务；推出了Predix平台，志在成为工业互联网操作系统。GE还收够了两家增材制造公司和4家软件公司，共投入30亿美元。



组织

从自上而下到敏捷和去中心化

GE必须变得更扁平、更敏捷才能以软件为新重点和以顾客结果为导向，实现全球增长；才能吸引年轻IT人才，降低成本，释放出更多资源进行重点投资。GE发起了名为FastWorks的精益初创项目，从年度绩效考核的方式转变为持续性发展。它还用更具活力和创业精神的GE信条取代了GE增长价值观。



斯蒂文·普罗凯西 (Steven Prokesch)



（返回原文阅读）








生死攸关

对于我而言，每次推动巨变都攸关生死。如果你能让管理层具备这种心态，变革就能成功。

我现在是GE高管培训纽约奥西宁克林顿维尔分校的教师，每月授课两次。在那里，我能接触到组织中比我低3到4个级别的员工。我会和他们说：“伙计们，如果我们不能够成为世界上最棒的科技公司，那么我们就完了。”当谈论数字工业时，我会说：“没有所谓的备选方案，也没有第二条路可选，谁愿意和我一起上？阻碍我们的是什么？我们还应该修改哪些做法？”

我不断与人们沟通这些信息，无论是在每年8月的企业领导层会议上（ 参会者包括200名负责公司主要增收业务的高管，以及那些负责顶尖技术与职能的高管）；还是在每年1月600-700名高管参与的会议上；或是40位高层参与的企业执行委员会季度会议；或是北京或上海举行的员工大会。我也做网络广播，在内部博客和企业年度报告中也撰写了很多关于转型的内容。

商界或政界精英们以为，他们靠一次演讲就能让所有人说：“好，我懂了，我支持你。”我对此不敢苟同。直到现在，我还是力争成为公司里最好的推销员，我会敲敲门然后说：“请让我再讲一遍。”

我允许人们表达疑惑和焦虑，但不能置身事外。他们不能选择弃权。GE有很多不同的机制，例如组织结构和薪酬及绩效考核系统，保证所有员工都不会掉队。目前，每个业务单元中都有专门的数字部门。业务和数字部门的领导用同样的指标决定部分薪酬。每60天我们就会进行一次考核。执行变革的具体业务职责都会录入每名员工的成长手册。至于全球化方面，我们考核每个业务单元的标准是它们在新兴市场中高管的数量。如果业务领导的标准数量是20人，实际上只有17人，我会要求他们给出解释。我们会把控企业流程的每条命脉，协调这些命脉，从而推动变革。

我动员员工参与变革事业的另一个关键办法是：发展人际关系。每月的一个周末，我和太太安德莉亚会邀请一名GE领导者及其伴侣在我家共进晚餐。第二天早晨，我会拿出4小时与这位领导谈话：“告诉我你的业务重点是什么？你认为我们需要在GE做什么？你现在忙什么？还有什么其他想做的？”通过周末晚餐，我能听到很多其他渠道得不到的信息。此外，我还获得了和员工建立个人联系的机会，这对推动变革尤为重要。



全力以赴

​折中之法只会让大企业一败涂地，因为员工能从中感到诚意和决心的缺乏。当你致力于变革，就要做好孤注一掷的准备，必须全力以赴。你一定要愿意倾注人力和财力，懦夫无法变革成功，看看我们为数字能力和增材制造投入的数十亿美元就知道了。

​你不能把变革当作实验。我们看到数字业务的视角，和其他工业以及消费产品公司截然不同。这些公司大多会说：“我们的战略是入股一家数字初创企业。”在我看来这就是表面功夫。我认为，规模要足够大，速度要足够快，变革才有意义。我的观点是：GE和其他公司在工业互联网上的胜算一样大，因为我们并非从零开始——我们已经有2400亿美元服务的客户基础、很大的一笔未交付订单、以及提供金融服务的能力。在现有基础上我们能做得更好。

​因此，我们在全部业务中推行数字化。也就是说，我们下大力气在产品中安装传感器，并培养分析能力，帮助我们的顾客从传感器产生的数据中获得有用信息。最初，我们的重点是提高服务合同的效率，例如提高喷气发动机在翼时间（即正常运行时间），以及减少翻修周转时间。之后，我们在业务中开发出新能力，并将它们出售给现有客户——在我们使用方法基础上，帮助它们利用分析工具。然后我们又搭建了Predix平台，目标是让其成为工业互联网的操作系统。

​我认为，增材制造/3D打印是数字工业变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这方面，我们也不遗余力。在GE内部，我们研究增材制造材料已有10个年头，在企业内部进行增材制造应用也有5到6年了。无论在航空、运输、能源还是医疗领域，我们都大量使用这项技术。在金属增材制造方面，GE或许走在了最前面。2016年春天，我们开始讨论，将增材制造立为独立业务单元——为多个行业，包括我们还未涉猎的行业提供机器、材料和专业知识。

​我们预见到，增材制造自动化将成为颠覆力量——让工人能更高效地在我们需要的地点，制造我们需要的、更有价值的东西。去年夏天，我们为董事会做了一场报告。因为我对这一项目十分关注，看到董事们积极支持，听到他们对于这一颠覆技术的感想，对我帮助很大。那次会议结束后30天内，我们斥资15亿美元收购了两家公司：专攻电子束熔炼系统的Arcam和粉末层喷头激光金属打印公司Concept Laser。这两家公司都可以打印飞机和其他工业零部件。它们让GE在增材制造市场约占有20%的份额。

​即使对于GE这种体量的企业，一旦你决心已下，做出上述决定，就要认真进行投资。你要在全公司上下推动改革，无论是销售团队还是产品。你甘愿改变商业模式，与过去的对手合作，并向客户开放系统，所谓变革既是如此。

​最后，全力以赴意味着坚持不懈地让员工追随变革，不要掉队。GE文化的一大优点是，90%的情况下人们会说：“嘿，让我们试试看，看看效果如何。”但不可避免的是，也有部分人会抗拒变化，这就是为什么遇到阻力和惰性时，我们要具有滴水穿石的劲头。

​当我们成立GGO时，我告诉负责该业务的高管：“看，追求全球化意味着我们要更加本土化。因此公司运营须采用成熟的矩阵结构，充分赋权地区。”我们最优秀的领导者中，有不少人不能适应这一变化。他们熟悉的是十分垂直的损益结构，但世界正变得越来越扁平。我对他们说：“现在你和利雅得那个家伙发生了冲突，但他总有时候会赢。”他们说：“呃，但我真的不希望采取这种方式。”虽然欣赏他们的诚恳，但是我觉得他们必须要离开公司。



韧性

​变革需要耐力。GE有很多在危机期间投资成功的纪录，在技术和全球化方面尤为如此。例如，在2009到2012年间，我们加倍投入了对商用发动机技术的投资，而对手没有这么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年巴黎国际航展上，我们的订单高达300亿美元，而对手仅为数十亿。

​类似地，去年GE中国医疗业务收入超过20亿美元，当我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医疗业务时，我们完全是白手起家！现在我们在中国当地的医疗事业蒸蒸日上，人才济济；我们备受中国客户和政府的尊敬。但是取得今日的位置并不容易，靠的就是坚持：当一扇门关上了，我们再打开另一扇。

​我相信，能源储备和太阳能技术是GE未来关键所在，但发展这些事业都不容易，过去5年来，我们冲销了3亿多美元对电池和薄膜太阳能技术的投资。这不是失败，它让我们更为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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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不愿承认，但转型确实需要时间。如果改变很容易，也不会长久。你须淡定渡过难关。资本市场中的两个概念被经常混为一谈——释放价值和创造价值，两者有本质区别。释放价值往往指为了短期利益的战略性退让；而创造价值是长期投资的成果。例如，为了获得技术或市场准入的并购行为/定位最终与更长期的价值定位建立起联系。如果你立足短期视角，就不容易理解这种行动。

​我带领GE走过了金融危机，那是一段非常萧条的岁月。尽管我们的业务组合奏效，但在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时，我们的金融服务业务依然过于臃肿。这是我的错。但我们并未裹足不前，或互相指责。让我们占得先机的航空发动机技术大多都是在金融危机期间投资的结果。我们解决了问题，让GE变得更强。

​转型需要勇气和冒险。很多大企业每3到5年就换一次CEO。GE的CEO任期长度是它们的好几倍。这是因为如此大规模地推动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时间和韧性。

​

愿意改变

​推动变革最艰巨的挑战之一是：让新信息不断涌现；在有勇气行动和鼓舞别人的同时，给予自己适应的机会。这里的难题是：即使你能保证投入的资源到位，也要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随时做好改变的准备。因为你不太可能从一开始就制定出完美无瑕的战略。我们后来做成的事情，几乎都和初衷有所不同。

​当我们刚开始进行数字工业转型时，我从没想过要创造Predix平台业务，完全没有。我们只成立了分析应用组织。3年后，有些从微软跳槽来GE的人说：“看，制作APP很容易，但真想从中获得价值，就要像微软利用Windows那样，成为工业互联网届的平台。”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生态系统，对合作伙伴、开发者、顾客和非顾客保持开源；并让行业接受这一点。在开始的4到5个月中，当这些人刚开始推动平台想法时，我对他们说：“嘿，做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我们现在手头忙得够多了。”但我也在不断阅读和学习，最终被他们说服了：“嘿，你们知道吗？伙计们，你们是对的，我们做吧。”因此我们又转型了，而且全力以赴。我们不仅增加了对数字化的投入（10亿级美元的投入），而且告诉所有的业务单位：“我们将停止所有的其他分析软件项目，让所有人都用Predix平台。我们会成为开源系统，让竞争对手也可以使用我们的平台。”

​我们学到的另一件事是：我们需要把结果当作服务来出售，而不是签订一份产品或服务合同。这不是我们历来习惯的做法。我们听取软件供应商意见和顾客对Predix平台的期待，并受到启发。我们和Hubco的合作关系能够说明这种方法。Hubco在巴基斯坦有最大的独立蒸汽动力系统，规模约为1.3千兆瓦。我们的目标是，在尽量不改动工厂现存硬件的前提下，仅从节约燃料中创造约1.2亿美元的价值。

当我们开始精简结构时，觉得能做的不过是去层级、去官僚化和简化流程。当我们行动了两三年后发现，最重要的可能是透明——让人们能在线获得数据，让他们看到自己的表现。

​当大量投资技术的行动大约到了第5个年头，我们觉得该过程太中心化了。为了推动全球化，必须改变这点。因此我们在上海、慕尼黑和里约成立了研究中心。

​每次转型中我都会提到的一件事是：“我们正在经历一段40步的旅程，现在我们走到了第22步。我不知道第32步究竟会如何，但我们会去一起探索发现。而且我们会不惜一切取得成功，我们会成为赢家。”

​这里面具有更广泛的领导力意义。哪怕是和我在GE总部同一层办公的人们当中，都有很多人希望每晚下班回家时，对一切都了如指掌。而我每晚回家时，我对未来没有答案，而且我也接受这种迎接不确定性的感觉。我和我太太一起在Netflix上看一部名叫《桥》的斯堪的纳维亚谋杀悬疑剧，每季有10集。在某季的第二集时，我太太问道：“谁是凶手？你认为谁是？”我答道：“亲爱的，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你需要那些有耐心坚持到第八九集的人，让结果自然而然发生。



接纳新人才

​像我们历史这么悠久的公司，如果没有核心人才，是不可能做出我们想取得成就的。我们需要来自公司之外的很多新鲜血液。为此我必须保护好这些新人，直到他们真正与GE融为一体，而且能具有开放的心态建立新文化、行事新方式和新思想。

​看看今天的GE你就会发现，有史以来从未有如此多新鲜血液加盟这家企业。例如，GE 数字的领导者比尔·荣就来自思科。GE 能源的首席数字官甘尼什·贝尔（Ganesh Bell）来自SAP。领导再生能源的杰罗姆·佩克斯（Jérôme Pécresse）和我们的首席生产官（Chief Productivity Officer）菲利普·科彻（Philippe Cochet）都是通过对Alstom的收购加入GE的。

​从2009到2016年，我们从外部聘用的人才每年以60%多的速度增长（不包括收购）。而且从外部招聘高管的人数翻了一番多，达到160人。

​我让GE成为了一家适应力极强的组织，而且我希望我们的领导者以身作则。大卫·乔伊斯（David Joyce）的全部职业生涯都在GE航空，从2008年成为该业务的领导者，现在他还负责GE增材制造。杰米·米勒（Jamie Miller）10年前以管控师身份加入GE，后来成为了我们的CIO，现在领导GE 交通。特里·布莱森汉（Terri Bresenham）作为爱迪生工程师加入GE，现在领导印度以外的可持续医疗解决方案。她目前的工作重点是改善新兴市场的医疗准入和品质；这是一股颠覆力量，总部尽量不对其进行介入。

每一次转型都造就了新的GE英杰。 我刚担任CEO不久，我们开始技术转型，担任企业领导者的律师比工程师多，后来形势发生了改变。2001年，只有20%的企业管理者是女性，或来自美国以外，或是美国少数族裔。现在这一数字上升到59%。加速领导力项目XLP让我们对人才和文化有了新思考，我们计划到2020年，让工程技术岗位的女性员工达到2万名。如果你看过我们旨在吸引女性参加STEM职位的电视广告，就会发现，我们也在激励科学家。数字工业转型是最艰难的转型，因为我们必须引进数千名来自不同企业和文化的人才。为了整合这些人才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现在GE还保留了工业训练营和数字训练营。

​领导者须保护新团队，直到组织上下都认可核心文化的转变。例如，GE航空的一名员工和我抱怨说：“Predix没有我需要的全部功能。”我深知创造优秀软件是个迭代过程，于是提醒他说，当GE航空设计出GEnx发动机，为波音747-8机型和787机型提供动力时，低压涡轮机初次设计错误。我劝他说：“你要对自己的同事多加支持。”

​如果不重建文化和现有的行事方式，转型不会成功。在我们的例子中，这意味着为了速度要消灭官僚制度，应用新方法雇用人才，给予人才担任领导者的机会，留住精英员工。

我们极大改变了文化和运营节奏，以后还将继续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巨变，它渗透到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包括我们的语言，标志着我们正在重新创造一切。例如，我们以前的一条增长信条是： “以外部为重点”。它强调了与顾客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合作，但不够有活力。与之相对的是两条新的GE信条“顾客决定我们的成功”和“在不确定的世界达成结果”。新的价值更鼓舞人心、更向前看、更以行动为重。你在GE感受到的速度和创业精神，正是GE价值观的真实写照。

​当商业的节奏明显加快，以年为单位做事行不通了。因此现在我们不断迭代很多产品，甚至连我们彼此讨论职业、战略和商业结果的方式也在迭代。例如，我们取消了经典的Session C继任计划（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每年举行一次，基本上未有改变），取而代之更频繁的对话；我们现在将之称为“人才日”。我们将以打分为重点的绩效管理流程变成了持续不短的绩效发展计划，新的重点是：根据员工期望给予他们评价，为顾客创造更好的结果。

我们还大大简化了成长手册的战略规划流程，我们曾经两年进行一次该工作，但现在它成为了我们追求有机增长更常见的对话。在埃里克·莱斯（Eric Ries）和其他人帮助下，我们根据他的精益创业方法发明了FastWorks，用于产品开发，进而应用到我们更大规模的产品中。

今天的GE依然是流程驱动的公司，但与20世纪末相比，在如今保护主义抬头、增长放缓的世界，仅仅掌握六西格玛远远不够，必须要落实宏韬伟略。从方法上成规模地实现宏伟目标要靠过程；过程固然重要，但过程本身并非结果。公司如果在过程中出了问题，没有为顾客提供结果，游戏就结束了。

我留给GE的遗产很难用三言两句能够说清。在我任期内，GE核心业务的收入增加到了3倍。10年前，我们的未交付订单价值1500亿美元，现在达到了3240亿。我们市场份额冲破了纪录，过去5年里的财务表现超过了所有同行。在我任期内，我们的分红比GE110年历史上加起来还要多。然而，我们的市盈率在过去10年从40:1下跌到17:1，股价表现也欠佳。这都是变革付出的代价，我们永远不会为GE的故事画上句号。

若想充分收获变革甘甜的果实，GE尚须耐心等待若干年。临别之际，深思过去种种，我对GE的定位和目标深感欣慰。2001年的GE认为，未来如昨，波澜不惊。2017年的GE能做到处变不惊。我满怀信心，自己走下的这艘大船，能够在21世纪平稳前行。GE的部分员工认为，股市并未充分反映出我们取得的成就。但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我们只管放手去做、去执行，市场自有它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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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伊梅尔特
 在通用电气的董事长任期将于2017年底结束。从2001年9月到2017年8月，他在通用电气担任CEO兼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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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杰·古拉提（Ranjay Gulati）|文






与很多跨国组织类似，杰夫·伊梅尔特治下的GE须厘清如何平衡本土需求和国际规模。这类公司往往采用矩阵结构，但该结构管理起来十分困难。将当地的声音融入跨国公司是极其艰巨的挑战。




困难部分来源于CEO考虑该问题的方式。很多人认为，要在全球-本土的二元对立中，找到一个对公司最有利的平衡点。他们不断重组，殚精竭虑，力求找到这一平衡点。最终往往让组织陷入内斗和消极不作为。

​但伊梅尔特明白，全球-本土并非零和游戏；公司完全可以兼而有之。拜高科技所赐，现在这点尤为明显。软件让国际产品定制化更容易且廉价。3D打印、机器人、分析工具和传感器互联设备等新制造技术让产生成本效益的生产规模越来越小，让制造服务当地市场的工厂成为现实。因此，现在的目标不再是在全球和本土之间不断寻找平衡点，而是将没有获得服务的高潜力地区转变为全球业务的重要市场，公司从此不必在某一国家中创建正式损益结构。这种转变绝非易事，管理跨国公司本身就很难，但并非没有可能。

​自GE的全球增长组织（GGO）于2011年1月成立以来，GE现有工业业务在美国以外的创收达670亿美元，占世界总收入的59%。而之前这一数字是460亿，占全世界总收入的54%。更惊人的是GE 来自美国以外的未交付订货总额，达到了2320亿，占总数的72%。而之前这一数字为1120亿，占总数的64%。这意味着美国之外业务的贡献在未来将继续大幅增长。尽管取得了重大进展，但GE的领导层最先承认，全球化仍须努力。尽管如此，其他跨国企业依然可以从GE的经验中学到很多。

​赋权当地组织。
 最大的挑战之一是，找到赋予当地分部权力的方法，这一点对于GE这样的企业尤为重要。GE向来由全球业务说了算，地区分部的主要功能就是销售。在这样的公司里，很多缺乏影响力、规模较小的销售区域往往无法说服全球业务部分投资增长项目。

​更进一步赋权当地分部的方式，是赋予公司在本国或地区的管理者损益责任，让各业务部门员工关注本国和公司总部领导的一言一行，并做出及时回应。GE挑选了包括印度在内的部分地区，采取这种激励增长的方式。但是考虑到一刀切并不可取，因此不是所有的市场都采取这样的方式，比如中国。

​伊梅尔特甚至还采取了更激进的举措：他任命副董事长约翰·莱斯领导GGO。莱斯是GE最德高望重的高管之一，曾经管理过数个业务部门。伊梅尔特让GGO和全球业务一起对美国海外销售负责，但GGO的优先重点是高潜力市场。此外，他还让莱斯能够从公司任何部门全权提拔优秀领导者。莱斯从全球部门和职能中遴选出成熟高管，他们经验丰富，人脉广泛。所有人都深受GE全球业务和部门领导尊重，其中很多人都有大胆推动增长的工作纪录。这些特质让他们在处理争议时，能理解与缓和业务部门中的忧虑。他们能够通过影响他人，而非与之对立，来完成任务。

​伊梅尔特深知，很多跨国企业当地组织中的职位缺乏晋升空间。因此他和莱斯扭转了GE这方面的局面。很多新兴市场的管理者都被提拔要职，最值得注意的是约翰·弗兰纳里（John Flannery）：在掌管GE的印度业务后，他负责公司业务采购和剥离，执掌GE的医疗业务，最终成为了伊梅尔特的继任者。

​伊梅尔特亲自审阅被视为增长市场地区的规划。尽管他鼓励有建设性的冲突，但会制止危及进度的争执发生，并且扫清全球业务中的障碍。“他确保所有人都能明白，这一使命没有回头路。”莱斯说道。

​接纳积极摩擦。
 矩阵式组织容易产生矛盾，导致组织停滞，占用管理者时间。伊梅尔特及其团队明白，创建GGO可能会产生摩擦，因此做好准备接受这些摩擦，并将其疏导为积极结果。

​引领组织朝着哈佛商学院多罗西·雷奥纳多（Dorothy Leonard）所谓的“积极摩擦”方向发展，并非易事。这样做能寻找到善解人意，能了解对方观点的领导者。

​GE有很多方法达成这点。除了将高管从各业务和职能抽调到GGO之外，也会在一段时间后把地区领导调到业务部门。莱斯和他的领导团队会各自厘清地区和全球组织中的角色，确立定价、财务、招聘和绩效考核等方面的决策框架和门槛。他们还煞费苦心保证全球业务部门员工在与客户互动时，能得到地区员工的支持，而非阻碍。

​构建强大职能。
 困扰跨国公司在某些发展不足地区经营的一大长期问题是：缺乏优秀的本土人才——跨国企业总感到无力承担这部分投资，GE也不例外。莱斯和他的团队很早就意识到弥补这一短板的重要性。例如，他们发现如果本地没有强大的HR部门，就无法招募、培养和留住当地人才。因此，早期的优先事项之一就是在美国以外的增长地区构建强大的领导团队，建立HR、财务、IT、销售和市场、传播、法务方面的能力。

​在有些情况下，GGO领导者劝说全球业务部门来为增强本土团队埋单；而其他情况下，GGO自己负责招募人才。 对于那些规模或财力不足以招募精英的本地业务部门，GGO创造了“卓越中心”，为它们提供专业知识经验。

​消除战略盲点。
 通常用来评估成熟企业的指标，比如销售增长、毛利率、削减成本等，往往会让公司看不清新市场的长期潜力。此外，跨国企业仅聚焦自身结果，就容易忽视市场中存在的整体机会：对单一业务而言的微小机会，可能会成为公司整体重大机遇。

​为避免这些陷阱，伊梅尔特给予GGO的预算不仅用于招募人才，还用来承担自己的项目。他鼓励GGO行动，成为跨业务合作的催化剂。例如，GGO在印度浦那投资了一家高度灵活的“多式（multimodal）”工厂，能为不同业务生产各类产品，这些产品能为德国市场开发风轮机和为中国市场开发价格合理的磁共振成像（MRI）机器。时间一长，GGO能说服业务部门一起进行投资，随着成功例子越来越多，业务部门越来越愿意参与合作。

​此外，莱斯让每名区域领导者评估其所在市场的潜力，制定3年增长计划，然后设立指标（例如订单增长数量）跟踪该地区在探索机遇上的进步。地区管理者的奖励与他们完成增长目标直接挂钩。刚开始时，全球业务和地区的指标矛盾，产生了摩擦，由此业务部门和GGO之间就增长和利润的平衡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辩论，从而进行合作，找到最佳平衡。

​GGO从来不会开发全球业务领导者不支持或达不到最小利润目标的项目。伊梅尔特和莱斯认为这种摩擦是积极的：它强迫双方互相了解彼此观点，长此以往，所有人都凝聚在“OneGE”团队下，具有共同目标：发展公司在市场中的全面能力，达成盈利。

​越来越常见的是，地区管理者个人兼任业务部门和地区两大职务。例如，段小缨负责GE中国和中国的医疗业务。诸如地区委员会这类新结构已经落地生根：让业务和职能领导者定期会面，分享本土市场目标，并弄清如何合作达成目标。现在更多的指标得到共享，全球组织和GGO在大项目上进行无缝合作。“我们的全球组织延伸越来越广，以后还将继续这样发展，”伊梅尔特说。印度是GGO的领头羊，现在是GE的主要市场，在印度GE的业务间合作已蔚然成风。受到这些成功的鼓舞，伊梅尔特和莱斯决定从2017年1月起，印度分部已经日臻成熟，不再需要作为独立损益部门存在。印度目前的GGO负责人班马里·阿格瓦拉（Banmali Agrawala）说：“我们感到，目前我们的人才和系统不需要损益结构也能高效运转。”

​而莱斯则认为，GGO依然会作为精益组织存在，不会马上解体。“我们继续自问，是否在正确的地方合理分配了资源，是否把正确时间用在了合适的地方。我们需要为每个地区找到最佳商业模式，保证赋权得当，并且有足够的护航措施。我们需要弄清还缺少些什么，哪里适合加速。我们需要寻找下个引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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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杰·古拉提
 是哈佛商学院Jaime and Josefina Chua Tiampo工商管理教席教授，组织行为学方向负责人，以及先进管理项目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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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杰夫·伊梅尔特16年任期内，GE的业务组合和战略发生了剧变。




​GE的目标是成为真正技术驱动的全球工业企业，引领物联网发展，对其员工构成具有巨大影响。目前GE30万名员工中，有半数在公司工作了5年或更短时间，这意味着他们可能缺乏成功和前进所必需的人际网络。GE员工的技能也发生了剧变，很大程度上因为公司不断进化，成为拥有杰出分析工具的最先进数字工业企业。好消息是，GE已经成功吸引到了数千名年轻IT人才。坏消息是，他们对传统大型跨国企业的官僚制度容忍度极低。总之，年轻员工希望能掌握自己的事业，不愿完全依靠老板或HR来寻找机会和确定追求职业目标所需的培训和经验。

​​这些挑战的解决之道是什么？GE给出的答案是HR分析工具。“我们需要一系列互补技术，能让在180个国家运转的公司变小。”负责人才分析与布局的GE前高管詹姆斯·高曼（James Gallman）如是说。他口中的技术是一系列员工、管理者和HR均可使用的自助应用。所有的应用都基于GE全球研究中心数据科学家与HR合作发明的通用匹配算法。高曼说：“这是GE版的Match.com”,“它能选出一个人，然后将其和其他事物配对，比如在线或传统教育项目、另外一个人或一份工作。”

​与埃森哲、美国运通、谷歌、IBM、微软和宝洁一起，GE在人力、人才、或分析工具方面走在前面，康奈尔大学ILR学院的人力资源副教授约翰·豪斯奈柯特（John Hausknecht）如是说。以下是GE利用分析工具来增强核心HR流程的具体做法[书ji 免`费`分`享微-信wsyy5437]。

​

职业和继任规划

​职业和继任规划工具是目前延伸最广的应用。GE在2016年初推出了这一工具，2017年6月对其进一步加强。该应用被安装在公司自有的继任规划平台上，服务对象是高管职位。（员工门户中，有对应的职业探索项目，帮助带薪员工寻找下一个职业步骤。）该应用利用GE员工历史升迁数据和职业相关度（基于职业描述），帮助员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公司内部一切可能的工作机会。很多公司在网站上公布招聘岗位。但高曼说，这一工具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能够让人们看到那些没有开放的职位，因此他/她能看到自己在GE未来的职业生涯。

​通过鉴别以前不易发现的候选人，领导者可以利用这一工具更好地进行继任计划和职场指导。“无论他们的性别、种族、个性如何，算法能让公司做到人尽其才 。”GE的HR高管保罗·戴维斯（Paul Davies）说道，“因此当我们想到某一职位的候选人时，能够利用技术帮助我们发现其他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分析系统只会补充而不会取代员工和领导以及HR经理之间的对话和职业发展。高曼说：“分析工具不会简单地说，‘你去做这个工作，你应该上这门课’。我们只想给人们更多选择，并让他们有权选择自己的道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实践教授凯德·梅西（Cade Massey）说道。他认为，尽管分析工具在职业和继任规划上的应用是新生事物，当组织能够明白“留住员工的最佳方法之一是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其他机会”时，就会接受分析工具。



培训

培训工具会将合适的培训或教育机会推荐给那些目前工作或流程中绩效有待提高的人。尽管该工具尚处于早期原型阶段，已经有上百名员工进行了实验；很有可能明年该工具就能够日臻完善且在全公司范围内推广使用。GE计划将该工具与目前员工使用的绩效开发应用连接，让他们能定期在工作中实时收到管理者和组员的评价（详见HBR.org上的“GE实时绩效开发”）。新工具将读取个人偏好和同侪改进建议；将他们与同一国家、水平和职能的员工偏爱的学习工具相比较；提供选择，例如网络或实地课堂或阅读材料。



高潜人才

​2005年左右，GE放弃了带薪员工强制排名。(1981-2001年担任GE CEO的杰克·韦尔奇推行了该排名，他因坚持解雇排名倒数10%的员工而著称。）直到2016年中期，在伊梅尔特治下，GE才将带薪员工归为5类：“模范、杰出者、大力贡献者、需要培训者和不尽人意者。”这种方法后来被新系统取代——为员工定期提供建设性反馈。但这样做也会产生问题：如何发现优异表现者和高潜人才。

​利用所谓的帕雷托（Pareto Frontier）技术，公司的HR分析工具团队试图发现如何通过加薪、奖金、升职率、入选领导圆桌会议等“结果”数据，以及梳理管理发展项目，来识别出类拔萃的员工。“我们认为，与单一标准评分相比，全方位多角度识别人才能带来更优人才结果。”高曼说道。



人脉

​该应用尚处于高级原型阶段，其目的是帮助员工建立人脉。高曼说：“知识型工作往往靠寻找拥有特定技能的人，来解决问题。人脉工具让人们能发现怎样能获得帮助。最好的伙伴可能不是你的上司或同事，而是世界另一端从事不同职业的人。”

​GE利用该应用，在收购了法国Alstom之后，整合了该公司的1.1万名员工和2.2万名GE Power员工。2015年，该系统匹配了拥有类似技巧、教育背景和经验的员工；为他们提供虚拟合作空间（WebEx会议和GE版Google Hangouts）；提供了探讨题目的建议。（目前行业中最热门的是什么？你是如何进入该领域的？未来工作的哪些内容最让你兴奋？）



人才保留

​该应用尚处于“实验和验证”阶段。据估计，特定职能的管理者和专业人士（例如软件工程、销售或HR）可能会跳槽时，因此GE能够在6个月之内及时介入。GE将辨别出员工离职的情景，例如某些员工何时离开团队。然后，公司会在类似时间发生时提醒HR经理，因此他们能够鼓励员工留下。在上面例子中，这可能意味着HR会和剩下的团队成员商谈他们可能承担的下一职责所在。

​“GE目前的平均自愿离职率（包括退休在内）约为6%，如果能降低1%，对生产率都会产生巨大影响。”戴维斯说。出于同样考虑。康奈尔的豪斯奈柯特也表示，应对离职问题是很多开始使用人力分析工具公司的当务之急。



文化变革

​最后的一个应用目前还处于开发早期阶段，或将帮助GE发现组织结构中让公司行动更快更敏捷的要素。例如，在大型团队中的员工对公司的看法是否与小团队中的员工看法不同？他们的行动速度更快，更慢，还是相同？团队与公司总部/领导的距离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团队成员和他们所做的零附加值工作？HR团队正在利用员工调查、离职访谈和组织设计数据，来了解这些因素。

​有些人力分析工具应用很难做到百分百完美，比如鉴别高潜力人才和推动文化变革，因为其中牵涉因素实在太多。但整体而言，该领域前景大好，吸引了亟待解决这些挑战的各种规模的公司。“对很多公司而言，人才是他们最重要的资产。从历史上看，管理人才的判断往往依靠直觉且缺乏客观性”，梅西说，“人才管理没有灵丹妙药，但随着分析工具的演进，能够比直觉判断做得更好，并纠正判断中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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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同时参与多个团队或项目的工作现象已经很普通，但这种多团队工作，给组织带来各种问题。如何解决？领导者可以采取：通过建队活动和技能评估建立信任和熟悉感；找出容易受意外事件影响的团队；改善团队间协作；创造更多学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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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公司将推出云大数据平台Analytix，负责的高管是克里斯汀。平台上线时间紧迫。两周前，团队还在按进度走，但现在却严重落后。最让克里斯汀郁闷的是，Analytix项目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但手下不断被叫到其他项目上去。三个核心工程师忙着解决另一个产品的安全漏洞，已经几天没露面了。她不得不告诉CEO没办法按时完工，可现在公司正亟需一次成功的产品发布。

克里斯汀的遭遇并不少见。员工同时参与多个团队造成的冲突，正给越来越多企业管理者和团队领导者制造麻烦。但“多团队”工作组织方式的益处非常明显，尤其是在知识密集型行业：不同部门的多个团队可以共享一名员工的时间和智慧，并且提升工作效率。如果员工只专注于一个项目，其他时间发呆，很少有组织负担得起；一个团队也不会一直需要某一名员工100%投入精力。因此，为最大限度利用人力资本，企业像工厂使用贵重设备一样，让多个团队共享资源。这样一来，企业可以避免项目进展缓慢时的停工成本，能够雇用细分领域专家，按项目需要随时使用他们。多团队的工作组织方式，也为知识和最佳实践在组织中传播提供了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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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优势


通过将员工同时派往多个团队，组织可以高效利用员工的时间和智慧，提升解决复杂问题能力，促进团队间知识分享。




劣势


各项目优先次序等方面的冲突，可能影响共享成员的团队的工作进度，团队凝聚力可能受损。同时加入多个团队的员工有职业疲劳的风险，影响投入度和工作表现。




解决方案


为降低多团队工作的风险，领导者可以采取的做法包括：通过建队活动和技能评估建立信任和熟悉感；找出容易受意外事件影响的团队；改善团队间协作；创造更多学习机会。





虽然益处是清晰、可量化的，但成本也相当显著，必须加以控制，克里斯汀的困境就是例子。多个团队共享成员，使本来独立的项目相互影响，有可能一损俱损。除整体风险外，对团队来说，人员不断进出削弱了凝聚力和认同感，增加了建立信任和解决问题的难度。员工个体也会付出代价：分配协调投入不同项目的时间精力，让他们经常感到压力大、疲劳，甚至产生职业倦怠。

过去15年中，我们研究了数百个团队的协作情况，涉及专业服务、油气、高科技、消费品等非常不同的领域（
见边栏《关于本研究》

 ）。我们细致观察员工在项目不同阶段的表现，对于多团队工作组织方式得到很多洞见。本文中，我们将讨论多团队工作如此普遍的原因，分析组织和团队领导者面临的关键问题，并推荐一些解决方案。



问题紧迫

一名员工同时参与多个项目并非新现象，而当下这种做法尤其普遍。我们对超过500名跨国企业管理者的调查显示，参与团队工作的人中，81%同时参与多个项目。其他研究得到的数字更高，例如在知识密集型行业中达到95%。

为何多团队工作如此普遍？有几个原因。

首先，为解决很多复杂的大问题，组织必须利用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企业的网络安全问题涉及财务、供应链和差旅管理等不同部门。能源企业须在全球范围内协调多个大型项目，如开采深海油气田。运输和物流企业须按时将货物运送至目的地，而货物种类和运送地点多种多样。大型制造和工程项目，如飞机制造和城市基建项目，要求生产方和监管部门紧密合作。在这些情境中，组织不可能依靠全能专家制定端对端解决方案，而必须整合不同领域专家的深度知识。（关于这个话题，可参考《哈佛商业评论》2017年4月刊《让明星员工“智慧合作”》）

其次，随着地理和行业界限不断打破，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控制成本、拓展资源的压力增大。某专业服务公司的一位客户经理曾说：“为让客户资产真正保值增值，我们不会花钱请某位专家来工作5周，因为我们只需要他在第五周过来全力投入。”这就是为什么项目间隙的“板凳时间”、甚至慢节奏时段都越来越少见。员工只要工作量不足，组织马上给他分配任务。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即便级别较高的管理者也会在一天中兼顾7个甚至更多项目，一周之内最多可能参与25个项目。更有甚者，企业可以利用技术手段轻松掌握员工的空闲时间（即使只有几分钟），并马上让他们忙起来。

再次，为给员工更多工作选择，改善人才培养、员工投入度和忠诚度，组织架构去层级化、去中心化趋势明显。的确，在项目制工作中，员工个体对所做工作的掌控度今非昔比，开源软件开发就是例子。这让领导团队的能力变得更为关键。（关于这个话题，可参考《哈佛商业评论》2016年6月刊《“4D团队”合作秘诀》）。同时，多团队工作方式和随之而来的风险，也上升到了全新层次。越来越多人可以自由选择短期工作，不仅在一个组织同时参与多个项目，更同时为多个组织工作。很多时候，企业在和竞争对手分享员工的时间和智慧。

大多数管理者都能看到多团队工作的普及趋势，但很少有人能完全理解它如何影响组织、团队和员工。例如，得知谁为多团队工作付出最多时，某专业服务公司的高管十分惊讶。刚加入公司的分析师一周参与6个项目，这似乎已经很多。但随着年资增长，员工参与项目数量大幅上升，工作满6年的员工一周参与的项目多达15个。较资深的员工作为成员同时参与的项目减少，但可能负责更多项目（
见图表《谁的压力最大》

 ）。我们的访谈显示，同时在多个团队工作虽然有经验共享等益处，但压力很大——按一位受访者的说法，就是要被不同项目领导“敲打”。

这是一个典型的“盲人摸象”情境。管理者亲身体验到多团队工作的某些益处和弊端，但由于组织中存在多种体系和层级，他们很少能整体概观。例如，一位销售管理者希望利用团队成员从其他项目中得到的经验，为客户制定更好的解决方案。但如果团队成员同时参与5个项目，坐在一起讨论的时间都没有，这个想法就不可能实现。又如，一位项目经理手下两位工程师负荷过重，他考虑增加一名工程师帮忙，只使用对方10%的时间。但他可能没意识到，正是这种碎片化的工作方式，使得前两位工程师陷入职业倦怠的危险——他们参与了太多互相冲突的项目。这样的例子很多。

多团队工作的益处主要与效率和知识传递相关，而成本主要涉及自我管理、人际关系和心理压力。这可能是为什么对多团队工作的成本监控和管理不足，甚至完全缺失。领导者不知不觉中，成本侵蚀了益处。



应对挑战

在研究和提供咨询的过程中，我们总结出团队和组织领导者降低多团队工作的成本、更好利用其益处的几种方式，下文逐一介绍。


团队领导者的工作重点。
 协调员工在团队内外的工作、提升员工投入度和适应性，是团队领导者的关键挑战。在团队组建前就及早考虑这些目标，能帮助你建立紧密的团队关系、降低协作成本、减少过渡期的摩擦、防止人际冲突、发现并降低风险。以下做法可供参考：

1. 组建团队时注重建立信任和熟悉感。只为一个团队服务时，人们会了解同事的个人生活，包括家庭、爱好和重大事件等，这让他们更好地协作。例如，大家知道谁会在孩子该睡觉时下线，谁习惯午饭时间去健身。更重要的是，这有助于紧密人际纽带和信任的形成，让团队成员能彼此提供建设性反馈、促进有价值的人际交往，并共享专业知识和技能。

相反，在多团队工作中，员工极其注重效率，不太会分享个人信息。如果不主动为团队创造私下交流的机会，成员之间可能缺乏了解，导致各种猜疑——反应速度、对工作重视程度，等等。所以，领导者应确保团队成员一开始就有时间相互了解。这也为相距较远的同事建立信任打下基础。一位常驻波士顿的设计师对我们讲起他在英国的同事：

“我以前觉得西尔维娅特别高冷，因为她从不参加我们的头脑风暴，而是正式写邮件，而且有时只发给项目负责人。后来我在伦敦时和她一起工作了几天，才知道她只是比较内向，表达看法需要一些时间。再者，因为她之前都没见过我们，只听得出负责人的口音，所以很难跟上电话讨论。”

设计师回去跟负责人讲了他的“发现”，于是团队会议改用视频，这样大家都能看到西尔维娅的“思考脸”，她也不用再担心弄错谁说了什么。

建队活动应该正式一些。团队成员应尽量在线下聚齐，如果每个人都坦诚讲讲自己的发展目标就更好。在麦肯锡公司，包括团队领导在内，每个团队成员都要告诉大家，自己期待在项目中培养或提升哪种关键技能。这种坦诚度不仅鼓励员工展示脆弱的一面（这几乎就是信任本身），也让团队成员清晰了解怎样彼此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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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过去 15年，我们一直在研究多团队工作组织形式在人力资本、资源使用、质量管理、客户满意度等方面的利弊。我们的工作包括：



对多团队工作已经制度化的8家跨国专业服务公司进行深度研究，包括对员工数据和档案进行统计分析。



为分析不同组织和地域的共同趋势，对超过500名跨国公司中层管理者进行调查，涉及行业和职位非常广泛。



对一家拥有5000名员工、尝试优化多团队工作的科技和服务企业进行研究。目前为止，已完成超过50次团队领导和高管访谈。我们同时在设计组织实验来测试不同做法，并收集效率、员工疲劳度、客户满意度等方面的表现数据。本研究仍在进行中。



运用主体建模方法，对互相关联的团队构成的大规模系统进行研究。我们同时在模拟多团队工作，重点分析团队规模、共享员工比例、每名员工参与团队数量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仍在进行中。



（返回原文阅读）








如果团队成员互相认识，而且每个人都准备好投入工作，开组建会似乎没必要。但研究显示，正式建队活动可以让工作效率最多提升30%，部分是因为它增强了个体间的责任感。事先明确每个人的角色和任务、建立团队规范，可以让团队成员彼此有正确的预期。当然，这在任何团队都是必要的，但在多团队工作中，员工同时属于多个团队，要适应不同角色、目标和规范，这些管理措施就尤其重要。

如果团队人员频繁进出，你需要定期重新建队，帮助新成员尽快适应，并评估原有流程和规范是否仍然合理。一般来说，当团队15%的成员发生更替，就可以做这些工作。

2. 评估每个人的技能。团队领导者应了解清每名成员的所有技能，既包括技术能力，也包括更宽泛的知识，如对客户决策流程的熟悉度、谈判能力、对重要目标市场的认知等。要让团队成员了解彼此带来哪些价值。这使得团队成员更有可能互相学到东西。分享知识带来的自豪感，以及互相帮助产生的凝聚力，常常和被分享的知识本身一样有价值。

和建队活动一样，如果团队成员曾有合作经历，领导者可能会想跳过技能评估。但我们发现，即便互相熟悉的团队成员，对彼此能力的认识也可能停留在过去，并对他人的知识水平有不同观点。这可能导致团队成员对岗位安排产生分歧，或认为任务分配不公平、不合适。团队还可能去外部寻找内部本来具备的知识资源，不仅浪费时间，还会让能力被忽略的成员积极性受挫。

谢里夫是一位税务专家，他在与4位同事合作拓展客户时就经历了这些问题。“我们觉得合作经历已经够丰富，能够了解彼此的‘甜蜜点’。”他告诉我们，“但我逐渐发现，有两位同事一直在向合作文件中添加合规建议，而这恰恰应该是我的工作，我正为另一家客户处理几乎同样的问题。这让我很郁闷。我感到自己在团队中地位下降。他们越是排挤我，我心情就越糟。”与客户见面几天前，大家终于把话说开，结果发现，谢里夫拓展专业知识的那些项目，其他人并没有参与，所以根本不知道他的优势。“我们同时做的项目涉及太多不同领域，每个人的知识技能都在快速变化。”他说，“难怪我们有摩擦。”

技能评估能够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并降低沟通成本（如果知道谁负责某件事，写邮件时就不用再“回复全部”）。团队成员也能更好地监督彼此按时、高质量完成任务，而这在人员进出频繁的情况下很难实现。团队成员彼此充分负责，能减轻领导者日常监督的负担，让你有更多精力审视全局，预判其他团队可能对你的项目产生的影响，或沟通协调共享资源的使用权。

3. 管理多团队时间分配。组建团队时，领导者先应明确讨论每个人的时间安排问题。如果事先确定各项目的关键时间段，你就可以调整截止期限，或在特定时间加入团队工作。把这个话题摆在桌面上，让员工无须对时间冲突感到愧疚，团队就能在问题出现时开放、有效地加以解决。

确定适当的开会频率，有利于多团队时间管理、克服不同项目的时间冲突。项目开始时，领导者应安排好几个关键时点的全体会议。研究显示，任何项目进行到一半，都应该安排一次集体讨论，因为这时员工感到时间有限，开始加快工作节奏。要确保所有人到会，并让每个人负责主持一个环节，即使只有10分钟也可以。要提早确认每个人的时间安排，确保和其他项目不冲突。理想情况下，组织文化应重视团队讨论；如果并非如此，你可能需要在安排时间前和其他团队领导沟通。

对于其他团队会议，只邀请有必要参加的人就可以，这样可以减少和其他项目的时间冲突。大多数情况下，你不需要所有人到场。如果可能，尽量安排小组会议。也别忘了使用技术手段。如果要更新项目进展情况，不必占用宝贵的线下时间。发一封简短的邮件，或利用在线信息平台，就可以让团队成员了解最新动态。技术工具不能替代面对面交流，但可以在没时间开全体会时解决沟通问题。你还可以尝试创新：年轻员工可能更愿意看一段30秒的视频，而不是读一份两页的备忘录。和团队成员通过Skype或FaceTime简短随意的交流，能让你了解他们其他项目的截止时间。视频也能帮助你了解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和紧张度。

4. 创造学习环境。学习让工作显得更有意义，而且也本应是多团队工作的一项主要优势，但经常受时间压力所累。此外也有其他障碍：即便你努力构建信任和人际纽带，同时参与多个项目的员工也很难像专注一个项目的员工一样，给出有效反馈。把时间分配给几个项目的员工，很难经常观察同组员工的行为，或找不到合适的时间来提出建设性反馈。如果员工只看到项目的一小部分，就弄不明白什么样的反馈是适当的。他们更加专注于短期任务，只在必要时才和同事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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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压力最大

在一家专业服务公司，为多团队工作付出最多的是中等年资的员工。随着经验增加，他们参与的项目越来越多。随着层级上升，领导者也更有可能同时负责很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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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莉在某大城市一家主要医院工作，被提拔为拓展部门负责人，她手下的20名员工每周参与的项目多达数十个。6个月后，嘉莉意识到：“我们之间完全没有反馈。过去半年里，尽管有些项目明显未能达到预期，可关于如何改进工作，我没有听到一个建议。”为改变局面，她带头寻求反馈并积极回应。“我每天坚持这样做，开始创造出一种气氛，让人们在需要帮助时及时说出自己的问题。”她说，“一段时间后，我觉得可以建立更正式的项目评估流程，让每个人都能吸取教训，而不必担心受到责备或惩罚。”

领导者还可指定来自其他部门或分公司的员工共同领导项目，让他们从更大范围的交流中受益。正式的指派让员工更有动力投入时间向同伴学习。类似，可以让一位经验丰富的团队成员与资历较浅的员工搭档，并让他们知道彼此都能从交流中受益，而不是单向的传授。




多团队工作的目标

（以及阻碍目标实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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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来自不同背景的团队成员可能带来新洞见，领导者应多问“如果……会怎样”，激发探究精神。面对问题，如果你知道某个团队成员拥有相关经验，可以更全面地回答，不妨请他专门给提问者做一些讲解。

5. 提升团队积极性。在传统的固定团队中，强大的凝聚力和认同感能够激励团队成员。但在多团队工作环境中，领导者须学会与员工建立互惠关系。当团队成员只在某个项目上投入一小部分时间，参与的热情自然会减退。他们会想：“如果只有10%的成果归功于我，那我该投入多少时间精力呢？”领导者应弄清这些“10%分子”最看重什么，并据此安排工作。例如，你手下有一位千禧一代员工很想培养通用技能，你就可以在开会时让团队成员分享新知，或在项目结束时组织内部培训活动，让员工互相传授技能。

同时要记住，公平感能影响很多行为。如果员工感觉在他出力时有人却在偷懒，就会很快变得消极。团队成员多线程工作时，通常很难让大家认识到彼此的投入。作为领导者，你应该坚持公开说明团队成员的贡献，让整个团队都能看到，从而清楚意识到集体的努力。

像那位身处困境的软件开发负责人克里斯汀一样，你可能会感受到和其他团队分享宝贵人才带来的限制。当觉得难以忍受时，你可以采取措施，确认并调整与其他团队的关系。这会帮助你避免冲突，或至少缓和冲突，并树立积极与其他团队领导者协作的形象——毕竟他们也和你面临相同的挑战。


组织领导者的工作重点。
 如果在你领导的组织，多团队工作非常普遍，你就须仔细留意有多少员工以何种方式在多个团队同时工作。我们发现，以下做法可以帮助组织领导者降低风险、推动创新。

1. 评估和分析人力资本相互依赖度。多团队共享人才的方式，从高度集中（几个团队分享很多员工）到高度分散（员工散布在多个团队）都有。

每种方式都会给组织管理带来特定的风险。当某个团队遭遇意外情况，急需全员到位，如果员工分布较为集中，那么他们离开的团队就会受到很大影响。如果员工分布较为分散，那么受影响的团队会比较多，但影响程度较低（
见图表《哪些团队受到打击？》

 ）。

员工分布方式也会影响知识传递。各团队成员分享有效工作方式并总结教训，使最佳实践在不同项目间传播。高度集中的员工分布让团队间的理念传播更容易，高度分散的员工分布则能把理念带到更多团队。

领导者应定期了解团队管理者和员工动态，密切关注组织中各团队的联系。这类沟通的频率取决于团队的生命周期。如果团队和任务每周都在变，就应当经常沟通；如果是一年以上的长期项目且团队成员稳定，则无须频繁沟通。这种全局视角能让你看到哪些团队因为孤立而未能跟上趋势，或因为联系太紧密而面临成员分布过于集中的风险。

对于团队相互依赖度，我们最常被问的问题是，“最合适的比例是什么”。很遗憾，无论是团队成员分布方式，还是每名员工参与的团队数量，都没有最佳答案。对于这两个问题，具体情境都是最重要的。如果多个团队的任务和文化非常相似，转换团队就相对容易，员工分布可以更集中，每个人也可以参与更多团队。但对于任务和文化非常不同的团队，要尽可能减少转换，因为要求更多、成本更高。有意思的是，如果各团队工作量不同，员工也可以参与更多团队，因为他们不会同时被所有团队急需，不会像出年报前的税务顾问一样容易职业疲劳。

做完所有这些分析后，你就可以着手解决发现的问题——详见下面两个步骤。

2. 促进知识传播。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巧合，如果有的团队很少或没有员工参与其他团队，领导者都应特别留意。你应该帮助这些“孤岛”团队了解其他团队的成功经验、分享自身的知识和理念，并更合理地使用内部资源。

领导者的目标应该是将知识传递确立为一种文化规范，让员工知道，当他们花时间去分享来自不同项目的洞见时，每个人都会受益。像推动任何文化转变一样，领导者必须以身作则，并奖励跟着做的人。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此你需要强调分享的益处，并设置流程、提供技术手段，如“午餐研讨会”、在线论坛等，为分享创造条件。我们合作过的一家科技公司会特别表彰由最佳实践传播带来的突破性进展。在一家制造企业的研发部门，员工每月分享在多团队工作中得到的新洞见。两家公司这样做的目的，都是让知识传播的益处清晰可见，对抗让员工低头忙眼前工作的不断增强的压力。

3. 防范意外事件。如何防止一个团队发生的意外情况传导到其他团队？很多时候这难以做到。不过，了解清楚共享员工的团队之间的联系，能让你预判意外事件传导的方向，并在系统中少量置入冗余以减少负面影响。这并不是说让一些员工什么也不做，只为等待紧急状况；你需要让员工在必要时能够转移注意力。我们合作过的一家工程企业指定几个能力较强的“救火队员”，安排他们参与长期项目，临时去处理紧急情况也不会有影响。这些员工乐于暂时离开日常工作去处理有挑战性的问题，也算是额外收获。

判断哪些项目可以中断，哪些不能，这需要批判性眼光和明确的战略优先次序。有些情况下，有必要给予某些项目受保护的特权，让其成员无须回应其他团队的紧急求救。总体原则是，积极处理当下出现的问题，同时保证满足团队的基本需求。当然，即便置入一定冗余，有时也需要投入额外资源拯救重要项目。但如果有预防措施，其他团队受影响会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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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团队受到打击？

如果几个团队共享多名成员，一个团队遭遇意外事件会严重影响其他团队，因为员工必须放下手头工作去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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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多个团队只共享一或两名成员，一个团队遭遇意外事件对其他团队影响不大，但影响会遍及整个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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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工作都不容易。为精确追踪企业内部的多团队组织方式，你可能需要与HR或IT部门合作建立流程或系统，甚至需要设立一个新职位来有效定义和协调这些任务。此外，对团队增强监督可能引发抗拒。习惯更自由工作方式的团队领导者和员工都可能感觉管理过度，在创业文化中就更如此。但这些投入最终是值得的。完全不考虑多团队工作的利弊，疏于管理，组织的成本将会更高。如果你能坦诚指出想解决的问题，员工就不太会感到被监视或限制，而更可能看到积极的方面。

今天，几乎每个知识工作者都同时参与多个团队或项目。组织和团队领导者可以共同创造适当的环境，最大限度利用这个趋势。为此，你需要管理多个团队相互依存带来的风险、明确并协调项目之间的冲突，并消除团队战略协同的障碍。你还需要设法在合作时间很有限的员工之间建立纽带和信任。

总体来说，这项工作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努力。但如果盲目追求多团队工作的效益却忽视其成本，组织将付出更高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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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领袖素来有向军事领袖学习的传统，例如确定战略目标，团结个人完成组织目标，建立优先顺序，学会取舍，打造在变化面前具备复原力的机构及领导力。同样，在气候领域，商业领袖也要向军队取经。






美国海军战斗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一线，它掌管着分布在各大洲和大洋的价值上百亿美元的资产，包括船舶、潜艇、飞机、海军基地以及联结这一切的技术。美国花数年时间设计并打造了这一切，为了在未来数十年内投入使用。这意味着，美国海军现在就要了解未来10年、20年甚至30年需要完成的任务，以及执行这些任务必备的资产和基础设施。换言之，美国海军要为未来世界做好准备。




美国国防部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一清二楚。“气候变化造成的压力将会影响资源竞争，同时给全球经济、社会和政府机构增加额外负担。”在2014年出版、最近一次的4年期美国国防白皮书中提到，“这些都会让威胁升级，加剧诸如贫困、环境质量下降、政治不稳定以及社会张力增加等海外压力源头，带来恐怖活动和其他形式的暴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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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现状


美国海军正在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上升的海平面、新的降水类型、更频发的极端天气现象。这些会让很多国内外地区变得更加危险和不稳定。




挑战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情况加剧，美国海军必须同时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未来需要军队执行任务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地方会增多，一是由于港口和基地受损风险加剧，海军执行任务的能力会受损。




方法


海军同时采用“未雨绸缪”和“下注”两种投资方式，解决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





各种政界的领导者，包括美国前任总统乔治·W·布什、巴拉克·奥巴马、现任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都提到了全球变暖带来的安全隐患。因为事关重大，美国海军和其他机构一样，无法将气候变化视作党派之争。美国国防部知道，海军上将正在规划中的本世纪中期的世界，很可能温度比现在更高，海平面上升，出现新的降水类型，极端天气频发，使美国国内和海外很多地区陷入危险和不稳定。这将带来两个互相作用的问题，美国海军需要一起解决。

首先，气候变化或将增加外界对海军军事力量，以及人道主义援助的需求。干旱多发地区对水资源的争夺升级，海滨城市将面临大规模移民，由于冰川融化北极地区出现新的大洋航线，采矿活动增加——这些都可能导致新冲突。后果是，海军执行任务的地区范围将扩大，执行任务的频率和内容也将改变。

其次，气候变化将损害美国海军执行任务的能力。由于海平面不断上升、气候形势更加严峻，美国在本土和全球的基地和港口遭到破坏的风险增加，而美国海军舰队的集结能力需要依赖基地和港口的情况。因此，美国海军必须提高基础设施和供应链的复原力，以便为基地和舰队提供关键的能源和物质支持。

气候变化并非从一种均衡状态，直接变成温度更高的另一种均衡状态，而是一个不断加速的过程。这要求任何人在为新世界做规划时，必须考虑到它是动态变化而非静止不变的。尽管一些政治家仍然在不断否定气候变化的事实，海军指挥官们并没有停止解决问题的努力。如果不尽快解决，将有损海军达成最基本目标的能力：“维护、培训并武装一支随时进入备战状态的海军力量，有能力赢得战争胜利，阻止敌人入侵，维护领海自由。”

军事机构有其特殊性质。它们的主要“产出”是致命力量，控制该力量的方式是强迫人们做不想做的事。这和合法企业所做的事没有可比性。但商业领袖素来有向军事领袖学习的传统，例如确定战略目标，团结个人完成组织目标，建立优先顺序，学会取舍，打造在变化面前具备复原力的机构及领导力。同样，在气候领域，商业领袖也要向军队取经。

我们将在本文讲述美国海军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式，以及商业应当如何从中借鉴。



两种方式

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式一般分两类，一类是缓解现状，一类是适应现状。缓解现状是指采取措施，减少导致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例如，采用能源利用率更高的技术及可再生能源。这类方式可能需要某机构大量投资，但在降低和气候变化相关的潜在经济社会危害后，大家可以共享好处。同样地，缓解现状也是一种公益事业。众所周知，这样的事情能吸引的投资较少，因为非投资者也能享受到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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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弗吉尼亚州朴茨茅斯的诺福克基地，是美国海军全球最大的基地。





适应现状是指让机构在面对目前和未来地球系统的变化时，拥有更强的复原力。包括将用水量大的项目从干旱日益严重的地区撤出，在设计和为建筑选址时，帮助其更好地规避或抵御洪水等极端天气事件，最起码也要让它更好地从灾难中恢复。适应和缓解的不同之处在于，投资者是第一受益人。因此，这种方式不存在激励问题，也许你会以为，企业和国家倾向于将资源用于适应现状的举措。但目前情况并非如此。




面对不断加速的气候变化，美国海军领导者直面问题，并努力解决。





30年前，这两种方式本应成为大众眼中的替代品：如果我们那时在缓解现状上更积极地投入资金，现在可能也不需要对适应现状投入如此之巨。但时机已过。当然，缓解措施仍然能减少未来几十年和气候变化相关的诸多问题。企业也许想在缓解现状方面投资，政府或者要求企业采取某种行动，或者建立起基于价格的激励措施，诸如征收二氧化碳税或者建立限额交易系统，鼓励企业减少排放。后面这种方式更有效，政府也更乐见。尽管有这些措施，但适应现状的需求仍在不断扩大。



缓解现状

美国海军采取了大量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例如，自2009年开始，美国海军一直努力，希望在2020年以前，用替代能源完成一半的能源供给，这是美国海军部长雷·马布斯(Ray Mabus)定下的目标，此举并非单纯为了缓解气候问题，而是为了增强美国海军对化石燃料供应链断裂的抵御能力，这样的问题起源于美国的敌对国家，并随时会在这些地区发生。当原油产区动荡不安时，油价也会发生变动，这样做能更好地保护美国海军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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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贝尔飓风期间，位于“诺福克造船厂”的基萨奇山号两栖攻击舰，该飓风给大西洋中部地区的海军基地带来近1.3亿美元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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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贝尔飓风的风暴潮引发的洪水，淹没了位于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美国海军学院的一个走廊。






随着海平面上升和极端气候加剧，海军基地和港口会遭到更多破坏。





美国海军也在努力改善战舰、飞机和远征车辆的燃料使用率，这样做不仅能降低成本、延缓气候变化速度和严峻程度，还能挽救生命——在阿富汗，为部队提供燃油供给的任务中，平均每24次会出现1个伤亡者。如果战舰、飞机和车辆的燃料使用率更高，就能减少补给任务。

海军在这方面最显著的成效之一是，美国大绿舰队（Great Green Fleet）提案。2016年，一架载有各式舰艇和飞机的航空母舰战斗群，采用生物燃料和汽油各半的混合燃料，环行全球。海军最初在采购生物燃料时，价格远高于传统化石燃料，但现在已经和生产者签署了合同，以等同于化石燃料的价格采购生物燃料。

在历史上，美国海军曾经多次成功完成能源过渡。最初舰队利用风能，然后是煤炭、汽油，接着海军开发出核动力潜水艇和航空母舰。这样看来，最近这一次能源过渡其实并不算难。

美国海军陆上基地的能源供给正在减少对主流电网的依赖，更多使用分散的可再生能源——也就是在地清洁能源系统。

这种调整除了降低美国海军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还能增强基地应对电网网络攻击的能力。

尽管这样的举措是源于美国海军对备战状态和复原力的担忧，但通过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也减少了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美国海军部的化石燃料消耗占美国总量的1%。它已经签订了长期合同，规定在基地所需的20亿瓦特能源中，超过12亿瓦特采用可再生能源，这一数字超出了2020年的目标。美国海军对替代能源的承诺，刺激了私人领域对降低成本的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投资，这不仅有利于海军，也有利于广大消费者。此举也能缓冲替代能源的价格波动，避免了可能产生的对企业营收和人力资源的负面影响。类似地，因为潜艇舰队需要核能，有了海军的订单，核能供应商能在商业发展能力受到质疑时，保持向前发展的势头。

美国海军不仅在基地使用可再生能源，还在开发其他技术，例如轻型便携太阳能毯，该产品配有可充电电池。远征军有了这种太阳能毯，便不再需要电池补给供应链，还能减轻行军负重。



适应现状

针对气候变化，美国海军主要在努力适应现状而非缓解现状。由于全球气候发生改变，美国海军需要同时面对和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需要海军执行任务的地方越来越多，另一个是执行任务的能力受损。


任务增多。
 首先，气候变化有可能引发国际冲突，政府失灵。美国海军预测，气候变化将有可能导致更多旷日持久的干旱，随之而来的是潜在的军事干预。干旱是和“威胁乘数”（ threat multipliers）有关的气候之一，指气候给社会和国家增加压力，从而引发潜在的暴力冲突。

这种担忧并非仅限于理论：叙利亚惨痛的暴力冲突就和干旱引起的食物短缺和农民迁往城市有关。后来美国海军向地中海地区派出了舰队。不稳定性增强时，海军就会在更多地区更频繁地执行任务。

气候变化也可能会增加人道援助和灾害应对的需求。美国海军几乎每年都会在灾后重建地区分发食物和药品。国内的例子有卡特里娜飓风，海外则是2016年海地的马修飓风。

一切迹象都表明，飓风和台风在未来会越来越猖獗并不断扩散，随之而来的洪水会提升海军灾害应对的频次、规模和范围。干旱强度会不断增加，刺激大规模迁移，威胁更多生命。美国海军未来很可能会有更多援救任务。

气候变化带来了需求变化，因此改变了美国海军任务的种类，同样地，它也改变了服务的地理位置和距离。例如，在北极圈，不断融化的海上浮冰意味着商业机会增多（航线更短），获取资源的机会也更多（更多可以开采油气和天然气的大陆架），因此有更多地方需要美国海军提供协助，这些地区的冲突机会也会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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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军工作人员正在维修一处防洪堤，这是海地太子港灾难救援任务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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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离岸地区，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在超级台风海燕后，为救灾工作运输补给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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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理查”号两栖攻击舰，在中国东部海域例行巡逻时加油。






外界对美国海军执行任务和人道主义救助的需求，将会极大增加。





美国海军目前的资产并不具备在北极圈有效运转的能力，因此适当调整是当务之急。例如，破冰船在没有冰以及冰层过厚、船只难以移动的水域，毫无用武之地，但是当冰层变薄，人类在这些水域停留时间更长时，破冰船非常关键。阿拉斯加州的参议员莉萨·穆尔科斯基（Lisa Murkowski）对《外交政策》杂志说，“我现在已经失去耐性了，因为美国并没有将破冰船看作国家资产。”她针对美国敌对国家正在做的事情说，“大家可以大言不惭地比较美国、俄罗斯现有的资产，以及中国正在打造的资产。我只能说美国现在的实力根本不行。”美国只有5艘能在北极地区使用的破冰船（其中3艘军用，2艘民用），而俄罗斯有41艘，一半属于政府，而且还在不断扩充。

由于气候改变了外界对美国海军服务的需求，可能也会影响美国海军的作战方式。如果在干旱地区爆发冲突，淡水也许会成为战略资源，海军将士能借此获得优势。美国军队规定，战争目标是摧毁敌人的抵抗能力。死亡或俘虏都能做到这一点，还可以通过让敌人失去移动能力（因此军队会想方设法切断敌人的能源供给）或者令其心理崩溃（“震慑”等战术就是为了破坏敌人的心理反抗能力）来实现这一战争目标。如果海军控制了干旱战区的淡水资源，就等于摧毁了敌人的抵抗能力。气候变化可能会为此创造机会。听上去很残酷，但有这个可能性。




美国国防部的气候变化适应路线图

美国国防部为了评估自己在面对气候变化时的复原力，评估了气候变化对基础设施和供应链的潜在影响。企业如果想知道气候变化对自己的潜在影响，可以借助以下摘选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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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也要完成同样的战略转变，抓住新机会，和宿敌以及新的竞争者抢占既有市场地位。例如，一家为农民生产种子的公司也许可以开发新的抗旱作物。随着种植季节的延长，这家公司也许能在海拔更高地区的农民中找到新客户。同时，由于消费者逐渐知道如何应对短期的气候变化，企业需要在管理和财务方面对消费者投入更多关注。老牌公司孟山都和初创公司波士顿Indigo Agriculture，已经开始寻找未来世界需要的农业解决方案，交通、房地产、保险和金融领域的公司也应做出类似投资。


能力受损。
 气候变化也会让美国海军执行的任务更复杂。根据国防部气候变化适应路线图，气候变化将极大影响美国海军的工程、自然基础设施、采购供应链。例如，美国海军诺福克基地的设施可能会遭遇更多洪水，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的母港会遇到更多洪水和泥石流，海军在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加利福尼亚，可能遭遇更严重的干旱。由于冻土消融，海军被迫在阿拉斯加州重新铺设道路，重建建筑和机场，最终可能还要迁移基地。

国际基地则有可能遭遇风暴潮，并受到海平面升高的严重影响，包括第七舰队总部所在地——东京湾的横须贺基地，以及位于印度洋低洼珊瑚岛的迪戈加西亚的军事设施。后者是美国海军在中东、地中海和南欧军事行动的后勤补给枢纽，地位至关重要。

另外，为海军基地和舰队提供能源和物资的滨海基础设施和供应链格外脆弱，而这些对备战能力影响很大。多数海军陆上基地的资产：船厂、基地以及其他装置都位于海滨。海军在基地和其他装置有11.1万处房屋建筑，散落在全球220万英亩土地上，如果要全部更换，须花费约2200亿美元。

这些资产在最初设计建造时，符合历史上海平面高度和风暴强度的要求。但海平面在20世纪内升高了约30厘米，速度超过公元前800年后任何一个世纪。到目前为止，升高的主要原因是热膨胀（海水变暖体积变大），但未来海平面的上升主要因为格陵兰岛和南极地区的冰川融化。据美国海军军官称，海平面上涨和由此引发的风暴潮，是对海军滨海基础设施最大的两个威胁。这些洪水不仅会淹没路面，破坏建筑，还会危及在港口进行维修的船只。（一份来自“担忧科学家联合会”的独立报告称，海平面上升3英尺，将会严重威胁美国55处海军设施，价值1000亿美元）。

海平面上升的平均速率掩盖了不同地区间的巨大差异。诺福克基地在庆祝建成百年纪念时，海平面比建立之初的一战时期上升了1.5英尺。由于大多数基地高于海平面不足3英尺，暴雨和较大的潮汐都会引发洪水，一些防洪堤被淹没，地下电线和蒸汽管道泡在水中。现在码头每月都会发一次洪水，妨碍了军事训练和日常维护，也影响了备战能力。诺福克基地的海平面每6年上升1英寸，超过全球平均值的两倍。据估计，到2050年，诺福克的潮汐将从现在的每年9次，升至每年280次。低洼地区将有10%的时间泡在水里。海军工程师预计，诺福克的海平面将在接下来的80年间，上升2-4英尺。那时20%的基地领土每天都将遭遇洪水，本质上成为潮汐区的一部分。

海军必须想办法保护基地，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加大投资，防止上升的海平面和风暴潮破坏基地（升高基础设施，打造更坚固高大的防洪堤），另一方面要增加自身从破坏中快速复原的能力。现在，如果新建筑高于海平面不足2英尺，都需要进行额外评估。达标建筑必须配有防洪墙和备用系统，以便抵御上升的海平面和风暴潮。海军有时也会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寻找增强基地复原力的方式。比如说，海军和大自然保护协会合作，评估位于加利福尼亚文图拉县的基地脆弱性，这家机构已经开发出模型和映射工具，判断海军滨海社区对涨潮和风暴潮的复原能力。

海军虽然已经做了长期规划，但也在积极采取措施强化现有基础设施。例如，在船舶不执行水下任务时，诺福克基地的防洪堤为其提供电力和热能，而现在这些防洪堤已经以每处1亿多美元的价格被更换。新的防洪堤考虑到了海平面上升的问题：其电力、水源以及蒸汽设备都在防洪提上面的第二个甲板上运转。

但即使这样，气候变化的威胁仍然很严峻，海军最终需要决定保护哪些基地，放弃哪些。虽然海军更希望通过工程解决方案将资产留在原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也许不再可行。



未雨绸缪的投资VS下注式投资

即使气候变化并没有以科学家预测的速度和程度改变世界，海军针对气候变化采取的措施也很合理。这些是双赢，或者说“未雨绸缪”的投资。例如，在海军基地位置升高的地方安装发电机，通过保护基地免受风暴潮和上升海平面的影响，提高运营复原力。发电机也能保护基地免受诸如针对电网的网络攻击等威胁，促进舰队的备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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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战略方式

企业希望他们针对气候变化所做的努力是双赢的（只在这个象限内做投资），在减少温室气体方面进行（通常少量的）投资，这些投资可以自己收回成本，还能让企业看上去很有社会责任感。美国海军在四个象限都有投资，因为他们意识到只选择一个无法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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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类似地，投资燃油效率更高的船舶和飞机，不仅能减少海军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也能增强供应链的复原力，让军队更好地作战。即使气候没有发生变化，这些投资可以通过节省运营成本收回。它们遵循的是“未雨绸缪”战略：无论气候是否以预测的速度发生变化，投资者都能从中获益。

但是美国海军针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措施，很多不具备这种特点。为保护基地不受预测的气候变化的影响，军队花数十亿美金将其迁移到别处，但如果海平面没有上升或者陆地风暴没有更糟，这些钱就都有去无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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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号等美国航空母舰采用核能，能更好地应对化石能源供给中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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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米拉玛海军陆战队航空站的微电网，减少了和电网失效有关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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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北极冰川的萨哥冰营，是2016年为美国海军演习所建，目的是研究、测试和评估该地区运营能力。






美国海军采用两种投资战略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一种是“下注”，一种是“未雨绸缪”。





类似地，科学家预测北冰洋的适航性会不断增加。只有这种说法正确，在北极地区建立新基地才有意义。鉴于打造新基地和舰艇需要很长时间，海军无法在投资前等待这些预测被验证。人类无法规避所有风险，因此，根据可能性最大的科学预测，做出“下注式投资”是另一种选择。尽管只有预测正确，投资才有收益，但什么都不做的结果是毁灭性的。根据气候变化，在掌握信息的情况下赌一把，对海军来说很常见。美国海军少将戴维·提特利（David Titley）称，“海军宁可白做规划，也不能毫无准备。”（
见边栏《气候变化的战略方式》

 ）

的确，下注战略是所有指挥官的基本手段。在战斗状态下，海军上将和巡逻船指挥官和海豹突击队队长一样，每天都必须做出决策，有些决策可能令人后悔。正如刚退休的海豹突击队官员所说的，“我们做出决定，接受任何可能的后果。”

但是，商人喜欢讨论“未雨绸缪”战术，特别是在气候变化领域。例如，投资和气候相关的供应链领域，即使气候没有发生变化也能收回成本。采用这种战术看似容易安全。但如果只采用“未雨绸缪”战略，也就是说完全不下任何“赌注”，这样做充满风险，未来可能会损失惨重。

也有一些公司会采取下注式投资。例如，星巴克正在研发咖啡树并测试咖啡种植方式，增强作物对新害虫和灾害（包括在较热地区多发的叶锈病等）的抵抗力。初步成果是，星巴克研发出的植物抗灾害能力更强，但产量更低，生长速度较慢。这种下注战略，只有在产量不断下降的咖啡种植地区，当温度增长并非短期异常，而是如科学家预测的那样不断升高，才能有较好的收益。同样地，波士顿等城市正在考虑斥资数十亿美元建造海堤，从而保护城市不受海平面上涨和不断增加的破坏性风暴潮的危害。这些都是科学家预测的，未来几十年可能发生的气候灾害。但只有当预测成为现实，这些投资才会被视为明智之举。




科学和政治

一些政治家称，美国海军应该先放下对气候变化的筹划安排，将精力放在传统的安全威胁上。甚至有些人通过法律阻止海军和其他军事分支为气候变化做准备。

这个问题很普遍。每个机构中都有利益相关方对机构的某些行为不满，希望能砍掉某些项目。商业中的一般做法是，给这个富有争议的项目贴上新标签，让反对者没有那么抵触。

更好的做法是正面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在投资时用科学证据为其背书。美国海军并没有隐藏自己在气候方面前瞻性的计划和准备，也没有遮遮掩掩。“即使非常低概率的事件，如果结果是毁灭性的，也须考虑采用缓解 / 适应计划，”美国海军上将弗兰克·鲍曼（Frank “Skip” Bowman）说，“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运营核潜艇舰部队的。这才是应对气候变化应有的做法。”

利益相关者也可以从中学到经验。某类规划和投资也许看上去不明智，因为意外事件似乎不太可能发生。但是如果限制机构中管理者的特权可能会付出巨大代价——特别是对军队来说，民间在应对安全和紧急事件方面的类似机构，以及出售保险等风险管理服务的公司，目的都是为了让我们在发生低概率但高损失事件时，提前做好准备。

无论政治家对气候科学多么热情，都不能禁止军队搜集并分析气候情报，或剥夺军队管理可能风险的权利。





不过重点在于，即使不研究植物学的咖啡公司和不建造海堤的海滨城市，也在下注：他们赌的是气候变化并不重要，或者稍后会有解决方法。如果你认为自己所在的公司，和气候相关的所有活动都是“未雨绸缪”类的，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你们赌的是气候变化不会影响生意。如果你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也可以，但请确保这是你的主动选择。

气候变化也会给领导力带来很大的挑战。对海军来说，即使气候变化导致执行任务的范围扩大，仍然会给现有任务的执行带来新难题。幸好海军有着几个世纪的传承和经验，大家能够在不利条件下依然找到方法，表现出色。

对商业来说，无论“未雨绸缪”战略对顾客、雇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来说多么令人钦佩，也是时候该走得更远了。商业领袖应当按照海军的清单进行排查，确保公司能应付未来数十年的战役：国防部在做计划时考虑到的气候变化包括气温升高、海平面上升、降水类型变化、暴雨干旱频发、极端天气增多等，企业要检查自己的运营和供应链在这种条件下的复原力，以及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哪类产品和服务更有价值，哪类价值会流失。他们要找出必须保持活跃的新地区，设计和运营信息及控制系统，整合新旧状态。同时也要理解气候变化对公司内部的领导力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海军是一个小型社会。尽管它力量强大，也无法只顾追求意识形态。海军必须在现实基础上运营和战斗，在我们正在塑造的世界中运营和战斗。对商业领袖来说，道理是一样的。




相关资源

纪录片

《潮水》（2017）探究的是汉普顿水道面临的挑战，该水道900英里的道路和电网，常年受到洪水威胁，用于基础设施紧急维修的花费需要10亿美元。



《苦果年代》（2016）描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难民潮、国家处于失效状态，恐怖主义——以及这一切对美国以及全球安全带来的影响



《直面大浪》（2016）讲述了全球最大的海军基地，诺福克海军基地以及附近的汉普顿水道在海平面上升后的不堪一击。



《负担》（2015）美国军队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已经成为长期的国家安全威胁，本片讲述了美国军队的应对。



报告


“前线美国军队，直面上升的海平面”
 担忧科学家联合会，2016年




“承受住下次风暴：商业复原力的真相”
 气候能源解决方案中心，2015年




2014气候变化适应路线图，
 美国国防部




国家安全和气候变化加速的风险，
 海军分析中心，2014年




美国海军气候变化路线图，
 美国海军，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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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CEO罗睿兰：


“不要尝试

捍卫过去”

“DON’T TRY TO

PROTECT THE P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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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2年年初，罗睿兰成为IBM CEO，尽职尽责地履行着前任CEO彭明盛（Sam Palmisano）的战略。彭明盛担任CEO10年，2010年发誓说要在5年内让IBM每股收益翻倍。罗睿兰上任两年多之后得出结论：尝试实现这个目标，会阻碍IBM重塑自我。2014年10月，罗睿兰放弃了前任CEO的计划，此后IBM的未来战略和财务健康由她全权负责。这是一段有趣的旅程。现年59岁的罗睿兰正在执行一项长期任务：让IBM成为一家基于云的“解决方案”公司。她为先进技术投资数十亿美元，并且卖掉了那些不适合新模式的原有部门。

IBM的盈利能力依然出色，其2016年收入为799亿美元，净利润130亿美元，但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在转型中，其收入连续20个季度下降。罗睿兰说，收入下降主要是因为她卖掉了旧的业务部门，也有不可避免的汇率原因；此外，转向新的高利润业务，势必要忍受暂时的下降。她说：“我的工作是打造能够持续下去的IBM。”

目前IBM董事会一直支持罗睿兰。虽然公司收入有所下降，但罗睿兰的工资涨到了3300万美元，在美国CEO收入排行榜中排名第八。现在的问题是投资者能否保持耐心。今年5月，IBM最大的股东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表示，他出售了自己所持股份的30%，理由是IBM面对着“一些非常强劲的对手”。兼任IBM董事会主席及总裁的罗睿兰似乎无所畏惧。她说，IBM的变革能力“写在基因里”。她当然知道这一点。她在IBM工作了36年，借以成名的业绩是发展企业服务部门，并主导了对普华永道咨询公司的收购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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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她寄希望于IBM的人工智能平台Watson。Watson于2011年问世，在电视智力竞赛节目Jeopardy! 中打败了两位往届冠军，展示了机器学习可以达到的高度。两年后，IBM将Watson商业化，从协助医生治疗肿瘤到预报天气，各个领域皆有涉足。

罗睿兰在纽约州阿蒙克的IBM总部办公室接受了《哈佛商业评论》的采访。





HBR：
 你已经领导IBM5年有余，主导了几项重大变革。你觉得这一过程是转机吗？



罗睿兰：
 我不会用转机这个词。这是转型。IBM是一家拥有106年历史的科技公司，而且是唯一一家跨时代的科技公司。科技行业的公司必须转型。




转型有多少是公司员工和投资者能控制的？什么时候你可以宣布转型完成？



罗睿兰：
 问得好。我从几个方面回答你。首先必须明白要转型成什么样子。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数据，而且我们很清楚我们的企业客户需要什么。人们说起数据，常常是指公共搜索引擎能搜到的东西，但这只占世界上所有数据的20%。我们尝试解锁隐藏在个人防火墙后面的那80%，价值就蕴藏在这部分数据中。每个人都拥有大量数据，只是不会加以利用。我们相信，如果可以解锁这部分数据，你就能做出更好的决策，而且这方面的市场价值2万亿美元。我们追求的是这个市场。




HBR：你怎么知道目前的战略道路是否正确？在过程中会随时修正吗？



罗睿兰：
 不能变来变去的。要对愿景抱有坚定的信念，这很重要。但你也必须看结果。目前我很确定我们走到了哪一步。我们的云、数据和安全方面的新业务收入共计近340亿美元，年均增长13%到14%，占公司总收入的42%。我们的人工智能平台Watson到今年年底将能够触及10亿用户。我把这些数字看作是目前道路正确的证据。




HBR：可是你们连续20个季度收入下跌。



罗睿兰：
 的确，但这个数字中包含了资产剥离和汇率因素。有140亿美元的下跌是汇率造成的，而且我们卖掉了价值80亿到90亿美元的收入来源。下跌的数字大部分是这些。




HBR：你如何解读这段时间的下跌，是计划的一部分？抑或令人失望？
 罗睿兰：
 好的一面是计划进行得很顺利，与我们核心产品相关的新的大型业务逐渐发展。IBM还会得到发展。但我们必须以正确的方式发展。我们正在摆脱没有价值的领域，进入有价值的领域。我们原本可以实现更快增长，但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及早将逐渐变得廉价的业务出售。新的领域利润更高，但我们必须投资并扩大规模。




HBR：沃伦·巴菲特卖掉了大量IBM股票，他是否没能理解你们的战略？
 罗睿兰：
 我从来不谈论股东，他们可以自己说。不过客户使用我们的产品和服务，就是支持我们，而且从他们的表现也可以看出，我们现在的道路是正确的。比如H&R Block在报税季使用Watson协助专业人员服务数百万客户，赢得了市场份额和超高的净推荐值（Net Promoter Score）。



持续转型


HBR：IBM前CEO郭士纳（Lou Gerstner）来自外部，为公司转型做出了很好的范例。你已经在公司待了几十年，要实现那样的转型是不是难度更大？



罗睿兰：
 我觉得不会。我坚信公司DNA里就有变革的能力。我们已经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郭士纳也会赞同，这次转型规模更大，因为加快变革节奏的多种力量汇聚在一起。只要不捍卫过去，内部CEO也可以促成转型，所以你也可以为长期发展重塑自我，你有这个自由。




HBR：促成彻底转型，最困难的是什么？



罗睿兰：
 必须要有激情，必须清楚地知道转型目标。但我觉得最难的是坚持。IBM规模很大，盈利能力很强，一直做着非常重要的业务，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服务，与此同时重塑自身。举个例子，就像要在开车的同时更换轮胎。而且我们还在公众的注视之下。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始终关注客户，不断前进。我觉得团队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好。




HBR：你们有没有要迅速完成的压力？



罗睿兰：
 当然有。领导者都希望事情能赶快做完。你必须把标准抬高，更快地前进。但我的工作是打造能够长久持续的IBM。我们为现在使用我们系统的客户负长期责任，帮助他们提升工作效率。支持这部分客户让我们的收入下降了，但我很骄傲：我们的运营工作影响全世界。没有了IBM，银行无法运作，火车无法开动，飞机无法起飞。




HBR：你不担心云计算和数据分析发展会让你们的一些新的增长领域价值下降吗？



罗睿兰：
 不担心。我们的分析业务价值超过190亿美元，所以没有这个问题。我们的服务业务占全部业务的60%，云计算可以使之增值。而且云计算以标准化方式运行，意味着利润还可以更高。最重要的是，我们相信未来竞争优势的基础在于数据。我之前就说过，今后数据就是自然资源。比如石油，出产地不一定有钱赚，能赚到钱的是能对石油进行精炼处理、使之成为产品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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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HBR：转型对你们的流程和员工有什么影响？



罗睿兰：
 首先，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办公室采用了“设计思维”，目的是让我们的B2B产品方便易用，尽可能取悦消费者。随后为了提升速度，我们在公司各个部门采用了敏捷工作流程。我们还与Box、苹果以及Slack等公司合作，更换了日常工作使用的工具。现在我们的工作环境现代化程度可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而且我们有38万员工一起在做这件事情。




HBR：你们的核心业务有什么计划？



罗睿兰：
 我们的新业务就建立在核心业务的基础上，如果没有核心业务，不会发展到现在这种规模。不过，核心业务在成长型市场并不是必要的，所以我们必须继续改进。一个例子是我们的全球企业服务（Global Business Services）。我们已经开始数字化转型，但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因为是跟人有关的工作。这样的领域虽然不是大的成长型市场，但可以产生大量现金流，而且为我们的客户提供非常重要的服务。



打造合适的团队


HBR：在这样快节奏的环境里，你如何打造合适的管理团队？



罗睿兰：
 我从外部引进了5名直接下属，因为你需要真正理解新系统的人。IBM各个部门有约15%的管理者来自外部。我们公司规模庞大，15%是很多人了。在过去3年里，我们投资了20亿美元，培训新的工作方法，以及开发新领域，比如Watson Health，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几百名医生和护士。我们的Watson也在探索创意和音乐，招聘了搞音乐的人。现在IBM内部的职业种类呈现出全新的多样性。




HBR：除了专业特长以外，你招聘的时候看重什么特征？



罗睿兰：
 我们最注重的是思维能力和适应能力。我们用自己的Watson来协助预测应聘人员的学习能力。



Watson的作用


HBR：Watson跟其他人工智能平台相比有什么不同？



罗睿兰：
 首先，Watson可以处理垂直领域。它理解医药、金融服务和保险等领域的语言，这一点极其难得，可以拉开差距。其次是我们的商业模式：我们确保Watson保护客户的信息安全。客户提供的数据不会被其他客户使用。第三是Watson可以处理的数据范围，它可以处理图像、声音和话语。




HBR：这些差异在实践中是如何体现的？



罗睿兰：
 举个例子，比如在对话中，一般人会错过5%的词语，Watson也只会错过5.5%，所以是业界第一。Watson还可以探测动作。Watson物联网团队为客户开发应用，如智能滚珠轴承，用传感器记录工作流程中的数据。Watson还能“看”，诊断黑色素瘤的准确率达到95%，其他系统顶多50%。




HBR：将来几年里，Watson会有什么令人吃惊的成绩？



罗睿兰：
 我们的大目标是将世界级的医疗带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现在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Watson受过世界顶级癌症治疗中心的培训，在中国和印度的几百家医院推广。一些医院只有一位肿瘤医生，却要治疗约1600位病人。这些地方的居民没有机会接触世界级的医疗。现在他们有了机会，Watson作为肿瘤治疗顾问协助医生诊断。这只是开始。




“我们的大目标是，将世界级的医疗带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HBR：你担心Watson及其他人工智能项目会让人类工作消失吗？



罗睿兰：
 当然会有影响。不过在许多情况下，人工智能会自动处理一部分工作，人们可以把其余的工作做得更好。这些年来，我看到过药剂师、研究人员、医生和金融分析师等专业人员说自己要被取代了，但最终他们会说，“没有技术的协助，我无法完成工作。”技术错位时常常是这样：我们发现了人类天然擅长做的事情。




HBR：IBM尝试在何种程度上制定人与人工智能互动的规则？



罗睿兰：
 我们是这个领域的先驱，会对这类技术产生影响。一月份我们发布了 “认知时代守则”，包括三条基本原则。一是目的：我们相信“认知”对人类起增强作用，拓展人类可以做的事情，而不是取代人类。二是透明：我们不仅要让大家知道使用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的方法和时机，还要告诉人们这类人工智能受到了怎样的培训、由谁提供培训。如果你生病了，Watson协助医生给你治疗，你会愿意知道，Waston受过世界顶级的20个癌症治疗中心的培训。三是技能：我们必须协助培养认知时代生活所需的全新能力。现在我们针对100所高中的5万个孩子培训这类技能。



参与解决问题


HBR：虽然一些员工反对，你还是决定与特朗普政府合作。你在尝试把握新的政治时期的过程中学到了什么？



罗睿兰：
 我给员工写了封信，指出IBM CEO与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之后的历任美国总统都有往来。我的观点是，你必须参与解决现实问题，这样才会有影响力。你要得到发言权，才能呼吁对自己公司以及整个世界重要的东西。但我们支持的是政策和立场，不是政权。事实上，我们是这个行业为数不多的不给政治捐款的公司之一。




HBR：聊聊性别问题吧。一些女性高管热衷于谈论性别问题，一些人则倾向于只靠业绩说话。你是怎样的？



罗睿兰：
 以前我会说，我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我希望别人关注我做事情的能力。可是几年前，我意识到这个答案还不够。当时我在澳大利亚做演讲，讲完之后有个男人过来跟我说：“真希望我女儿也能在这里。”我意识到，不管自己是否愿意，我都必须成为榜样。女性需要榜样，现在没有足够的女性榜样。




HBR：你在职业生涯中是否遇到过有关性别的难题？



罗睿兰：
 我最大的障碍源于自身，我觉得很多女性都是这样的。我经常提到几年前，我的上司给了我一个重大晋升的机会，我对他说，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准备好，我还要两年去做准备，那样会更自信。回去之后，我跟丈夫讲了这件事，他说：“你觉得换成一个男人会这样回答吗？”我说：“不会。”第二天我就接受了升职。




HBR：那么你会给面临这个难题的女性提供怎样的建议？



罗睿兰：
 你必须学会适应不安，这样才能成长。我经常问别人：“你在职业生涯中觉得自己成长最多的是什么时候？”他们通常都会说是自己遇到某次危机的时候。人在舒适时不会得到成长。如果你没有在为什么事情感到紧张，你就没有在学习。




HBR：所以女性CEO才这么少吗？女性限制了自己的发展？你觉得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罗睿兰：
 有很多原因。我们IBM致力于保证女性工作。许多女性由于抚养孩子、赡养父母和一再离开工作等现实问题难以得到晋升，我们提供时间灵活的工作项目，帮助女性有机会走上领导职位。我们还要解决偏见问题。每个空缺职位的候选人名单都必须具有多样性。我说的不只是种族和性别多样，还包括思维多样。你必须确保员工能够畅所欲言。我们IBM总是说：“珍惜野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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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持久创业

Launch a Start-Up That La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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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

必须考虑的问题

The Questions Every

Entrepreneur Must Answer



阿玛尔·毕海德（Amar Bhidé） | 文

蒋荟蓉 | 译　牛文静 | 校　时青靖 | 编辑






我的目标是什么？我是否有合适的战略？我是否有能力实行战略？创业者推崇行动，往往不去考虑这些重大问题。但他们迟早要在公司和自己的生活方面展开这方面的探究。






每
 年有成百上千的初创公司出现，其中许多公司从未得到发展，还有一些则是在昙花一现后销声匿迹。

一家创立6年的调味品公司，已经吸引了一些忠实客户，但销售额尚不足50万美元。公司入不敷出，也无法向创始人及其参与公司运营的家人提供足够的收入。进一步增长需要巨大的资本投入，然而投资者和潜在买主对这种利润微薄的小公司不感兴趣，创始人一家耗尽了资源。

另一家创立不久的公司，主要业务是从远东进口新奇的产品，向美国的大型连锁店出售。公司盈利能力和发展速度都很不错，创始人身价数百万美元，得到了年度创业者奖项提名。可是，公司迅猛增长，迫使他将大部分利润重新投入到不断增加的库存需求和账款中。公司的盈利能力引来了竞争对手，也吸引客户直接与亚洲供应商联络。如果创始人不采取措施，公司很快就会衰落。

这两家公司也像其他许多初创公司一样得到了一大堆互相矛盾的建议：发展多种产品线、坚持自己的本业，出售股权筹集资金、别因为情况糟糕就冒险出让公司控制权，把任务分配出去、自己做决定，招聘一位职业管理者、别增加固定成本。

为什么这些建议自相矛盾？因为初创公司面对的选择范围和问题本身不一样。成熟企业的管理者也许会问：我们在一家怎样的公司？我们如何发挥核心竞争力？而创业者必须不断追问的是，自己想建立怎样的公司，想发展怎样的能力。创业者每天面对的组织缺陷，即便是成熟企业的管理者同样会感到焦虑。许多新公司缺乏明确的战略、竞争实力、有才能的员工、充分的管控以及清晰的上下级关系。

创业者一次只能应对一到两个机遇或问题。面对蹒跚学步的儿童，父母应当关注的是运动能力而非社交能力。初创公司同理，创业者必须在所有普遍的成长问题中，找到眼下最关键的问题[书ji 免`费`分`享微-信wsyy5437]。

创业者无法像父母亲一样从权威育儿读物中获得指导和安慰。人类身心成长的过程大同小异，公司则不尽然。微软、Lotus、WordPerfect和Intuit，即使在同一行业内相互竞争，发展历程也不尽相同。各个公司的战略发展、组织结构，以及创始人角色的变化过程都不同。

适合一家初创公司的做法，可能完全不适合另一家。创业者要决定的事情多得令人眼花缭乱，而且他们必须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本文提供的框架及相关经验法则，可以帮助创业者分析自己的处境，为眼前的机会和问题排出先后顺序，并对未来做出理性选择。这套理论以笔者过去8年来对数百家初创公司的观察为基础，不会直接给出答案，而是帮助创业者提出有用的问题，找到问题关键，并制定解决方案。不管是尝试维持生计的小打印店，还是追求上亿销售额的邮购商家，都可以使用这套理论，初创公司发展过程中的每个节点几乎都可以参考。创业者应当随时运用这套理论评估公司定位和发展路径，不要只在遇到问题的时候用来救急。

本理论包括循序渐进的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明确创业者当下的目标，第二个问题评估为实现目标制定的战略，第三个问题帮助创业者评估自己执行战略的能力。这种结构要求创业者在考虑细节之前，先直面基本的宏观问题（
见边栏《创业者如何应对重大问题》

 ）。这套方法并未预设所有公司、所有创业者的发展历程都一样，因此不提供普适的成功方式。



明确目标：我想实现什么？

创业者的商业目标与其个人目标有着密切的联系。上市公司管理者有信托责任，须最大化股东利益，而创业者创业是为了实现个人目标，必要时寻找目标相似的投资者。

创业者必须在为公司设定目标之前明确个人目标，定期确认自己的目标是否有所改变。许多创业者说，创业是为了实现独立，掌握自己的命运，但这样的目标过于模糊。经过思考，多数管理者能够找到更具体的目标，例如为艺术人才提供表现的机会，尝试新的技术，过上更自由的生活，体验快速增长带来的快节奏，创办组织体现自己的价值观并获得成就。单就金钱一方面，有些创业者想赚快钱，有些创业者希望得到令人满意的现金流，还有人希望创业后将公司出售获得利益。想打造可持续企业的创业者并不太重视个人获得的财务回报，因此可能不接受高价收购，也可能将股权低价出售给员工，保证员工对组织的忠诚度。

等到创业者明白自己想要从企业中获得什么，应再问自己以下几个问题：


我需要打造怎样的企业？
 想做买卖赚快钱的创业者不必在乎长期可持续性。追求生活方式的创业者只想实现足够的现金流，保持某种生活方式，也不用打造离开自己仍然能够发展的企业。但如果创业者希望自己的企业最终能够出售，那么可持续性以及这方面的意识非常重要。如果创业者希望自己创立的企业有能力随着技术、员工和客户变更的过程自我更新，那么可持续性就更重要了。




要设置有意义的目标，创业者必须整合自己希望得到的回报和愿意承担的风险。





理想的公司规模也应当根据创业者的个人目标而定。追求生活方式的创业者不必将公司发展得太大。太大的公司可能会让创立者无法享受生活，无法亲自参与工作的各个方面。而寻求资本收益的企业家就必须把公司发展得足够大，足以自行运转，不必他们亲自出面。


这样一家企业会带来多少风险和牺牲？
 建立可持续公司，即主要生产性的资产不止是创始人的技能、人脉和努力的公司，往往意味着有风险的长期赌注。可持续的公司，如品牌消费品生产商，不同于从一开始就能产生现金流的单次咨询服务，而是要不断投资，打造可持续优势。举例来说，创业者必须打广告宣传自己的品牌，为了支付广告费用，他们或许不得不将利润重新投资，接受股份合伙人，抑或个人担保借贷；为了打造立体的管理体系，创业者必须将重要决策交给没有经验的员工；而且可能要等上几年才能实现物质回报，甚至可能得不到回报。这个过程中持续不断的风险会带来压力。正如一位创业者所说的：“开始的时候是想做就做，就像耐克广告说的一样，Just do it。你天真幼稚，还没有犯过错。后来你会了解到，一切都有可能出问题，而且这时候你的股票有价值，你会觉得自己可以失去的东西更多了。”

小规模的企业或者出售生活方式的企业，创业者面临的风险和压力与此不同。有才能的员工往往不会选择不提供股权、个人发展机会有限的公司，因此这类公司的创业者可能要一直加班。个人经营的专营店难以出售，多半还需要创始人每天都露面，所以创始人可能会失去自由。如果生病或者累倒了，他们就会面临财务危机。“我总是急急忙忙的，”一位每年入账50万美元的创业者抱怨道，“我每天工作14小时，已经不记得上次休假是什么时候。我想把公司卖了，可是这种没有组织结构、没有员工的小公司谁会买呢？”


我能否接受那些风险和牺牲？
 创业者必须对自己想获得的和自己愿意承担的加以整合。Progress Software Corporation联合创始人兼总裁约瑟夫·艾索普（Joseph Alsop），1981年创立公司时35岁左右，有妻子和3个孩子。他说，有家庭的责任，就不想冒险去打造微软那样价值千亿美元的公司，但他和合伙人愿意承担这种规模比个人服务更大的公司带来的风险。他们找到了一个利基市场，足以打造可持续公司，但不会吸引行业巨头。头两年他们没有工资，反而将自己的积蓄投入公司发展。10年后，Progress发展成为价值两亿美元的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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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概述

核心观点

每一年都会出现成百上千的初创公司，其中许多公司从未有所发展，还有一些在昙花一现之后销声匿迹。



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

创业者崇尚行动，往往忽视了商业成功所必须的配方：清晰的战略、合适的人才团队，以及能够提升业绩且不损害员工积极性的组织管控。



此外，初创公司的情况各有不同，创业者无法参考任何公式来应对公司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选择。一家公司合适的选项，对于另一家公司而言未必如此。



如何为初创公司制定计划取得成功？毕海德建议你向自己提出以下几个问题：




• 我想做什么？


思考你为公司制定的目标：你是否愿意接受迅速增长带来的繁忙？你是否希望得到尝试新技术的机会，以及将成功的公司出售换来的资本？




• 如何实现？


你的战略是否正确？是否明确了公司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能否实现足够的利润和增长？




• 我能做到吗？


你是否有合适的人才和可靠的资本来源？



初创公司不能总是见招拆招。成功的创业者总是提出棘手的问题，为了明确自己究竟想要去哪里，以及目前走的这条路会将自己带往何方。



实践应用

仔细看看毕海德提出的三个问题：




我想实现什么？


要为初创公司制定目标，明确以下几点：




• 你自己想从中获得什么：
 让艺术才能得以发挥？灵活的生活方式？建立能够体现自己价值观的不朽存在？迅速赚钱？




• 企业需要的类型：
 比方说，如果你希望将来能将业务出售，就必须实现可持续性——技术、员工和客户发生变化，业务本身能够随之更新。公司规模要足以支撑起组织结构，你不用事必躬亲。




• 你承担的风险：
 比如说，建立可持续公司会带来长期的风险——信赖没有经验的员工、个人为债务做担保、承受延迟的回报。你的目标是否值得你承担随之而来的风险？




如何实现？


成功的战略有以下几个特征：




• 提供明确的方向：
 清晰地叙述公司政策、区域范围、能力和决策框架，让员工、投资者和客户理解。




• 实现足够的利润和增长：
 确保你的战略能够实现预期的商业结果。例如，为职业女性提供孕妇装的Mothers Work，在创始人将战略从邮购（竞争激烈，利润很低）转为实体零售店之后得到了迅速发展。




• 符合公司长期需要：
 预见到未来市场饱和、竞争日趋激烈和科技变化等状况，确保你的战略可以适应。




• 确定合适的增长速度：
 找到既能吸引客户和资本、又不会给你和你的员工增加额外压力的增长速度。




我能做到吗？


如果不能实施，再杰出的战略也毫无价值。你要具备以下几项：




• 资源：
 招揽具备执行你的战略所需技能、知识和价值观的人才。强大的团队可以吸引客户和投资。




• 结构：
 建立执行战略所需的组织系统。举个例子，你想建立地理位置分散式的公司，迅速增长，最终上市，为此你必须大力投资，建立起分配任务、任务专业化、预测和监督可用资金、维护财务记录的机制。




• 角色灵活性：
 为了公司发展，你的角色必须从“自己做事”转为“教别人做事”，指示预期成果，并管理工作环境。





创业者可以向艾索普学习，想清楚自己愿意承担和不愿承担的风险。如果创业者发现自己的公司无法满足个人需求（即使公司非常成功），或者发现实现个人目标需要承担的风险和牺牲高出了自己愿意接受的程度，就有必要重新设置目标。将个人目标和公司目标整合之后，创业者必须确保合适的战略。



制定战略：如何实现目标？

许多创业者最初是为了抓住短期的机会，并未考虑长期战略。而成功的创业者很快就实现了从短期策略导向到长期战略导向的转型，开始培养关键的能力和资源。

对于初创公司而言，制定合适的战略最为基础，其重要性高于雇用员工、设计管控体系、设置上下级关系以及定义创始人角色。公司有了好的战略基础，足以抵消内部混乱和领导力欠缺造成的影响，但精密的管控体系和组织结构却无法补偿不健全的战略。创业者应当定期用以下4个问题检验战略：


战略是否清晰？
 如果公司战略没有提供明确的方向，那么也无法通过下文的其他测试。清晰的战略能够让创业者本人获益。例如，专精某个行业或某种交易类型的交易者，拿下潜在交易的能力强于通才型员工。独立的咨询顾问，如果是某个特定领域的专家，收费也可以更高。

若想打造可持续公司，创业者必须制定更明确、更具体的战略。战略应当把创业者的志向和公司业务、地理位置、技术能力及其他相关的长期政策整合起来。为了吸引人才和资源，战略必须体现创业者对公司未来前景，而非公司目前定位的目标，还必须提供实现公司前景所需的决策及政策框架。

例如，Sun Microsystems公司的几位创始人制定的战略，在公司发展过程中就帮助他们做了出明智的决策。他们从一开始就决定放弃硅谷创业公司都在用的利基市场战略，选择构建和推广通用型工作站，与行业领先的IBM和Digital竞争。公司联合创始人兼前总裁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回忆道，该战略明确了公司的产品开发选择，“我们不开发应用软件。”他解释说。这个战略还使得公司承担风险建立了直接销售团队，并像其他更大的竞争对手一样自行提供技术支援。科斯拉说：“我们的信条是‘成败在此一举’。”创始人大胆的想法吸引了第一批风投公司，让公司在业内有了超凡的知名度。

实用的战略宣言应当简明易懂，让员工、投资者和客户等重要相关方理解，还必须提防某些看似有吸引力的行动和投资耗尽公司资源。对公司不加限制的宽泛战略毫无价值。举例来说，声称在做休闲娱乐生意的公司，可能会从制造帐篷转去经营赌场或者制作电影，定义为高端户外用品公司则更加明确。


战略能否实现充足的利润和增长？
 制定好清晰的战略后，创业者必须确定该战略能否让公司盈利，并发展到理想的规模。如果无法取得满意的回报，创业者应当问自己：我们有没有竞争优势，源自何处？我们提供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比竞争对手的好？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可以获取的溢价能否抵消额外成本，能否部分调价抵消固定成本？如果行业竞争激烈，我们的成本是否比竞争对手低？增长不如意，同样要问几个问题：市场是否足够大？非规模经济下是否无法取得盈利增长？

只靠努力无法使业务发展壮大。初创公司发展停滞时，创业者必须思考基本的经济问题。很多人被洗衣房、报税服务等个人服务业吸引，因为这类业务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开创和运营，不必担心如何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筹集大量资本以及开发专利技术。可是，这些便利因素往往会成为创业者实现长期目标的阻碍。只需要付出努力的创业，往往会遇到同样努力的竞争对手。另外，这类公司很难发展到足以支持员工和组织结构的规模。而且如果创始人能做的事情员工也可以做到，就没有什么能把员工留在公司了。这类公司的创始人即使有才能，也无法实现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他们无法利用自己的才能，只能做小本生意过活。

如果初创公司的盈利和发展状况都不如人意，创业者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改变，必须重新找一个行业，或者在目前的领域发展有创意的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例如，1982年，丽贝卡·马西亚斯（Rebecca Matthias）创立Mothers Work，通过邮购向职业女性出售孕妇服装。邮购业务便于开展，但这一行业有成千上万个品类争夺着消费者的注意力，响应率低往往导致盈利性低——这便是马西亚斯从事这一行业3年后面对的现实。1985年，她借款15万美元开了第一家专门出售职业女性孕妇装的实体店。至1994年，Mothers Work有了175家门店，收入约5900万美元。

不推行彻底的变革，就只能将逐渐下滑的公司维持下去，指望能有一笔大的订单带来转机，或者有人收购。这种希望太渺茫，最好还是寻求改变。


战略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创业者必须直面的下一个问题是，战略能否长期服务公司。一些创业者正好赶上了新技术浪潮、政策改变等外源因素造成的行业内供不应求的局面，可持续性的问题对于他们而言尤其突出。这部分创业者的成功是时势造就，竞争对手没能跟上时代。可是等到这一波浪潮过去，市场的不平衡消失，许多飞速发展的公司没能展现出众的能力，没能获得坚实的竞争优势。这类公司必须预测到市场饱和、竞争密集的前景，留意下一次浪潮。即使某种新的商业模式更可持续，创业者也不能轻易跟风。高速增长的公司前途未卜，他们还可以选择在这个阶段将公司高价出售。

例如，1972年爱德华·罗森（Edward Rosen）与其他人联合创立Vydec，开发了第一个独立的文字处理器。随着市场迅速发展，Vydec建立后第6年，收入飙升到9000万美元，在美国和欧洲有员工近千人。但罗森和另一位联合创始人知道，独立文字处理器即将过时。Exxon提出以超过一亿美元的价格收购Vydec，他们愉快地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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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这样的前瞻思考并不多见。公司迅速发展的创业者往往不会认真考虑退出的战略。他们受到短期成功的鼓励，把获得的利润不断投入不可持续的业务，最后只留下了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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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合适的增长速度

为初创企业寻找最优增长率，是一项艰难而关键的任务。创业者必须考虑以下几种因素：


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或客户网络经济。
 公司规模、范围或客户网络获得的回报越多，越有能力追求快速发展。如果规模扩大使得盈利能力发生可观的增长，那么公司的投入很快就会有回报。在一些行业，规模和范围经济会限制竞争对手的发展，率先取得有利的经济地位有助于打击对手。


锁定客户或稀缺资源的能力。
 如果客户倾向于与打交道的第一家公司保持合作（原因可能是厌恶改变，抑或顾忌换公司的成本），那么公司快速增长也有好处。同样，在零售业，快速增长让一家公司拿下最佳地段，或是占领一片只养得活一家大型商店的区域，即使全国规模经济受限也不例外。


竞争对手的发展。
 如果对手迅速扩张，公司可能会被迫加快扩张速度。在个人电脑操作系统软件等一家公司可以制定行业标准的市场，初创公司唯一的希望也许就是保持快速发展、始终站在行业前沿。


资源限制。
 如果缺乏技术纯熟的员工，或者投资方和贷款方不肯赞助他们认为无益的扩张，初创公司就无法迅速发展。不过，迅速发展的初创公司将能够吸引资本、员工及客户——他们愿意跟随胜者。


外部融资能力。
 如果初创公司无法吸引投资者，或无法获得条件合理的贷款，那么决定其发展速度的就是外部融资能力。公司利润率高、资产-销售比低，就有资本支撑高增长率。根据著名的可持续增长公式，自筹资金的公司扩大营收的速度不可能高于股票收益率。


宽容的客户。
 公司成立时日不久，且迅速增长，其产品与服务往往有一些不足。在一些市场，比如高科技行业的特定领域，客户习惯了不完美的产品或服务，提出问题能让他们获得乐趣。这类市场中的公司可以迅速扩张。然而，还有一些市场的客户无法容忍瑕疵，例如奢侈品和关键流程控制系统，在这种市场的增长应当更加谨慎。


个人性格与目标。
 一些创业者喜欢快速增长，还有些人不喜欢快速增长带来的风险和补救行动。初创公司增长的限制之一，应当是创业者自身承受压力和不安的能力。



（返回原文阅读）








一些创业者并不是抓住机会，而是自己创造了机会。这部分创业者面对的是不同的挑战，要制定可持续战略。他们必须以初期优势为基础发展多方面的能力。初创公司资金有限，无法在各个方面都有所创新。如果某款革命性的产品需要极其先进的技术、全新的制造方式和全新的销售渠道，几乎没有初创公司能够吸引到推广该产品所需的资源。囊中羞涩的创业者首先关注的，一般是建立和开发一部分具有唯一性的资源，其他方面则使用现成的标准化元素。例如，戴尔的创始人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为想要购买个人电脑的顾客提供低价电脑，方法是在大学宿舍里组装标准配件，以邮购方式出售，省去了多余的包装和相关销售费用。

不过，适用于创业的战略不一定适用于守业。建立在一两种优势基础上的模式，获得成功后引来竞争对手模仿，很快就会过时。竞争对手在价格上可以轻易击败创业者的创新产品，但他们会发现，结合了许多独特优势和互补能力的系统很难复制。公司产品线有吸引力，制造和物流体系整合良好，与经销商关系紧密，能够及时响应客户，并且有能力实现持续的产品创新，就不会被轻易复制。

创业者打造了理想的特色产品，就必须迅速设法拓展竞争力。例如，软件创业公司Intuit的第一款产品Quicken，与其他个人理财软件相比有更多吸引顾客的特色，使用更简单。但Intuit意识到，竞争对手也可以制造简单易用的产品，因此利用早期的优势投资发展多方面能力。Intuit引进了一系列便于小型业务使用的产品，如会计软件QuickBooks，增强了与经销商的关系。按照公司创始人及董事会主席斯科特·库克（Scott Cook）的说法，软件行业“将顾客来电看作是对神圣编程艺术的干扰”，而Intuit为这个行业带来了复杂的营销技术。公司建立了高效的产品设计流程，整合市场营销和技术支持等多个团队，并且投入大量资金，免费为顾客提供优质的技术支持。


我的增长目标是否太保守或太激进？
 对业务进行过定义或重新定义，明确了基础之后，创业者应当考虑增长计划是否合适。不同的企业能 （并且应该）以不同的速度增长。年轻的初创公司应该像学骑自行车的人一样找到合适的节奏，太快太慢都会失败。对于新公司而言，最佳增长速度是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
见边栏《找到合适的增长速度》

 ）



执行战略：我能做到吗？

创业者必须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或许是最难回答的：我能执行这个战略吗？这个问题需要最为坦诚的自我审视。好的想法不一定保证好的表现。许多初创公司失败的原因是创业者无法将战略付诸实施，可能公司资金不足，抑或创业者无法推动销量，或者是无法完成订单。创业者必须审视资源、组织能力和个人角色这三个方面，评估自己执行战略的能力。


我是否有合适的资源和人脉？
 实行战略的第一个阻碍往往是缺乏人才。公司初创阶段很难吸引来顶级人才，创始人自己承担了绝大多数重要任务，不加选择地招聘员工。过了初期阶段，创业者有能力并且应该寻求新的人才，如果希望公司迅速发展则更该如此。希望把表现较差的员工变成明星员工的创业者，最终会得出与Intuit创始人库克一样的结论：“你无法培养出那个程度的能力。”公司建立起业绩记录后，即使时间短暂，也足以招揽更有才干的员工。




创业者希望把表现较差的员工变成明星员工，却总是失望。





判断该如何进行人才升级的时候，创业者必须考虑许多复杂且敏感的问题：我是否应该为特定职位招募特定的人才，还是像许多渴求人才的组织常做的，为有潜力的人才打造合适的职位？新招的人是否会管理或取代老员工？新员工会在多大程度上取代老员工，这个过程应当逐渐进行还是迅速完成？我对自己的企业情感深厚，止损决策应该由我自己做，还是交给外人？

初创公司需要的不止是内部资源。创业者必须考虑客户和资本来源。创业初期，公司从最快吸引来的客户起步，这部分客户不一定是公司最终需要的。与之相似，依靠朋友家人资助或本地银行贷款创业的创业者，必须找到其他资金来源以打造可持续企业。

新公司要求生存，必须把一些外部资源变成内部资源。许多初创公司初期是虚拟企业，因为创始人无力支撑实体运作，也没有资金雇用人员，而且重视灵活性。但因为资源很少而具备的灵活性是一把双刃剑。新公司随时可以停止订货，供应商也可以随时停止供货。此外，没有资产的公司让客户和潜在投资者觉得这家企业没有长期运作的意愿。没有员工和实体资产的公司很难出售，因为潜在收购者会担心公司在创始人离开后消失。要建立可持续公司，创业者必须考虑垂直整合，或者以全职员工代替分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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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组织结构投资

没有几个创业者在创业初期，就拥有精心设计的战略和为实现该战略而发展组织的计划。许多初创公司没有正式的控制系统、决策流程和清晰的职能划分，很难称之为组织。这类公司的创立者见机行事，自己承担多数重要职能，看情况作出重要决定。

假如创业者并不想建立规模庞大的可持续企业，这样随意也没问题。但如果想建立大公司，他们就必须着手搭建正式的体系和流程。正式的组织结构让初创公司得以成长，但也会增加开支，而且可能拖慢决策速度。怎样才合适？为了让对组织结构的投入和公司战略需求相匹配，创业者必须考虑自己公司的战略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以下几点：


分配任务。
 随着初创公司的发展，创立者可能须把自己手上的许多任务分配出去。为了让员工认真做好这些任务，创立者要建立相应的监管机制和标准化操作流程及政策。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兰迪和黛比·菲尔茨（Randy and Debbi Fields）利用软件传授技能，教会每一间菲尔茨太太饼干连锁店（Mrs. Fields Cookies）的每位员工做饼干和运营店铺。软件会根据当地天气和日期给出实时指示，告诉员工要烤怎样的饼干、何时提供免费试吃、何时追加巧克力豆订单。

不过，告诉员工如何工作，可能会扼杀积极性。要求一线员工行动迅速机敏的公司，可以更注重成果而非行为，利用控制系统为员工设置绩效目标，将实际结果与目标作比较，并提供合适的激励。


任务专业化。
 在规模较小的创业公司，员工每件事都要做一点，但随着公司发展，若想实现规模和范围经济，就必须清楚地划分不同职能，将员工分配进合适的组织部门，比如万能的车间员工可以成为机床操作员，属于制造部门。各种专业工作要通过总经理职权来整合，让这位管理者协调制造部门和市场部门，或者用专门设计的系统来评估和奖励跨职能合作的员工。地域扩张、垂直整合、产品线拓展及其他追求规模和范围经济的战略常常失败，原因正是整合机制欠佳。


调动发展资金。
 欠缺资金的公司想要发展，需要很好的系统来预估和监督可用资金。如果公司管控和组织结构太弱，银行等外部资本来源往往不会提供预支贷款。


记录业绩。
 如果创业者希望自己建立的公司以后能卖出去，就必须早做准备。公开市场和潜在收购者希望看到的是，企业一直保持良好的财务纪录和管控，这是企业稳健的表现。



（返回原文阅读）









组织韧性如何？
 组织执行战略的能力取决于组织结构和体系等硬性的基础结构，以及文化和规范等软性基础建设。

创业公司需要的硬性结构，取决于公司目标和战略（
见边栏 《为组织结构投资》

 ）。一些创业者想建立地理分散式的公司，在不同业务单元之间分享资源，实现协同增效作用，通过快速发展打造先行者优势，最终上市。与只想以稳健的节奏打造简单、单一位置公司的其他创业者相比，这些创业者必须在组织结构上投入更多。

要判断创业者对公司结构及体系的投资是否太多或太少，可以重点参考公司增长速度。如果公司表现低迷，例如增长落后于预期、新产品发展缓慢，就有可能是规定和管控过度限制了员工。如果公司迅速发展，获得市场份额，就要留意报告机制和管控是否有效。新公司快速发展，创业者必须给新员工重大的责任，同时密切监控财务，例如Blockbuster Video等公司给了一线员工充分的独立性，并且保持严格的中央财务管控。

不断演进的组织文化同样对战略实施能力有着深远的影响。文化决定着公司团队的个性和气质，性格孤僻的人不愿在共识性的组织里工作，内向的人会避开吵闹的团队。文化填补着组织规定没能覆盖的空缺。文化决定着员工个人和组织部门竞争与合作的程度，以及对待客户的方式。与其他因素相比，文化更能决定组织能否应对发展中的危机和停滞。

创业者经常从其他公司借鉴组织结构和体系，但文化必须根据公司情况打造。例如，许多软件开发商发现气氛悠闲的组织无法与微软竞争。初创的交易公司，喧闹的工作风格可能会吓退保守客户，而这部分客户是公司想要吸引的。适合公司战略的文化能够提升公司表现。医疗用品销售公司Physician Sales & Service（PSS），销售额从1987年的1300万美元增长到了1995年的5亿美元，从佛罗里达的5家分店发展到了遍布美国各州的56家分店，员工从120人发展到1800人。PSS像其他快速发展的公司一样有着严格的财务管控。但风投人托马斯·迪克森（Thomas Dickerson）说：“如果没有那种全力满足客户需求、保持精英管理的企业文化，PSS只不过是一家管理完善的销售公司。这种文化鼓励PSS员工提供无与伦比的客户服务。”

创业者忽视了制定组织规则，主要看技能和能力证书招人，组织中就会自行发展出一种未经设计的文化。初始员工的性格和价值观形成的企业文化，可能并不符合创始人的目标和战略。文化一旦形成，就很难再改变。


我能发挥好自己的作用吗？
 一些创业者决定控制公司规模，自己承担所有重要任务，他们不必改变自己的角色。例如个人服务公司，创始合伙人通常从第一天就负责客户工作直到退休。然而，新公司要想完全独立运营，就需要创始人承担新的角色。

要打造自给自足的组织，创始人不能“顺其自然”。创业者必须先做更多的工作，然后才能选择少做一些。如果商业模式不可持续，他们必须开创新的模式。为了确保目标远大的战略所需的资源，他们必须照顾好潜在客户、员工和投资者等资源提供者的感受。为了打造离开创始人也能运转的企业，创始人必须对组织结构和体系进行设计，并塑造企业文化和性格。




如果创业者不停下来思考和设计企业文化，公司中就会形成一种不可预知的文化。





创业者在全面展望未来的同时，还要做好应对公司表现下滑的准备，严格控制开支，密切关注业绩。他们必须激励和指导员工，解雇无法跟随公司一起成长的人。软件开发商Da Vinci Systems Corporation联合创始人比尔·纳西（Bill Nussey）说，解雇“与公司一同奋斗、做出牺牲”的员工是他经历过的最艰难的事。

成功的创业者几乎没有在组织中只当空想家的。他们依然在积极参与哈佛商学院松下幸之助教席教授亚伯拉罕·扎列尼克（Abraham Zaleznik）所说的，企业中“真正的工作”（real work）。麦肯锡创始合伙人马尔温·鲍尔（Marvin Bower），带领公司在规模和地域上不断扩张的同时，还在继续参与谈判，并指导客户的研究项目。价值千亿美元的软件巨头微软CEO兼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据说依然会检查公司程序员写出的代码。

但创始人的角色必须改变。盖茨不再写代码了。创业学专家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建议，创业者的角色应当从自己完成工作，转为教别人完成工作，再转为提出理想结果，最终管理工作进展的总体环境。用一位创业者的话说，从球队队长转为教练。这些比喻都说明，领导者要寻求更有影响力的工作，例如，更多地关注营销战略而非亲自销售，商谈和检查预算而非直接监督工作，设计激励计划而非为员工个人设置薪资，谈判公司收购事宜而非办公用品开支，发展共同目标和组织规则，而非取消某个产品。

因此，创业者在评估自己角色的时候，应该问问自己是否还在尝试新的工作和职责。随着公司发展，如果创始人仅仅只是花了更多时间重复相同的任务，做相同的决定，那么最终会阻碍发展。创始人应该问问自己有没有学到新的技能，比如，一位工程师创业者学会了财务分析。如果创始人没能学习新的技能，可能会止步不前，在公司扮演的角色无法演进。

创业者必须问问自己，是否真的希望改变和学习。像比尔·盖茨一样乐于接受新挑战、学习新技能的人，可以带领公司从初创阶段一直走到市场主导地位。但还有一些人更乐意转身去推动其他创业公司，比如Waste Management和Blockbuster Video背后的韦恩·休伊曾加（H. Wayne Huizenga）。创业者要对自己和依靠自己的人负责，了解什么事情会让自己感到满足或厌倦。

许多杰出的企业，起初都是毫无规划的小公司。威廉·休利特（William Hewlett）和戴维·帕卡德（David Packard）曾经尝试制作保龄球球道踩线犯规指示器和口琴调音器，之后才开发出第一件成功的产品——音频振荡器。沃尔玛创始人萨姆·沃尔顿（Sam Walton）创业的第一步是在阿肯色州纽波特买下了一家连锁杂货店，因为妻子想在小城镇居住，按他自己的话说，当时那家店“一团糟”。对于起步阶段的公司而言，迅速响应和试错比前瞻和规划更重要。但纯粹的拼凑或者说单凭运气，很少能换来长期的成功。以惠普为例，如果创始人没有在产品线、技术能力、债务政策和组织规范等方面做出理智的决策，惠普可能依然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公司。

创业者推崇行动，往往不去考虑目标、战略和能力等重大问题。但他们迟早要在公司和自己的生活方面展开这方面的探究。要想长久成功，创业者要不断问自己，自己究竟想去往何方，以及目前的道路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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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创业家从第一天起，就在进行全球化思考。全球化可能不是胆小懦弱的人追求的路线，但即便是初创公司，也能利用距离获得竞争优势，实现蓬勃发展。






一
 个多世纪以来，公司都是在本土获得成功后，才会进军海外市场。公司在进军海外的初期阶段也不敢有太大动作。消费保健品公司强生（Johnson & Johnson）成立于1886年，33年后，也就是1919年，才在蒙特利尔建立首家国外子公司。索尼（Sony）成立于1946年，11年后才将第一件产品TR-63晶体管收音机出口到美国。服装品牌Gap在1969年成立时，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踏上月球，而1987年Gap在伦敦开设首家海外门店时，“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事故已过去一年。

相反，如今的公司天生就是全球化企业。现在的创业家不会未经计划，就购买附近供应商的原材料，或在总部周边建厂。现在政治和经济壁垒已经降低，而且海量信息触手可得，所以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佳生产基地。他们还发掘全球人才，寻找投资者时并不考虑地理位置因素，而且从一开始就懂得如何远距离管理公司。

以小池勉都（Bento Koike，音译）为例。他于1995年建立了风力涡轮叶片制造公司Tecsis，公司从北美和欧洲进口原材料，客户也分布在这两大洲。但小池选择在家乡巴西的圣保罗创建面向全球的公司，因为这里的高精尖航空和航天行业方兴未艾，他可以在这里开发叶片的创新设计和制造技术。Tecsis已经成为全球市场领军者之一，过去10年中在10个国家安装了1.2万片叶片，2007年收入高达3.5亿美元。

现在的初创公司完全颠覆了传统理论；即便还没称霸国内市场，它们也会选择跨国经营。罗恩·茨旺齐格（Ron Zwanziger）、大卫·斯科特（David Scott）、杰瑞·麦卡利尔（Jerry McAleer）2001年末第三次合作创办医疗诊断公司，而茨旺齐格在美国居住，斯科特和麦卡利尔生活在英国。他们保留了原公司中未被强生收购的业务，随后创建英维利斯医疗诊断集团（Inverness Medical Innovation）并迅速在比利时、德国、爱尔兰、以色列、英国和美国市场站稳脚跟。这3个好兄弟乘胜追击，准备在7年内将新公司发展成估值高达70亿美元的企业。他们认为，成为天生全球企业是必由之路，而他们的确正向目标迈进：英维利斯的市值到2008年8月时，已经飙升到50亿美元。

现在的创业家选择跨国经营出于两个原因。首先是防御：很多类似Tecsis和英维利斯的初创公司为提升竞争力，不得不从成立之初就将自身一部分业务全球化，比如生产加工、服务提供、资金筹集或人才招聘。如今这些措施听上去平淡无奇，但几年以前，美国投资者还普遍要求自己投资的公司重点关注国内市场。

另一个原因是进攻。很多新公司都发现，新商业机会出现在多个国家中，或者它们可以利用距离创造新产品或服务。举例来说，玛丽·加德马斯（Mary Gadams）2002年创建极地长征公司（Racing The Planet），专门在世界最恶劣的环境中组织马拉松比赛，每场比赛持续7天，全程250千米。她的团队在香港一间小办公室中工作，但公司设在蒙古戈壁沙漠、智利阿塔卡马沙漠、埃及撒哈拉沙漠和南极。距离带来了机会：如果沙漠交通便利，那么选手和观众就不会觉得比赛那么有吸引力，品牌含金量也会稀释。极地长征不只推出和跑步相关的产品，还要创造全球生活方式品牌，销售背包、应急救援物品、衣服等商品，同时也为多媒体事业部提供内容，帮助其将视频卖给网站和GPS制图系统。公司虽然只成立了6年，但品牌知名度很高，而且已经在盈利了。

我在本文中阐述了新一代天生全球公司会面临的挑战，以及创业家应对这些挑战所必需的技能。



主要挑战

我的研究表明，全球创业家面临三大不同挑战。


距离。
 初创公司往往因为缺乏基础设施，无力监管多个分部，对相隔太远的市场也鞭长莫及。此外，物理距离造成了时差，让管理更加复杂、困难。就连协调不同国家的每周工作时间，也会让员工有限的初创公司头痛不已：北美、欧洲、中国和印度公司的工作日一般是周一到周五。以色列公司的办公时间是从周日到周四。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每周从周六工作到周三，但在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比如黎巴嫩、摩洛哥和土耳其，人们从周一工作到周五或周六。

全球创业家面临的更大挑战是，缩短英国经济学家威尔弗雷德·贝克尔曼（Wilfred Beckerman）于1956年提出的“心理距离”（psychic distance）。造成心理距离的因素包括文化、语言、教育体制、政治体系、宗教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心理距离可能强化或弱化不同地区间的心理壁垒，还往往促使创业家做出反常的选择。以波多黎各魔力公司（Encantos de Puerto Rico）为例。该公司1998年成立，生产并销售优质波多黎各咖啡。创始人兼CEO安海尔·圣地亚哥（Angel Santiago）2002年寻找新市场时并没有进入邻近的美国市场，而是选择了西班牙。原因在于，他觉得波多黎各人和西班牙人对咖啡的偏好相似，而且在西班牙做生意较为简单，而这些因素可以缩短两国之间的心理距离。两年后，波多黎各魔力公司也进入了美国市场，最初主打拉美裔人口聚集的迈阿密市场。




海外族群网络如何帮助初创公司全球化

很多创业家在制定并执行全球战略时，都曾利用到族群网络。族群成员共有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规范促进沟通和互信，有利于合同的签订和执行。

全球创业家利用海外族群网络，可以快速获取信息、资金、人才、技术，当然也包括签订合同。比如徳什·徳什潘德（Desh Deshpande）20世纪90年代末在美国波士顿工作，他创建了几家高科技公司，但非常希望在家乡印度有一些作为。他在2000年4月认识了光通信专家库马尔·西瓦拉詹（Kumar Sivarajan）。西瓦拉詹曾是IBM沃森研究中心的员工，之后回到印度，在班加罗尔的印度科技学院执教。徳什潘德将西瓦拉詹介绍给另外两个印度人——桑杰·纳亚克（Sanjay Nayak）和阿诺波·罗伊（Arnob Roy），两人都曾在美国高科技公司的印度子公司工作。4个人彼此信任，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就联合创建了Tejas Networks公司。徳什潘德和主要投资者迅桐网络（Sycamore Networks）筹集了500万美元的创始资金，对这笔投资也没有附加多少限制条件。如今Tejas Networks已经成为领先通信设备制造商，过去一年收入高达约1亿美元。

我和哈佛商学院同事威廉·克尔（William Kerr）的研究表明，有效利用海外族群网络的创业家会采取以下4个步骤：


绘制网络。
 海外族群成员往往聚集在某些住宅区、公共组织或行业中。以东京为例。这里的美国人通常在摩根斯坦利和麦肯锡等专业服务公司工作，住在麻布区，到表参道购物，去美国俱乐部消遣。


寻找可能给你帮助的组织。
 很多国家都有促进贸易和投资的海外办公室。这些组织对国内来的人都敞开大门，告诉你在当地有影响力的人、公司、非正式组织、俱乐部或群体。


利用非正式群体。
 少数族群创业家和高管组成的非正式组织通常选择在海外专业人士集中的社区集结。比如在美国，他们会聚集在硅谷等高科技产业区和麻省理工学院等大学。


找到有影响力的人。
 你可能很难找到本地企业和海外族群网络中德高望重的人。在以上两种网络中颇受尊敬的董事会成员或教练对未来创业家来说，是极其宝贵的资源。






背景。
 各国的政治、监管、司法、税收、环境和劳动制度都不同。举例来说，创业家对公司总部的选址会影响到股东回报，以及他们筹资的能力。当年还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的乌克兰人安德鲁·普里霍季科（Andrew Prihodko），以及在哈佛大学学习的瑞士裔美国人莎伦·派尔（Sharon Peyer）夫妇，联合创建了一家在线照片管理公司Pixamo。他们冥思苦想，不知道将公司主要办事处设在哪里：乌克兰税收结构简单，缴税少，但法律制度一直都不健全；瑞士税收较高，但法律体制健全；特拉华虽然税收高，但多数美国初创公司都在此注册。普里霍季科和派尔最终选择将公司总部设立在税收相对较低的瑞士楚格州，而当他们2007年将Pixamo卖给NameMedia时，对注册地点的选择让股东获益。

一些全球创业家必须同时处理多个国家的业务，面临的情况十分复杂。加里·穆勒（Gary Mueller）1994年创立Internet Securities公司，为投资者提供新兴市场的数据。3年后，这家初创公司已经在18个国家设立办公室，任何时间都必须处理好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辖区内的业务。Internet Securities熟悉情况后，最终成为市场领先者，而欧洲货币集团（Euromoney）1999年耗资4300万美元收购了公司80％的股份。


资源。
 客户期望初创公司具备大公司的技能，提供同等质量水平的产品和服务，但这对资源捉襟见肘的新公司来说太过严苛。然而初创公司没有选择，只能竭尽全力留住客户。吉姆·夏普（Jim Sharpe）1987年收购了生产通信设备面板的小型企业XTech。这家公司最开始在美国生产产品，然后通过销售代表和分销商将产品卖到国外。但到2006年时，思科（Cisco）、朗讯（Lucent）、英特尔、IBM等其他XTech的客户将大部分制造业务转移到了中国。这些公司不愿意与在中国没有工厂或客户服务中心的供应商合作。所以夏普当时别无选择，只能在中国设立子公司。



全球创业家需要具备的能力

所有创业家都必须能够发现机会、聚集资源并达成交易。他们也必须有预见力、领导力、激情等软技能。但要想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成功，他们必须磨炼其他4种能力。


阐明全球目标。
 解释清楚走全球化路线的原因，这一点意义关键。比如罗伯特·魏斯曼（Robert Wessman）1999年接管了家乡冰岛的一家小型制药公司。他在几周之内就得出结论：这家仿制药公司必须将核心职能（制造、研发、市场营销部门）全球化，从而实现规模经济，开发范围更广的产品组合，并率先向市场推出专利到期的药品。自此以后，Actavis已经进入40个国家，接管了其中多个国家的本地公司。魏斯曼曾面临无数艰难险阻，但他坚持全球化战略。如今，Actavis生产的药品种类高达650种，并计划追加350种产品。公司2007年收入达20亿美元，已经成为世界5大仿制药制造商之一。


组建联盟。
 初创公司可以和总部位于其他国家的大公司建立伙伴关系，从而迅速开拓国际市场。但多数创业家采取这种策略是因为处于弱势地位。成熟企业不仅有做尽职调查的管理者、团队外地开会的差旅费，还有实力和未来合作伙伴周旋，获得优惠待遇。这些公司在交易谈判中可以规定合理期限，而且谈判未果的话，还有其他选择。初创公司基本没有这样的资源和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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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核心观点

• 天生全球化初创公司越来越多。

• 创业家利用全球资源，或提供全球客户服务，可以与实力更雄厚的对手抗衡、寻找全球机会，并利用距离创造新产品或服务。

• 距离、文化背景的差异和资源匮乏是新一代公司面临的主要挑战。

• 成功创业家的目标明确，处于弱势地位时组建联盟，有能力管理全球供应链，而且从一开始就搭建了跨国组织架构。





初创公司和全球合作伙伴之间存在巨大的地理和心理距离，所以也存在沟通不畅的问题。以埃里克·钱明（EirikChambe-Eng）和哈瓦德·诺德（Haavard Nord）1994年在奥斯陆创立的开源软件公司奇趣科技（Trolltech）为例。这家初创公司2001年与一家日本制造商签订合同，为其电子记事本（PDA）搭建基于Linux的软件平台。但这笔大订单很快演变成一场噩梦。日本公司认为自己会得到的服务，与挪威供应商认为自己应提供的服务之间有很多出入，奇趣科技难以应付合作伙伴提出的各种修改服务的要求。日本公司怀疑奇趣科技不会按时交付软件，于是提出派软件工程师团队，协助程序开发。问题在于，日本公司提议两家公司在圣诞节假期期间加班，争取如期完成工作。这种情况在日本很常见，但奇趣科技拒绝了提议，因为圣诞节假期在挪威非常重要。两家公司的伙伴关系几乎破裂，但钱明和诺德最终与日本公司协商，重新确定了最后期限，确保他们能按时完工，而且不必在假期期间加班。


创建供应链。
 创业家常常要挑选远在世界另一边的供应商，并在没有本地管理者的情况下监督他们。此外，最佳生产基地的选址也会因劳动力和燃料成本的上涨、质量问题的出现而发生变动，比如中国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社会创业家如何进行全球化思考

笃昌枋迫（AtsumasaTochisako，音译）不像是一个创业家。他55岁左右时放弃东京三菱银行的高级职位，创建了全球营利性社会企业（简称FOPSE）Microfinance International（下称MFI），总部位于华盛顿。笃昌枋迫曾长期驻拉丁美洲办公，他发现美国移民对外汇款数额非常大；商业银行不仅在中间收取高额汇款费用，提供的服务也很差。笃昌枋迫看到了商机和为社会做贡献的机会，决定为移民员工提供价格低廉的汇款、支票兑现、保险和小额贷款服务。



MFI自2003年6月成立以来就是一家跨国公司，在美国和萨尔瓦多都有办公室。公司之后扩张到十几个拉美国家，并允许阿联酋换汇交易所等跨国金融机构使用独家在线结算平台，从而进一步拓宽市场。



如今很多创业家都和笃昌枋迫一样，将社会价值、盈利动机和全球化导向结合在一起。社会创业家天生就有全球化倾向，原因有3个。首先，很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疾病、营养不良、贫困、文盲等社会问题。其次，发达国家掌控大部分用于解决这些问题的资源——资金、机构和国家治理体系。第三，专门解决某特定环境下问题的FOPSE也能在其他国家取得良好效果。举例来说，尚恩·伊梅尔曼（Shane Immelman）2002年创建Lapdesk公司，为南非学童提供便携式书桌，因为这里三分之一的学生上课时不一定有可供书写的工具。公司提出为南非的大公司打一些公告，但条件是这些公司要为整个学区捐赠课桌。大公司捐赠课桌后，就可以满足南非政府对企业的要求：将部分收入投资到黑人赋权项目。此后伊梅尔曼还将自己的商业模式拓展到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还在印度和拉丁美洲开展多个项目。





初创公司面对复杂的供应网络，往往望而却步，但如果它们能管理好供应网络，就会获得竞争优势。有时机会就在全球供应链中。以彼得·拜克（Peter Byck）等人1999年建立的Winery Exchange为例。这家公司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管理22个国家的葡萄酒厂和啤酒厂网络。Winery Exchange和克罗格（Kroger）、乐购（Tesco）和好市多（Costco）等零售连锁店展开紧密合作，研发高端自有品牌产品，并要求供应商尽最大可能压缩葡萄酒生产和包装成本。公司将有市场需求的较小供应商，与产品大量囤积的大型供应商联系起来，同时传授给两者自身产品研发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因此取得了成功。Winery Exchange在2006年卖出200万箱葡萄酒、啤酒和烈性酒，品牌数量高达330种，零售商客户遍布4大洲。

初创公司正在世界范围内购买越来越多的原材料和零件，以及知识产权。大卫·柯兰兹勒（David Kranzler）创建的Hands-On Mobile公司总部位于硅谷，开发了手游版“吉他英雄3”和“钢铁侠”等游戏。公司2001年创立时，移动多媒体内容市场在亚洲和欧洲的增长比美国更快，游戏玩家在中国、韩国和日本也创造出很多颇受欢迎的产品。柯兰兹勒意识到，他的公司必须通过收购来获得海外知识产权和设计能力，从而为客户提供种类丰富的游戏和最新的内容递送技术。因此Hands-On Mobile收购了Mobile-Game Korea和两家中国内容开发公司，这几次收购帮助公司成为市场领军者。


跨国经营。
 我在2006年组织450名MBA学生进行了一次名为“虚拟创业团队训练”（VETE）的模拟演练，这些学生来自阿根廷、奥地利、巴西、英国、香港、列支敦士登、荷兰、日本和美国的10家商学院。在模拟实验中，每个团队都由来自不同学校、国家的学生组成，他们要为一家总部位于香港的医疗服务初创公司——亚洲肾保健（Asia Renal Care）制定提案，该公司已经在1999年进行第一轮融资。他们使用Skype、维基网站、虚拟聊天室，当然也用电子邮件等技术彼此联系，对全球创业家的生活有了一些真实体验。这些学生学到如何建立信任、尽可能消除虚拟沟通的障碍、尊重文化差异、应对不同体制架构和激励措施——创业家在全球公司中协商、监控和沟通所需的能力。这些未来的创业家中有人欢喜有人愁，他们的成就也不尽相同。

初创公司应对全球组织的管理挑战时，方式各不相同。Internet Securities利用知识数据库分享世界各地办公室的信息，提高管理者发现并解决问题的能力。极地长征通过高强度集中训练，确保志愿者参加其举办的活动时能够持续高水平发挥。奇趣科技为了按时交差，夜以继日地工作——挪威团队忙完一天开发工作后，晚上再将任务交给白天刚刚开始的澳大利亚团队。英维利斯在有条件的地方雇用几位重要高管，让他们负责公司的运营，而非在全球范围内调动人才。

但在全球创业风潮中管理初创企业，依旧充满挑战，而且没有简单答案。以中国高端探险旅游公司碧山（Wild China）的创始人张玫为例。张玫在2000年创建公司，3年后雇用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兴趣浓厚的美籍员工吉姆·斯滕特（Jim Stent）为首席运营官（COO）。张玫2004年搬到洛杉矶，指定斯滕特为北京办公室CEO，并任命自己为董事长。所以情况变成了中国董事长在美国，监督在北京办公的美国高管。两人2006年友好分手，张玫开始在洛杉矶远程监管中国公司。这些偶发事件都是教科书中不曾出现的。

创业家毋需担忧世界不是平的。全球化可能不是胆小懦弱的人追求的路线，但即便是初创公司，也能利用距离获得竞争优势，实现蓬勃发展。




延伸阅读

文章


普利斯林（Priceline）CEO讲述如何在公司内部组建多语言客服中心

作者是达伦·休斯顿（Dar-ren Huston）



《哈佛商业评论》2016年4月刊，产品编号R1604A

休斯顿阐述了如何在面向消费者的全球公司中高效运营：不管客户在哪里，都用他们的语言与之沟通



HBR案例研究


到非洲哪里创业？

作者是尤金·索提斯（Eugene Soltes）



《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7-8月合刊，产品编号R1407M

一位野心勃勃的高管即将离开雇主，去创办他的泛非洲业务。他应该选择在快速增长，但竞争强度高的市场创业，还是多个未经开发、规模较小的市场？两位专家提供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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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艾森伯格
 是波士顿巴布森高管教育中心创业实践教授，哥伦比亚商学院兼职教授，也是哈佛肯尼迪学院成长实验室顾问，著有《创业家如何逆势创造并撷取非凡价值》（Worthless, Impossible, and Stupid: How Contrarian Entrepreneurs Create and Capture Extraordinary Value，《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3年出版）。





五周年特刊



天生创业家

Natural-Born Entrepren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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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布里克林（Dan Bricklin） | 文

牛文静 | 译　刘筱薇 | 校　钮键军 | 编辑






丹·布里克林最著名的发明，是一举改变了商业发展轨迹的计算机电子表单。但对这位创业家来说，这并不足为奇，他只是做了自己擅长的事。






毋
 庸置疑，我是个幸运儿。1979年，我和合伙人鲍勃·弗兰克斯顿（Bob Frankston）创造了第一款电子表格软件VisiCalc，当时并没想到它会开启个人电脑时代的序幕，更不用说后来这款软件，能彻底改变企业记录和监测财务状况的方式。当时，我在哈佛商学院做案例研究，需要手动计算表单数据，每当有一处改动，就要全部再算一遍。这让我感到挫败，我认定，会有更好的处理方法，于是尝试通过编程解决表单计算的低效问题。我找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鲍勃·弗兰克斯顿，交流后，他同意试写一个程序。我俩窝在鲍勃家的阁楼上辛苦工作了几个月，直觉告诉我们，将要诞生的绝不会是一款简单的软件。接下来，关于VisiCalc的故事充满戏剧化元素，我们也经历过极为艰难的低谷期。但这个小而酷的软件仍然被视作个人电脑时代的第一款杀手级应用，我也要学着适应被称作“电子表格之父”。

时隔20几年，我已创办了4家公司。但截至目前，让我兴致勃勃的仍然是同样的事：创造能为大众解决日常问题的工具。这些工具符合大众需要，也有一部分是我的兴趣，比如电子相册，另一些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例如自动计算小公司预算或设计软件原型。当然，创业之路道阻且长，我经历过官司、裁员、两次并购和一次倒闭。（短期内，我还没法给大学捐钱盖楼，也不能资助研究项目。）但作为一名创业者、专业工匠、科技和商业评论员，这些都让我无比快乐。

这个时代的创业者，似乎有光环加身，创业有时还是致富的有效手段。志向高远的创业者和高管常问我一路走来的经验，我最近好好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尽管答案并不完善，但肯定的是，如果你没有找到内心真正的召唤，或者不热爱所做之事，这条路上的风险将会大于收获。当然，刻意练习、才华和最莫测的因素——好时机，这些都对创业至关重要，但并不够。你要真心热爱所做之事。

此外还要谦卑。在网络时代，很多创业者已经失去了谦卑的能力。他们认为，过去的教训已不适用，说出来贻笑大方。这样的人已经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了代价。我个人坚信，重视那些永恒的问题，向前人学习，才是进步之法。



人生蓝图

我是从1967年上高中时开始正式学习计算机的，当时为了提高基本编程技术，我参加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暑期课程。之后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继续学习，并参加了MAC项目，这个项目后来成为计算机科学的著名研究室。麻省理工学院的经历，强化了我在编程、系统设计和算法分析方面的能力，并帮助我深入理解这个领域的前辈们，那些优秀技术人员的知识和能力。追溯到伽利略时代，我们这代人努力解决的普遍问题，和先贤们试图解决的是一样的。我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很多同事都对前辈充满崇敬之情，并认为，能和同辈中的佼佼者共事是种荣幸。

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我在数字设备公司找到一份设计电脑化排版和早期文字处理的工作。4年后，我进入商学院就读，学会了理解事物间的关系，例如，成本分配如何影响其他业务。商学院让我更全面地了解了商业，即使看似平凡的事，也有迷人且充满挑战的一面。在研究了众多案例后，你会发现，事情远没有第一眼看上去那么简单。这是我成长路上的关键时刻，但说到让我成为一个创业者的原因，还有很多其他因素。

孩提时代，我和家人住在费城，早在那时我就埋下了创业的种子。我父亲领导着家族的印刷生意——布里克林出版社，这是我爷爷在20世纪30年代时创建的。每天下午我都在印刷厂。晚餐时，大家会讨论生意上遇到的问题，这些经历成为我后来创业的宝贵经验（但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当你有了自己的生意，既感到自由，又肩负责任，这是创业的悖论，而家人在事业上的默默付出，让我对这一悖论肃然起敬。在成长过程中，我从未想过将公司卖给某个大鳄，而是不断寻找机会，希望把某个出色的想法做成生意。一些能成功，一些则不然，但风险从不会让我裹足不前。大概我天生有创业者的直觉。但和很多其他的创业者一样，我之所以选择创业，是因为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实现目标。

关于我早期的创业训练，还有一个看似不寻常的重要来源：那就是我从幼儿园到高中，一直在接受的犹太日校的宗教教育。我的很多价值观、解决问题的方式以及最初的领导力都是在那时学会的。犹太教中有一个深深打动我的概念：修缮世界（tikkun olam）。据说，当神创造世界的时候，留了一些未完成的工作。神没有创造面包，而是给了我们小麦，没有创造砖块，而是给了我们黏土。这样，我们就必须自己制造砖块。为什么呢？这样，我们就会成为共同创造世界的合作者。修缮世界的意义是，人类在尘世的时间无比重要，我们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不是被动的观察者，而是主动的参与者。我们要问，自己可以如何参与？——这种个体的责任感一直存在于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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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宗教学习，我还学会如何分析复杂问题。学习《摩西五经》就像在剥洋葱。你会学到如何审视一种处境、一个词或短语——一个词会有多种解释。探索每种解释的过程令人愉悦，并让我学会不同的逻辑风格，反过来有助于提高理解力。从《圣经》中学到的戒律，在我的技术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让我深刻认识到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重要性，懂得罗列出各种可能性、测试不同的模型、在过程中学习并发现伟大哲学家的作用。当我还是个小孩时，就非常喜欢鼓捣东西。三年级的时候，为了参加学校的科学展，我从零开始做了一台电磁铁起重机。几年后，我开始改进父母的幸福牌电压表，短波广播以及立体声音响系统。




消费者会为什么付费？

大家都说，在不久的将来，手机将成为最为关键和普遍存在的金融工具。我们将使用手机查询股价，购买各类产品和服务。这些先知称，手机将引领无线电子商务革命，为了消费，大众将付费使用手机。

恕我不能赞同。

如果你好好观察一下，为什么大家付费使用互联网、手机等沟通技术，很快就会发现，很少有人是为了购物或者查账。大多数人不是儿歌里的国王，会坐在账房里面数钱，也不会如此频繁地买进卖出股票，还心血来潮地认为需要在手机上操作。你什么时候听到有正常人说，“快看！有个潮人穿着便士乐福鞋！我要趁股价还没有涨，赶快买进便士乐福鞋公司的股票！”现实情况是，多数人根本就不怎么炒股，也不会成为引领无线互联网革命的人。

那么人们会为什么付费？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可以去听听出租车司机在打电话时说什么，还有公车司机、商场里的妈妈们和年轻人。我们肯定都听到过或进行过这类谈话。“我终于下班了，路上交通情况还行。”“回家的时候我会顺道去买比萨，”“我有免费通话时间，就想给你打个电话。”你可以观察下那些在巴黎的互联网咖啡店消费的人们，游客们稍作停留，点杯欧蕾咖啡，顺便上个网。很少有人会上网购物，多数是给家人和朋友发邮件。美国在线服务的使用量很大一部分是即时通信服务。

事实上大家付费是为了能够问候、调情、闲聊、安排和家人朋友的活动。进行一些看似平凡琐碎的活动：给朋友发个笑话，推荐一个链接，安排晚餐，八卦。人们还会在一些重要日子，花钱买一些小礼物给爱的人，以示纪念和关心。人们还会寄贺卡（多数是纸质的，但电子的也越来越多），他们会花大量宝贵的度假时间购买纪念品，也爱和朋友、爱人共度圣诞节这样的特殊日子。对很多人来说，给予绝对比接受更有趣。

无论这些听上去多么陈词滥调，都是真实的大家会付费的东西，也是将来会继续为之付费的事情。（尽管电报昂贵且过时，但多年来很多人还会在重要场合发电报庆祝。）与其不切实际地臆想技术的使用，我们更应该花时间想想人们到底想要什么，以及这些设备最自然的用途。





另一方面，宗教学习让我掌握了一种可以称为“JIT”（准时生产）式的领导力。在我所在的教堂，作为一名希伯来语比较好的犹太学生，经常需要主持礼拜，也就是说，我要在很多同龄人和大人面前唱诵《摩西五经》。我又不是帕瓦罗蒂，音色很一般，但这一经历让我可以在压力面前正常表现，不怕当众讲话。同样重要的是，这让我懂得了虽然人会犯错，但并不会因此成为众矢之的。我也理解了领导者的工作之一，就是教会其他学生唱诵经文。近年来，因为我多年的创业历程，加上一点虚名，经常到各地演讲，或者向投资者推销想法，接受采访，在大型会议上谈论技术产品趋势。因为早年在教堂的这些经验，现在做起这些活动来我感到轻松许多。

那么，创业者到底是天生还是后天的？对我而言，两者皆有：我既从事了自己擅长的事情，又在合适的环境中卧薪尝胆，寻找方向。我觉得大多数创业者都是如此。



快速学习

即使有很好的训练以及强大的动力，创业成功也绝非易事。你要在掌控和失控的夹缝中求生存。打个比方：在大公司，如果你想过河，只要设计一座桥，建好，走过去就行。但在小公司，你必须摸着石头过河。你并不知道每一步会走向何方，但知道大概方向。如果你犯了错，就会掉进水里。如果你计算失误，就要慢慢挪回安全的地方，重新选择路线。当你跳到一块很滑的石头上时，唯有享受那种不太稳的感觉。

当然，记住前人的智慧，能帮你少走弯路：比如，雇用合适的员工。选择那些懂变通的人，不怕苦不怕累的人。特别是创业初期，那会工作多到忙不完。有一点是肯定的，要做你热爱的事情，不要仅仅为了发财去创业。一定要有别的理由。太多人为了金钱和光鲜加入互联网公司，结果到头来什么也没得到。但那些热爱自己事业的人，会发现这种方法并不适用。我们只喜欢在感兴趣的领域工作，财富只是副产品。一些老生常谈的商业道理并不过时，比如选对人很重要，专注也很重要。此外，还有一些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经验：

首先，发掘你真正的才能，以及在创业中能创造的价值。创业者往往轻视他人的价值，高估自己的作用。在早期创意阶段，你可能不需要他人的帮助。但如果想让业务进入增长期，就需要其他人加入。例如，你需要在运营方面事无巨细的人，需要战略合作伙伴、财务规划者，以及让“火车”按时发车的人。我那时事必躬亲，无论是打包产品、贴邮票还是发货都自己去做……当你像我一样时，就会更理解办公室经理、生产经理、客服人员等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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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核心观点

2001年，距离丹·布里克林创造第一款电子表格软件VisiCalc已经过去了20年，这期间他又创建了4家公司。志向远大的创业者们常常问他，在创业的路上学到了什么。除了训练，天分和把握时机，他还提到了一些创业路上的生存指南：

• 了解你真正的才能和价值，感激他人的贡献，知道何时需要求助。

• 别等待，如果非要等待，你要知道最终你可能会没那么愿意为公司牺牲个人生活水平。

• 最重要的是，明白你不等于你的公司。公司的成败并不决定你作为一个人的价值。

布里克林说，影响他事业的是一种信念：做一个积极参与，让世界变得更好的人。最后，你要热爱所做之事，不要仅仅为赚钱。





即使到了今天，我在自己创建的网络出版工具公司Trellix，也没有担任首席执行官或总裁，而是做首席技术官。从一开始我就打算一直待在这个位置上。我不是公司职位最高的人，但可以用自己重视的方式影响公司的走向，并让它变得更好。我还是公司的发言人，这个角色也深得我心。我很感激他人的工作和贡献，也庆幸能从别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但创始人始终身份特殊，例如保罗·艾伦（Paul Allen）。在很多人心中，虽然他早就离开了微软，但这家公司仍然和他息息相关。但有时候为了公司利益，创始人必须要放弃CEO的职位。接受这点，创始人也会受益无穷。




创业失意、黯淡无光的日子里，你要记住，即使公司垮了，也不表示你一无是处。同样，即使公司成功了，也并不能说明你是个天才或者超人。





其次，早点行动，别等太久。至少要清楚，如果你一直在等待，可能会在平衡公司和生活质量方面，丧失一些灵活性。MBA毕业生常常问我，毕业后是立刻创业好，还是先积累一些经验更好。当然这取决于很多因素。但我警告他们，有一点毋庸置疑，一旦创业，他们会做出很多个人牺牲。所有创业者都要扪心自问，能否接受这样的牺牲，以及能否获得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如果你先工作几年，当然会有更多商业经验，可能也会有更多资金。但你也会习惯于更高的消费，可能在做商业决定上更加束手束脚，因为无法孤注一掷。而如果你很早就开始创业，物欲和对家庭的责任可能相对较小，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同样，要做好准备，如果失败了，你仍然能过得开心，这样评估创业风险和收获很重要。

但是无论如何，在花钱上，创业者必须谨慎。在我的创业过程中，无论是拿着风投资金，家族投资还是自己的钱，都能保证即使情况突变，我仍然能在没薪水的情况下生活一年时间。这种方法让我在没有多少资源的情况下，延长了企业寿命，并在某次创业失败后东山再起。而这些困境都极有可能发生。例如，鲍勃和我在做VisiCalc的时候，和亲戚借了2.5万美元左右的资金，作为购买电脑的头期款。然后，我们从经销商那里拿到了版税预付款，用这笔钱应付创业需要的其他开销。有一年时间，我们都没有拿到一分钱工资，生活得像两个学生。在四处参加展销会和打电话推销产品时，我们住在最廉价的宾馆或者借住在亲戚家，有时为了省几块钱，我们还要挤在一张床上。那时我们都无牵无挂，愿意为了生意牺牲少许个人享受，不用担心连累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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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布里克林，发明了VisiCalc软件，改变了计算机工业的面貌，他说自己成为创业者是因为无法通过其他途径实现目标。





最后，每个创业者都要记住的最重要一课是，不要把公司和自己画等号。创业肯定会有失意、黯淡无光的日子，但你要记住，即使公司垮了，也不表示你一无是处。同样，即使公司获得成功，也并不能说明你是个天才或者超人。随时警惕这种自负的陷阱，要懂得区别顺风和逆风。第二，你要接受，每个生意都会遭遇超出你控制的挑战。身陷困境时很难记住这些，但我的经验告诉我，生意失败并非世界末日。

幸运的是，我很早就通过Software Arts这一人尽皆知的破产案，懂得了失败的意义。这家公司是我为了VisiCalc的开发而建立的，我的家人和朋友见证了公司走向衰败的每一步，因为那时公司和合作方打了一场糟糕的官司，最终两败俱伤，为了延缓破产，我们将资产卖给了莲花公司（Lotus）。《今日美国》等媒体也大肆报道了这场官司。有一个周五令我记忆犹新：当时我从西海岸坐着“红眼航班”回公司，准备告诉一半员工，他们当天就得走人。早上7点，我从洛根机场的登机道走下来时，责任压得我喘不过气，每一步都无比沉重。我一边想着，这么一大早，谁会来接机呢，一边提了提肩上的包。一转头，我看到了来接我的家人，他们正冲我微笑挥手。他们知道，对我来说这是怎样的一天，所以选择大清早来接我，为我打气。言语很难表达那个时刻对我的意义，迄今为止它都举足轻重。一次接机并不能拯救公司，但家人的到来让我轻松许多。创业时你需要这样的家人，他们告诉你，你是你，公司是公司，两者的价值不能混为一谈。我很幸运来自一个创业者家族，在他们眼中，我的连续创业并非疯狂的行径。我们家也有人不创业，但他们理解并包容了我的选择。

近几年，我试着和他人分享自己作为创业者的经验，并在很多场合讲述了我的故事。听众有商学院学生、小学生以及职业培训学校的学生。在这些演讲中，我给大家展示了不同创业时期留存下来的纪念品。包括早期的照片、员工大会的录像、苹果电脑发布会、第一个版本的VisiCalc程序（从互联网上仍然能够下载到工作版本）、公司文化衫、旧剪报、旧的感应笔电脑以及打字机。大家很喜欢这些故事，成败都喜欢听，因为人生本就起起伏伏，知道他人历尽艰难但平安度过，对我们来说是种安慰。这类故事给大家以希望。虽然我并没有富甲一方，但这些经历和影响力，是金钱买不到的。

走到今天，我何其幸运又无比幸福。实现这一切的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另一位先驱，另一位“电子表格之父”。彼时，时机已经成熟，我只是恰巧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掌握了合适的技能和经验，将这些碎片连在一起。人生路漫漫，你永远猜不到，改变世界的会是多小的一件事。今年夏天，我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回首往事，百感交集。我所付出的皆有回报，而早已超过平生所愿。




延伸阅读

文章


《推特联合创始人谈创造机会》

作者比兹·斯通（Biz Stone）



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6月

斯通曾说服自己的高中创建一支长曲棍球队，在Little, Brown出版社打零工的时候，他偷偷提交的书套设计获了奖。他分享了自己职业生涯的信条：不要等待机会，创造机会。



书籍


《毫无价值、毫无可能、毫无头脑——逆向创业者如何创造和捕捉绝佳价值》

丹尼尔·艾森伯格(Dan-iel Isenberg)著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3年

艾森伯格分享了很多有别于“硅谷”式方法，反直觉的创业经验，来自世界各地创业者的故事，展现了创业的新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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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布里克林
 创立了Trellix公司（现隶属于Web.com），曾担任该公司首席技术官。他现任Software Garden总裁，并担任马萨诸塞州柏林顿的Alpha 软件公司首席技术官。





洞见·创新 INSIGHT·INNOVATION



分享经济2.0:

原生性分享

戎珂 王勇 | 文 李剑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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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来看，分享经济2.0能够通过“共享”和“即用”的配置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将会逐渐成为主流。





分
 享经济的发展是这几年数字经济领域中最令人瞩目的现象。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报告，2016年我国分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3.45万亿元，同比增长103%。参与分享经济活动的人数超过6亿人，同比增加1亿人左右。国家信息中心预计，未来几年分享经济仍将保持年均40%左右的高速增长，到2020年分享经济交易规模占GDP比重将达到10%以上，到2025年占比将攀升到20%左右。

随着分享经济的火爆发展，大家开始越来越关注这一现象，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认识。比如有人认为顺风车才算分享经济，而滴滴出行上面有不少专职司机，因此不能算分享经济；Airbnb上面也有不少人或小型酒店出租房子，也不应该算分享经济。到共享单车出现，质疑的声音就更多了，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伪分享经济。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分享经济？分享经济为何会发展得这么迅速？分享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是什么？本文试图从分享经济的本质出发，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分享经济的本质

分享经济的本质是一种即用型经济（accessing economy），是指为了及时满足人们的需求（on-demand），通过直接获取资源的即用服务（access service）来完成的经济，而不再仅仅借助资源的所有权配置，这正是分享经济与传统经济的本质区别。

传统经济中，人们借助资源来满足自己的消费或生产需要时，往往先购买相应的物品和劳务，然后在需要时再进行使用，即先买后用，“交易”和“使用”之间存在较长的时间间隔，二者是分开的。而即用型经济的特点是人们用时再买，买了就用，不用不买，“交易”和“使用”之间的间隔较短，二者几乎是连在一起的。过去，即用型经济往往局限在一次性的物品中，特别是一些保鲜性物品，如水果、蔬菜和牛奶，因为这些物品买回来不及时使用的话，就坏了。当没有冰箱这些保鲜仓储技术时，人们往往每天都要去菜市场进行采买。即使有了冰箱，人们一般也会保持一个礼拜采购一次这些物品。

但一些耐用消费品，如自行车、汽车和生产设备，人们通常是先购买，然后在需要时使用。为何在传统经济中对于耐用品没有采用“即用型经济”的配置方式？主要原因就在于传统经济中存在金额较高和波动较大的市场交易费用。当市场交易费用比较高，而且波动比较大时，对使用者来说，如果没有物品所有权，每一次使用，都要去“现买”或“现租”，这些交易成本累计起来将会非常高昂。这时通过购买获取商品的所有权就可以成为节约市场交易费用的一个有效手段，并且可以回避市场交易费用的波动，具有了实物期权所产生的保险功能。我们把可以用所有权带来的对市场交易费用的节约和平抑交易费用的波动，称为所有权的便利性价值。因此，当市场交易费用越高、波动越大时，所有权的便利性价值就越高，就越值得拥有。

但所有权给消费者带来便利性价值的同时，也需要消费者付出维护成本。维护成本是指消费者为了保证物品的正常使用，对物品进行的保管、保养和修理等成本。比如，由于自行车盗窃频发，使得自行车的保管这一维护成本就很高，而轿车须定期去4S店保养，每年须购买保险，出了毛病须修理，这些使得轿车的维护成本就更高了。

在传统经济中，由于交易费用较大，使得所有权的便利性价值大于维护成本，人们就会选择购买商品，获取所有权。当然，如果使用者只是对物品有短期需求，或者使用频次较低，这时所有权的便利性价值也会较少，人们会选择租用，即获取一段时间之内的使用权。一旦有了长期使用需求，就会选择购买。或者面临预算约束，买不起物品的所有权，只能靠租用使用权；一旦收入提高了，打破预算约束，就会转向购买。因此，租赁经济是传统经济中的补充，不会构成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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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广泛使用，以及移动支付、仓储物流技术和在线交易匹配技术的发展，人们的交易费用已经大大降低，波动性也变得平滑，从而使得所有权带来的便利性价值大大下降，而所有权的维护成本并没有下降，因此使得建立在使用权基础上的分享经济发展起来。人们从获取所有权转向获得使用权，从购买商品转向购买服务，交易形式从购买转向租赁，从过去的先交易再持有后消费的使用模式，转向交易和消费同步进行的即用模式，形成即用型经济。

从交易形式来看，分享经济是一种租赁交易，并且是短时租赁交易。但它和传统的租赁经济有很大的不同。如上文所述，传统的租赁经济是买卖交易的补充，人们进行租赁行为的原因主要有3点： 1.预算约束，消费者难以承担该商品的费用，如车和房；2.使用时间短，只有短期需求，只用这一段时间，过后就不用了，如到一个城市旅游租住宾馆；3.使用频次低，偶尔用一下，过了好长时间再用就再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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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分享经济解决的需求和情景则恰恰相反，一方面消费者很可能是买得起的，但依然会选择购买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这种决策不是受预算约束限制，往往是基于分享经济下省去维护成本的便利性，如享受云服务的分享可以省去服务器运营的人力物力消耗、共享单车的兴起使个人免于维护和修理个人自行车的烦恼；另一方面，分享情况下的需求很可能是长期需求，以及高频次需求，如作为日常通勤工具的共享单车、国民出行愈发依赖的网约车（
见边栏《三种经济形态的特征对比》

 ）。



分享经济1.0：闲置资源的递延性分享

最早关于分享经济的认识，在《经济学人》杂志上提出来的定义是指对个体闲置资源进行配置。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个体”和“闲置资源”，参与分享活动主要是个体，分享经济配置的资源主要是闲置资源。对于个人来讲就是闲钱、闲物，比如在Airbnb上出租空房间；以及闲置的时间和技能，比如人们下班后开顺风车。它依托的方式主要是现在崛起的数字技术。但是，基于闲置资源的分享经济只是分享经济的一种形态，分享经济的本质要素不是闲置资源，其本质应该是一种即用服务，这种即用型经济可以配置闲置资源也可以配置非闲置资源。按照提供即用服务的资源性质不同，我们将分享经济分为1.0和2.0两种形态。

分享经济1.0配置的是闲置存量资源，是一种递延式分享，分享主体多为个人，分享物品是个人私有物品，个人先获得所有权，再在闲置时分享使用权。分享经济2.0配置的是非闲置增量资源，是一种原生性分享，分享主体多为企业，分享物品是企业私有，企业直接面向消费者提供即用服务，消费者无须获得所有权。

分享经济1.0可以看成是递延性分享。所谓递延式分享，就是指消费者首先从商家那里获得这些商品的所有权之后，再借助网络平台和别人分享使用权。递延性分享经济有3大特点：1.个体经济（peer to peer economy），即参与的主体主要是个人对个人；2.平台经济（platform economy），它的交易主要依托在线平台；3.包括二手经济(secondary economy)，即消费者把自己闲置的东西转让出去。

分享经济 1.0 已经有了充分发展，比如，出租闲置资产，例子有Airbnb、小猪短租；出售闲置劳动或技能，如Uber顺风车、兼职劳务平台“闪送”等；出售闲置的物品，如闲鱼、58转转等。



分享经济2.0：增量资源的原生性分享

与分享经济 1.0 主要配置的是闲置资源不同，分享经济 2.0 是通过对增量资源的配置来满足即用服务，可以看成是一种原生性分享（born sharing）。即企业生产专门用来分享的新产品，不再把这些产品所有权出售给用户，而是向消费者提供即用服务，用户根据即用情况直接进行付费。分享经济2.0也有3大特征：1.B2C的商业模式（Business to Customer），由企业作为提供服务的主体；2.按需经济（on-demand economy），用户有使用需求时可以立即获得这种服务；3.服务经济（service economy），企业提供的不再是一个产品，而是一个即用服务。

共享单车的商业模式是一种典型的、对物品资源的原生性分享经济。企业自行组织生产专供分享的自行车，具有耐用性强的车身和传动装置、扫码即开的智能锁、实时定位的防盗系统，这些设计降低了维修次数、便利了人人共享，使得无桩流动的共享模式成为可能。这些非闲置的增量资源由企业直接提供给广大消费者，是典型的B2C模式；客户随时随地需要使用自行车都可以实时定位，找到最近的单车开锁使用，符合按需经济“on-demand”的要求；消费者不再需要购买自行车，而是在需要的时候向单车公司购买这种即用服务。从企业的角度讲，单车公司基于产品服务系统（product service system）进行价值创造，根据用户的实时需求，出售即用服务，其产品从生产设计上就具备适合分享的特征。

除了共享单车外，对物品资源的原生性分享还包括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等业态。分享经济2.0不仅对物品资源进行原生性分享，还可以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分享，比如58到家等。

云计算可以看成是对计算资源的原生性分享。过去公司单位搭建网站须买一个服务器，并雇人运营和维护，消耗人力物力。随着云计算技术的发展，现在许多企业和单位根本不需要再买服务器，只要从一些云服务公司那里订购计算服务，就可以享受专业且安全的计算能力，这种生产能力的共享是在企业层面典型的原生性共享。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我们会看到人工智能也一定会采用原生性分享的模式。

在出行领域，共享汽车将会崛起。戴姆勒公司在2008年创立Car2Go，目前已成为共享汽车领域的巨头之一。Car2Go实行与共享单车相似模式，用户缴纳费用成为Car2Go的“会员”，然后手机app搜索附近Car2Go的车辆，使用完之后停在任何合法的停车位即可。每次使用按照每分钟计费，用户无须支付停车费和油费。

随着无人驾驶技术的发展，共享汽车将面临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无人驾驶汽车服务，将为日常通勤带来新的可能。虽说Uber和滴滴出行的模式提高了交通效率，但司机去接乘客的路上基本处于空车状态，司机的劳动也具有较高的机会成本。而无人驾驶则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系统高效调配汽车和乘客需求，提高了汽车和能源的利用效率，也降低了人类的出行负担。

实际上，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支付技术的发展，分享经济2.0 将会配置越来越多的资源，是对传统经济配置资源方式的取代和颠覆，会成为数字经济时代配置的资源的主要方式。

相对来说，分享经济1.0局限于对闲置资源的配置，只能是传统经济的补充。从不同主体在分享经济1.0和2.0所处位置，以及相关关系来看，在分享经济1.0当中, 企业把所有权卖给某一个用户，用户再把它持有的所有权以使用权的方式租给另一个消费者；在分享经济2.0当中，企业给不同用户提供即用机会，出售即用型服务。由二者的模式对比可以看出，在分享经济1.0当中，配置的是过剩资源，但当我们对商品提供的一种即用服务，配置的不再是闲置资源或过剩资源，而是新的资源（
见边栏《分享经济1.0和2.0的模式对比》

 ）。



分享经济2.0中的租赁交易

如上所述，分享经济2.0作为一种原生性分享，可以通过对多种资源的配置提供即用型服务。如果其配置的资源是劳动力，往往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来完成，但如果其配置的是物品，则往往通过短时租赁的方式来完成交易。换句话说，租赁是分享经济2.0的一种主要的交易方式。

但分享经济2.0中的租赁交易和传统经济中的租赁交易有着很大的区别：

首先，从交易的动机来看，传统租赁交易是因为：1.使用者面临预算约束，买不起所有权，只好租赁；2.只在一段时间对该物品有使用需求，其他时间不需要；3.或者是使用频次较低，只是偶尔使用。但在分享经济2.0中，使用者进行租赁是为了获得便利性，满足即用需求，这种需求可以是长期的、也可以高频的，并且不受预算约束的限制，即使他买得起，也会采用租赁方式。

其次，传统租赁交易是根据使用者对物品的占用情况来收费，而不是根据使用情况收费。而使用者往往根据消费预期来进行租赁，很有可能租赁之后，由于出现其他变化，租到的物品可能不会使用，但还须根据占用情况付费。比如，传统经济中，你计划租一辆自行车骑行游玩两个小时，但使用1个小时后，有事无法进行骑行计划，到回到租车点退租又来不及了，你只好先去处理事情。等处理完事情，再回来退租自行车，已经过去了5个小时，你须按5小时付费，尽管你只使用了1个小时。但分享经济2.0，是根据你对资源的使用状况收费，使用时才交易，使用完毕交易就会结束，非常灵活，不用局限于事先的计划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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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交易过程来看，传统租赁交易需要使用者在租赁期付出一定的维护成本。而分享经济2.0中的租赁无须付出维护成本。维护成本主要是由提供即用服务的企业来承担。

第四，从交易的范围来看，传统租赁经济主要局限于特定产业，如车辆、房屋以及大型设备等，使用人群有限，属于利基市场（niche market）。但分享经济2.0，租赁交易可以不限于特定的物品，覆盖最为广泛的人群，形成了主流市场（mainstream market）。

实际上，分享经济2.0相比传统经济、租赁经济和分享经济1.0，能够实现使用人群的扩大化和使用时间的细分化，从而在产品生命周期内达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
见边栏《分享经济在时间和用户上的两维扩张》

 ）。从接触人群的扩散上讲，分享经济1.0相对于传统经济，分享经济2.0相对于租赁经济，都实现了在产品使用周期内服务人群的增长；从分享时间的扩散上讲，租赁经济相对于传统经济、分享经济2.0相对于分享经济1.0，都实现了产品使用时间在人群中的扩散。

在分享经济2.0中，一个产品在其生命周期里，能够得到循环利用和全面共享，能够接触到的人群最多，使用时间利用得最充分。长远来看，分享经济2.0能够通过“共享”和“即用”的配置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将会逐渐成为主流。



分享经济2.0的商业模式和建议

如上所述，配置个人闲置物品的分享经济1.0实际上只是人类社会步入分享经济的初始阶段，分享经济2.0或者原生性分享才是分享经济的主流形态。在分享经济2.0下的商业模式必然会和分享经济1.0有着很大的不同。分享经济1.0的参与者主要个体，是一种P2P经济，即个体对个体，因此需要一个平台企业来撮合交易，其商业模式主要是平台模式。但在分享经济2.0下，参与者主要是企业和众多消费者，其商业模式是B2C模式。但和一般B2C模式不同的是，分享经济2.0中企业须确定新的收费模式。

由于分享经济2.0提供的是即用服务，用户只为即用服务付费，并不为物品的所有权付费，这就导致企业必须要先行垫付所有权的购置成本。其次，用户也不为维护成本直接付费，所以，企业还须付出维护成本。从收益角度，由于消费者对即用服务有着较为高频的需求，可以使得企业具备非常好的现金流。由此导致分享经济2.0中的企业具备了类金融企业的商业模式，即用当前一笔较大的现金开支换取未来的长期现金流。这就使得分享经济企业不仅需要在产品服务市场确定合理的收费模式，还需要在资本市场展开运作。

在产品服务市场，共享经济企业应该采用“二部制”收费办法，即把收费分为两部分，像俱乐部一样，首先收取成员费(会员费)，然后具备会员资格的消费者，每次使用的时候再支付该次费用。而目前的收费模式是押金加付费模式，押金的产生带来了政府的强力监管。采用“二部制”收费办法对产品进行定价，可以合理合法实现资金的充分利用。特别是对于价格昂贵的耐用消费品来说，比如共享汽车，实行“二部制”收费更加重要。

共享汽车模式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对汽车厂家来说，单位产品成本较高，过去生产一辆车出来直接卖掉，资金周转比较快速一些，而现在不是直接卖掉而是出售即用服务，成本回收期较长，如果只是靠每次使用的收费，很难在短期之内收回成本，资金周转压力非常巨大，所以共享汽车多采用两部收费制来增加企业现金流，缓解资金压力。类似地，对于其他重资产、大型耐用消费品，如接下来可能会出现的共享洗衣机等，只要交会员费加入即用俱乐部，就可使用共享洗衣机，每一次使用时再支付使用费。而对于共享充电宝、共享充电电线等成本低的产品，则可以灵活对待，不采取“二部制”收费。

在资本市场，资本运作对于分享经济企业来说更加重要。这是因为，分享经济企业具备很好的现金流，每投入单位物品资源，就会产生相应的现金流，由此使得物品可以直接进行资本化。而且，分享经济企业在初始时也须投入较高资本，因此，通过资本运作，以未来的现金流换取初始投入资本就可以实现滚动发展。

对于上述商业模式，从政府监管角度来讲，则须建立相应的管理体制和新的监管政策。过去在1.0时代主要是监管买卖双方的行为，但到了分享经济2.0时代，政府既要监管商家，还要监管用户。政府对商家的监管不仅须监管其服务提供的质量如何，还须对其资本运作的情况进行适当监管，避免资金挪用以及欺诈现象。政府对用户的监管主要是行为监管，因为用户不拥有对所使用产品的所有权，一些用户难免会有使用物品不当甚至毁坏之举。

总的来说，我们现在开始进入分享经济2.0时代。从产业链角度来讲，过去的研究和讨论多集中在末端消费品，现在开始往中上游进行延伸；从参与者来讲， 过去参与者身份以个人为主，现在逐渐转变为以企业行为为主，可以变成主流的大众市场。消费者从购买拥有、租用最后发展到即用，这是商业模式的创新，更是资源配置方式的极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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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柯
 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副教授。王勇
 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副教授、副所长，民生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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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Experience / 自管理 Managing Yourself




驾驭性格

黑暗面

COULD YOUR PERSONALITY DERAIL

YOUR CA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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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查莫罗-普瑞姆兹克（Tomas Chamorro-Premuzic）| 文

刘筱薇 | 译 蒋荟蓉 | 校 万艳 | 编辑






多数人都会表现出至少 3 种黑暗面特质， 大概四成人在某一两类特质上的得分过高。 即便你现在工作还算得心应手，也完全有可能因性格问题断送自己的前程。






要
 想事业成功，必须具备什么素质？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时，经常把注意力放在自身优点上：高智商、学习能力、进取心和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社交技能。但这些优点往往与缺点并存——我们个性中的某些特质可能看似无害，甚至在有些情况下还对我们有益，但任其发展的话，我们的事业和所在组织都可能遭遇严重危机。

心理学家罗伯特·霍根（Robert Hogan）及妻子乔伊斯·霍根（Joyce Hogan）20年前列出了一份“黑暗面”性格清单，其中包含激动、尽职
 等11种特质，而这些特质一旦发展成极端个性，就很像生活中最常见的人格障碍（详见边栏《黑暗特质的定义》）。基于霍根夫妇研究制定的测评系统——霍根发展调查表（HDS）之后在工业组织心理学领域内得到广泛应用，用于确定个人的发展需求。霍根测评公司负责授予该系统的使用权限，我本人就在这家公司工作。

我们收集到上百万员工、管理者和领导者的基本信息，发现多数人都会表现出至少3种黑暗面特质，大概四成人在某一两类特质上的得分过高，风险极大；也就是说，即便他们现在工作还算得心应手，也完全有可能因性格问题断送自己的前程。他们的病态行为还会影响到整个工作环境。

令人担忧的是，领导者对自身黑暗面的评估并不准确，特别是在升职后。有些人将晋升视为对自身不良习惯的认可或鼓励。但这些弱点可能最终让他们所在团队和组织都脱离正轨。举例来说，谨慎
 的领导者也许在短时间内给人控制力强、注重风险管理的错觉，但他们可能过度谨慎，一味规避风险，甚至阻碍发展和创新。容易激动
 有助于你在同级和下属面前，展现出自身富有激情的一面，但也可能让你变得喜怒无常、难以捉摸，其他人和你相处起来也很吃力。细致
 让你留意细节，高质量完成工作，但过于细致会演变成拖延症和追求完美主义的强迫症。

过去几十年的研究表明，人一过而立之年，个性中的核心特质就很难再改变。但你可以改变你的行为，通过自我认知、制定恰当目标和持之以恒的努力，在关键场合驾驭你个性中的黑暗面。



了解黑暗面

黑暗面特质可以分成3大类。第一类属于疏远型特质，即难以相处、令人生厌的个性。容易激动
 和喜怒无常就会产生这种效果，极其多疑
 、悲观也如此——这类特质有碍于信任的建立。另一个例子是随和
 的被动型攻击，即外表看似礼貌随和，内心实则抗拒合作，甚至暗箭伤人。

第二类特质恰恰相反，属于有很强吸引力的诱惑型人格。这些个性常出现在坚定自信、富有魅力的领导者身上，这些人用他们“向上管理”的能力吸引追随者或获得影响力。但诱惑型特质也可能有负面效果：有这种特质的人会高估自己的价值，容易得意忘形。比如大胆
 和自信到了一定程度会变成傲慢；同理，喜欢恶作剧
 的人有强烈的冒险欲望，但往往不计后果。

第三类属于迎合型特质，这类个性在形容追随者时可能有正面含义，但若用于描述领导者，基本都是负面词汇。比如勤勉
 的人也许会努力让老板看到自身对细节的一丝不苟，但老板可能认为他们是只计较琐碎小事的人，或属于微观管理型领导者。尽职且积极迎合高层领导的人很可能过于恭顺或唯命是从。

并非所有黑暗面特质都有同样的影响。对全球多个行业256个工作岗位上的4372名员工的综合分析表明，疏远型特质对员工的工作态度、领导力、决策和人际交往技能有持续性负面影响，这一点可在员工的绩效评分和360度评估中得到佐证。但诱惑型特质有时会有积极影响。

举例来说，相比内敛
 的同事，有趣
 、引人注意的领导者给老板留下的印象更好。大胆
 、极度自信的CEO往往能够在初创公司中快速晋升。不同黑暗面特质造成的后果也不同。喜欢恶作剧
 、愿意冒险的领导者面临提升财务业绩的压力时，可能草率做出决策，而仅这一个决定就能摧毁整个组织。容易激动
 的领导者有可能只在公共场合发了一次脾气，随后前程尽毁。

值得注意的是，完全没有黑暗面特质也不可取。极度冷静、平和、说话细声细气的管理者虽然不容易激动
 ，但会给人沉闷、无聊的感觉。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要摒弃你个性中的弱点，而是管理并优化这些特质：合适的状态并不是让个性走入极端，而是保持在刚刚好的位置。



管理你的黑暗面

如果你无法通过一整套心理测评，发现个性中潜在的破坏性特质，那么你可以到www. hoganx.io网站上搜索HDS精简版，注册账号后即可进行测试；或者你可以将自己的行为模式和本文边栏展示的不同特质基本信息做个简单对比。更好的办法是：请你的老板、同级、下属和客户坦诚评价一下，你在这些特质上的表现。告诉他们你希望自我提升，需要他们的诚恳意见。当你不在最佳状态时，他们怎么看你？哪些有点像，或者非常像你的特质？你可以提一下你观察到的行为模式或别人评价过的模式，同时通过绩效考核、360度评估、上级意见和项目汇报等正式反馈机制，提升自我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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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从和睦相处到奋勇争先

简是一家全球制药公司的研发经理。她的高情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她赢得了团队和老板的喜爱。但简的优点常被自身黑暗面掩盖。她的尽职特质很明显，基本不会和下属争执，更不会反对老板的意见——她不知道怎样给别人负面反馈。简经常低估问题的重要性，也不太会主动提出新观点或计划。她的HDS分数表明，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她的个性，于是简决定做出改变。

现在，她和直接下属开例会时，首先会提出一个要求：“你们告诉我怎样可以做得更好，我也会给你们反馈。”如今，她更有信心应对一些关键场合，比如质疑团队绩效不佳、定时给上司提出战略建议、强调她会“换一种方式处理”事务，并参加几个想法尚未付诸实践的焦点小组，强迫自己对创新前景有更独立的思考。最终简发现，别人对她的看法已经从“优秀经理”变成“未来的领导者”，而她的团队也将关注点从“和睦相处”转移到“奋勇争先”，绩效也随之提升。





收集信息时有一点很关键，会直接影响准确度：你要认识到，人们通常避免提批评意见，特别是在评价领导时；除非领导者的行为太出格，否则人们都会选择缄默。所以，除了向他们保证你乐于接受真实反馈外，你还要聆听他们无心说出的话语和话语中的弦外之音。

另外记住，和你有私人关系的人比你的同事更了解你的黑暗面，所以你也要寻求他们的诚恳建议。你在工作中往往表现出最好的一面，但私底下当你不受社交礼仪约束，开始自在做自己时，就很可能显露出本性。

确定危险区域也很重要。如果外界环境发生改变，比如你的上司换了，你晋升了，或者你跳槽到另一家公司，你个性中的不同破坏性特质也可能随之凸显，破坏程度则取决于实际情况。举例来说，若你担任创新职务或为创业的老板工作，富有想象力
 就是优点，但若你担负风险管理的职责或上司过于保守，想象力丰富反而让人担忧。重压之下，我们的认知资源随之枯竭，控制自身不佳表现的能力也会降低，黑暗面特质就会凸显。如果我们压力太小，过于放松，那么之前精神集中时成功压抑住的黑暗面特性也可能凸显。

接下来你要通过行为改变，防止自己表现出破坏性特质。行为改变的方法可以是循序渐进的，即跟踪记录其他人的看法、做出调整、进一步评估、再调整……但目标并非人格重建，而是能在关键场合控制你的个性。




案例2

从冲动鲁莽到加强自控力

阿米尔是一名销售副总裁，他在激动特质上的得分很高。虽然他一直认为自己富有激情和活力——在领导层会议上大胆发言、就一些重要商业议题展开激烈辩论，但他的上司和同事在我们的访谈中表示，他们认为阿米尔莽撞冲动，不具备高管潜质——他对任何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都展开猛烈抨击。

为控制自身个性中的破坏性特质，阿米尔设计了3个行为方面的改变，并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巩固新行为。首先，开团队例会前，他会先去散散步，并利用这一小段时间组织自己的思路，确定可能引起他情绪波动的话题。其次，每次小组讨论前，他都会将戴在左手腕的手表移到右手腕，以便提醒自己控制情绪。

第三，他开始在与同级同事开会时使用“信息征求行为”——他会问：“你能再解释一下你的观点，并说明这些观点将如何改善现状吗？”他的同事看到了他的诚意和努力，认为他更加“体贴”而且“有自控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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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也许意味着形成新行为。比如，如果你是极其内敛
 的人，别人很可能不太清楚你的想法，所以你要坚持每次开会时都表明自己的看法，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用电子邮件与同事沟通，或者通过其他人传达你的观点。你也要停止某些特定行为。举例来说，如果你是非常有趣
 的人，注意避免在饮水机旁闲聊，或者别主动参与重要报告，给同事或下属获得关注的机会。你可能刚开始还不适应这些改变，但随着练习次数的增多，新行为会逐渐巩固，而且很可能会成为习惯。

要长期控制黑暗面特质，你必须将声誉管理作为你个人发展的重中之重。这也许让你的改变显得有些肤浅，但职业晋升与你给别人留下的印象密切相关。如果你的黑暗面特质让别人对你有负面印象，那么这些特质就是事业成功和卓越领导力的阻碍。遗憾的是，你的声誉可能因一个小过失而遭到严重损害，比如大胆
 的你忽略了负面反馈，激动
 的你在冲动之下回复了一封不友好的电子邮件，富有想象力
 的你因为天马行空的想法而头脑发热。

诚然，你很难驾驭黑暗面。多数人不太想改变——他们希望自己已经完成
 改变。但如果你找到让你犯错的特质，改变相应行为，并根据批评意见不断调整，就可以有效提升声誉，进而推动事业的发展和领导潜能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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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查莫罗-普瑞姆兹克
 是霍根测评公司（Hogan Assessment）CEO，伦敦大学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商业心理学教授，也是哈佛大学创业金融实验室研究员。他最近出版了《人才错觉：为何解锁人类潜能的关键是数据，而不是直觉》（The Talent Delusion: Why Data, Not Intuition, Is the Key to Unlocking Human Potential）一书。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当扩张策略

遭忠实粉丝反对

WHEN IT’S TIME TO EXPAND BEYOND THE BASE

马尔科·贝尔蒂尼（Marco Bertini）纳德尔·塔瓦索里（Nader Tavassoli）| 文

蒋荟蓉 | 译 牛文静 | 校 万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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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长跑比赛主办公司正在为该不该设立付费会员制而争论不休。








菲尼克斯长跑比赛结束后的第二天上午，门多萨马拉松公司（MMC）CMO 埃丽卡·杰克逊早早起床，




去看明年比赛的报名情况。她原本以为大家都热情满满，然而，在现场看到的人却都垂头丧气。




案例研究教学笔记

贝尔蒂尼和塔瓦索里在本科生和高管培训课堂上讲解了本文原型案例，分析发展公司品牌和提升利润的过程中核心顾客的作用。在此过程中惹怒忠诚客户是否可取？





埃丽卡看到了公司首席运营官阿兰·库尔茨，就往那边走去，不料在路上被人叫住了。“你是工作人员吗？”那个人似乎很苦恼。

埃丽卡低头看看自己水壶上的MMC标志，想起她的帽子上也有同样的标志，便知人们会据此认出她是工作人员。她之前一直在运动服公司Atawear担任CMO，现在刚刚在MMC工作6周。她酷爱跑步，所以非常高兴能加入前奥林匹克选手丹尼·门多萨创办的公司。丹尼是MMC公司CEO，公司主办马拉松长跑和军队风格的障碍赛跑。这些活动最初只是丹尼和几个朋友的自我挑战，现在已经发展起来，在加拿大、欧洲和美国举办了50多场比赛。丹尼无法参加所有这些比赛，不过他鼓励员工尽量参与。他很重视与比赛选手保持连结，特别是那些“门多萨疯子”——这是铁杆粉丝的自称。

“太可怕了，”那个人说，“我没参加昨天的比赛，但又不得不连夜开车从洛杉矶赶来报名。我请了一天假，现在你看看，这队伍根本没动。”

“你可以在网上报名。”埃丽卡说，对方翻了个白眼。

埃丽卡叹了口气。她来这里工作的第一周，丹尼鼓励她去见公司员工和比赛选手，听听大家的意见，她很快了解到，比赛报名是个很大的痛点，不管是多次参加比赛还是第一次参加的选手都为此苦恼。报名有两种方式：网络入口开放时跟几千人抢名额（通常抢不到，最近《GQ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MMC长跑比赛报满的速度比明星演唱会卖票的速度还快），或者到现场跟几百人一起排队报名，名额同样有限。现场报名成功率比较高，热情的参赛者通常都会亲自前来，他们觉得外行才会选择网络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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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粉丝是重要的客户群，但不是唯一的客户群。让MMC品牌加速发展的顾客，不一定跟让MMC利润提升的顾客是同一个群体。





“你叫什么名字？”埃丽卡注意到这个人粗壮的手臂和手臂上的MMC纹身。他显然是认真对待比赛的。

“托比，11场。”这是门多萨铁杆粉自我介绍的方式：报出名字和参加过的比赛数目。“太过分了。我为跑步付出了很多，我老婆本来就对我投入在训练上的时间和钱很有意见，现在报名参赛又浪费这么多时间。”

“我是埃丽卡，目前0场。我们一定会设法解决这个问题。细节还没有确定，但我们正在努力。”队伍开始移动了，托比怀疑地看了她一眼，随着队伍向前走去。埃丽卡转过身，发现阿兰就站在她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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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铁人项目的顾客每年为准备比赛花费8000美元到3.5万美元，每周平均花20小时。





“你还真敢保证啊？”阿兰戏谑地说。

“他说得没错，”埃丽卡反驳道，“我们必须想办法改善，为了所有像他一样的人。”



会员尊享

之后的一周，埃丽卡和阿兰去见丹尼，讨论阿兰今年一直在做的报名升级计划。阿兰打算推出会员制，暂定名为“门多萨通道”，年费1500美元，让会员提前报名参赛。市场调查显示，像托尼这样的核心参赛者为了现场报名花掉的钱已经超过了这个数目。

为了防止自己首选的比赛报不上名，不少人会多报几场比赛，很多名额浪费掉了，一些原本可能参加比赛的人却无法报名。新计划可以让报名过程畅通无阻，并增加收入。埃丽卡觉得阿兰的提议很好，VIP制在她供职的上一家公司运作得不错，而且她也希望推出这样一个体系为大家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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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C可以选择调高报名费，或者根据需求适时调整报名费——航空、酒店和出租车公司等需求波动较大、承载能力固定的服务提供商多采用这种方法，优步等拼车服务提供商也用这种办法，设置高峰时段价格。





“这1500美元里包括报名费用吗？”丹尼问。

“不包含，报名费另付350美元，”阿兰答道，“不过，考虑到他们在2到6次报名过程中的路费、酒店和餐费，还有浪费在路上的时间，会员年费要划算得多。”

“而且可以留出更多名额给其他选手——让以前没参加过比赛的人有机会参赛？”

“是这样的。会员只报自己要参加的比赛，不会多报其他场次，我们估计会空出几千个名额，”埃丽卡说，“会员制实际上让我们更加开放了，报名费也没有涨，是双赢。”




涨价会对品牌产生严重影响。2011年Netflix服务费涨价60%，80万用户取消了服务，公司市值暴跌70%以上。





丹尼早就说过不希望涨价，他很重视将报名费保持在可承受的水平上。阿兰和埃丽卡提出会员制，是因为这种解决方式更具目的性，只让愿意花钱买方便实惠的人多花钱。

“而且成本不会有大的上升，卡尔顿公司重视这一点。”阿兰说的是前不久投资了MMC的私募公司。丹尼知道自己的品牌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卡尔顿承诺说，帮他拓展MMC的客户基础（借此提升卡尔顿得到的回报），同时坚守MMC的宗旨：促使人们挑战身心极限。

“别跟我说这种做法能讨那些人欢心，”丹尼说，“我不在乎他们怎么想。”埃丽卡和阿兰迅速对视了一眼。他们都知道丹尼承受着卡尔顿公司的压力，要提升利润，但丹尼不喜欢只关注利润。他所说的扩张，是让更多人接受MMC提倡的生活方式。“我关心的是参赛的人。”他说。

“会员也有其他福利。观看比赛有VIP票，赠送杂志订阅，还有商品折扣。”阿兰说。

埃丽卡觉得丹尼还是不接受。

“听听粉丝的意见？”她说。

“弄个焦点小组？太过时了吧。”丹尼不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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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丽卡建议试行会员制是否可取？换一种更有条理、小规模的方式寻求反馈是否更好？





“网络调查，比如Facebook和Twitter。我们看看大家的反应。不用公开全部细节，说个大意就行。”

“他们会支持的，”阿兰说，“就算刚开始不支持，了解之后也会喜欢的。”



公众反响

“这些都是原话？”一周后，丹尼看着埃丽卡交上来的报告怀疑地问，“‘1500美元的会员费，会员卡是独角兽的皮做的吧！’”他读出来，“‘没有真正的运动员，全是些平时不锻炼、周末来跑步的家伙砸钱插队，要我花钱跟这些人赛跑？不必了。’”

埃丽卡心里发怵。有些情绪激动的回复也让她很吃惊，开始怀疑会员制的提议是否不太好。她不会因为部分网民的意见而动摇，但她在MMC任职的这段时间已经充分了解了丹尼对每个参赛者的重视。




现在MMC能否在不造成负面影响的情况下叫停这个项目？品牌是否已经受到影响？





“大家有各种各样的意见。”阿兰说。

“各种各样？这些全是在骂的吧，”丹尼读了另一条，“‘MMC现在就是一帮财迷心窍的吸血鬼，根本不在乎支持他们发展到今天的大家。’我觉得这就是纯粹来混淆视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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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顶尖运动员不愿再参加比赛，是否会有其他人顶替他们的位置？品牌是否会因为核心群体的流失而变得空洞？





“我们要看全局，”埃丽卡说，“支持的人数比反对的多3倍，很多人都说要加入会员。”

丹尼还在看评论，又读出一条：“‘我知道你们要做生意，但这样太赤裸裸了！’”

“我们是不是该取消这个计划？”丹尼问。

“不，”阿兰语气坚决，“风险肯定是有。但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评论时往往采用最尖刻的言辞，而且发表负面评论的人只是我们Facebook关注者中的一小部分。即使失去这些人，我们也不会有特别大的损失，还能得到3000名新会员。这是为了品牌发展，也为了我们的收入。我知道你不想惹怒核心粉丝，但我们必须吸引更多顾客。”




MMC目前的情况更像保时捷还是马丁靴？





“比如保时捷，”阿兰接着说，“推出卡宴进入SUV市场，确实失去了一部分追求纯粹的狂热粉丝，但卡宴卖得很好，保时捷也没有失去支持他们的人，公司的发展势头跟以前一样强劲。”

“埃丽卡，你的意思呢？”丹尼问。

埃丽卡犹豫了。阿兰这个保时捷的例子举得很好，但她的直觉告诉她，MMC的情况有所不同。

“我保留意见。我了解阿兰的观点，也知道你——我是说，我们——我们都不想被当作只顾吸金的公司，而且我会想到马丁靴的失败策略。他们主动向大众推广马丁靴，原本喜欢马丁靴的朋克、摇滚乐手和艺术家就放弃了他们，这个品牌不酷了。”

“你的意思是，我们也许能赚很多钱，但也会像马丁靴一样变得不酷了？”丹尼说。

“我觉得不能这么比，”阿兰说，“MMC不是时尚，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是热爱。会员制可能会让狂热粉丝不满，但不愿意的人完全可以不入会。这个制度不会让他们放弃赛跑。我们的粉丝会觉得自己是MMC大家庭的一员。”

“但现在主办长跑比赛的不止我们一家。”埃丽卡说。

“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可以试行一段时间，效果不好再叫停，”阿兰说，“我们可以道歉，取消会员制。既然是家人，一定会体谅我们的吧？”



不用排队

当晚埃丽卡加班到深夜，聊天工具Slack里阿兰的名字突然亮起来。

“你也在加班？”埃丽卡发信息过去。

“对，”阿兰回复，“你觉得今天的会开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还在想托比的抱怨。”

“是菲尼克斯那个有纹身的家伙？”

“没错。他就是想参加比赛而已，感觉我们好像要利用他的热爱来赚钱。”

“为什么不赚钱？我们给他的是他想要的！别忘了，他参加过11场比赛。都跑了11场了，你真觉得他现在会放弃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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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科·贝尔蒂尼
 是ESADE商学院副教授，市场营销课程负责人。纳德尔·塔瓦索里
 是伦敦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Brand Inside非执行董事长。



《哈佛商业评论》改编的案例研究，展示现实中公司领导者面临的困境，并提供专家意见。本文改编自伦敦商学院案例“铁人项目能走多远？”（How Far Can the Ironman Go?），作者马尔科·贝尔蒂尼、纳德尔·塔瓦索里及赛尔吉奥·阿尔瓦雷兹（Sergio Nuñez Alvarez）。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MMC是否

应该推进

会员制？

专家意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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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博林布罗克（Michael Bolingbroke）


体育项目负责人，曾任国际米兰CEO、曼联COO及太阳马戏团高级副总裁。









我理解埃丽卡和丹尼
 为什么对会员制抱有疑虑，但也不必急着否定。会员制的确能解决排队和重复报名这些实际问题。MMC团队应该做好定位，把会员制作为一种让顾客满意、提升参与度的措施。

报名参加门多萨长跑比赛，或者买票看球赛，跟买牛奶是不一样的。这种消费属于休闲支出，用的是衣食住行等必要开支以外剩下的金钱，人们对这部分资金投入了更多的感情。因此提供这类产品的企业压力很大，它们必须提供绝佳体验。它们的铁杆粉的期待甚至更高。

我自己运营足球俱乐部的时候感觉到，一些粉丝觉得品牌就是自己DNA的一部分。托比的MMC纹身反映出一种准所有权的心态，球队换新球衣或者体育场要升级的时候，一些粉丝的反应也是这种心态。他们觉得我们在糟蹋属于他们的东西，觉得我们没有这个权力。

不过，MMC不必因为少数人的反对而改变决定。埃丽卡可以花时间对顾客分类，了解各种不同类型的顾客，每一类顾客忠于品牌的动机都不一样，这样她就可以把会员制做得更好。资金充裕的人会很乐意付费享受会员福利，公司理应提供这类产品，增加收入。还有一些人享受排队的感受，不喜欢会员制。

我们在曼彻斯特联队时，有很多创意本来以为铁杆粉丝会喜欢，实际上却是褒贬不一。比如我们觉得把周边产品送进豪华包厢向顾客兜售是个很好的主意，一些顾客非常高兴，不用挤在人群里买东西了，但也有一些人不喜欢这样。他们觉得去商店与其他粉丝交流、触摸商品也是体验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为这些顾客提供快速结账通道。

我们尝试过的另一个创意是让退役足球明星去豪华包厢打招呼。我们觉得这是巨大的福利，许多铁杆粉丝的确这样想，但也有人不喜欢。这部分顾客不是足球粉丝，买豪华包厢的票是为了招待客户。他们担心球星突然出现会打断重要的商务会谈，甚至因为他们不认识这位球星而造成尴尬。

如果你的粉丝认为你的产品归他们管，你要改变的时候就必须跟他们合作。埃丽卡和阿兰应该考虑设立顾客论坛，为全体参赛者（不止是狂热粉丝）发声，让大家一起参与讨论会员制度。MMC可以向这个团体表示：“我们都知道重复报名会浪费名额，没有任何好处。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当然，让核心粉丝参与诚然重要，但如果像MMC这样要尝试发展品牌，就必须面向更多人。丹尼非但不该叫停会员制，还应该向顾客提供包括会员制在内的多种选择。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专家意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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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布·范·博克尔（Huib van Bockel）


Tenzing创始人，著有《社会品牌》（The Social Brand），曾任红牛英国及欧洲市场营销主管。









如果丹尼及其团队
 推出门多萨通道会员制，就是在传递这样的信息：公司重视金钱甚于狂热粉丝的爱。疏远了这部分核心粉丝，可能会对品牌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

铁杆粉丝或者其他参赛者能否负担1500美元的费用无关紧要。让那种把公司标志纹在身上的铁杆粉花更多的钱继续参加他们热爱的活动，这不是发展公司的好方法。埃丽卡和阿兰一定能找到其他方式，在建设品牌的同时解决顾客痛点。

首先，排长队和报名难不完全是坏事。自家产品比演唱会门票还难买，是许多公司求之不得的。我在MTV和红牛的时候组织活动，票很难买，很多人弄不到，使我们的品牌影响力上升。对于稀缺的东西，人们的欲望更为强烈。MMC应该利用这一点。“参加门多萨长跑比上哈佛还难。”这样的广告语效果多好！比起设法让人们摆脱排长队的困扰，埃丽卡和阿兰更应该想办法让排队等待变得有趣，比如鼓励人们讲故事、建立关系。

其次，如果主要问题是有人想参加比赛却报不上名，你显然可以多组织几场比赛，发展业务。不过要谨慎行事，小心过犹不及。MTV在荷兰的一个颁奖典礼的门票每年都卖光，有一年我们换了更大的场地，票没卖完，有些座位空着，搞得典礼好像不如以前有意思了。MMC领导者应当密切关注，把握好其中的度，既不要让参赛人数不足，又不要让比赛门槛太低。

我还建议MMC先解决重复报名的问题。MMC可以提高报名费（当然要先说服丹尼），避免人们多占自己不参加的比赛名额，或者索性禁止重复报名，为报了名不参加比赛的情况设置处罚。这样会让一些人生气，但对核心粉丝的负面影响可能比会员制要小，因为在保证更多名额的同时没有让他们多花钱。

最后，比起设法从狂热粉丝口袋里掏钱，MMC更应该奖励他们对品牌的忠诚。比如设立门多萨粉丝俱乐部，参加10场比赛就可以享受福利，报名不用排队。采用这种方式，虽然失去了赚钱的机会，但不会导致狂热粉丝离开MMC。




排长队不一定是坏现象。





埃丽卡说主办长跑比赛的不止他们一家，这种对竞争的担心是对的。如果MMC不努力留住顾客，人们可能会去参加其他比赛。不过，参加过10场MMC比赛的人，沉没成本已经很高，开展回馈忠实顾客的项目会让竞争对手对这部分人的吸引力进一步降低。理论上，尽管未必情愿，大家都能掏出1500美元的会员费，但粉丝俱乐部可以让铁杆粉丝保持忠诚，也让新顾客有动力。

以后埃丽卡再碰到哪位为排队而烦恼的顾客，比如说“萨拉，9场”，她可以微笑着说：“再参加一次比赛，就不用排队了，萨拉。只要再跑一次就好了。”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HBR.ORG社区评论




向前走


MMC应该往前走。大的改变总是会受到批评，但不能因此而不改变。MMC有一些非常忠诚的顾客。现在CMO有能力向顾客传达这一改变，正面应对反对的声音。


安德鲁·法塔托


Possible资深文案




换个方式


MMC应该给会员制改个名字，叫“通道”感觉好像必须花钱才行，改叫“忠诚”或者“英雄”比较好，就像是专门给核心粉丝提供的产品，然后加上限制条件，必须参加过3次及以上比赛，这样可以吸引大家来参加比赛。要强调关系，不要强调产品。


萨维纳·门麦多维克


Bombayworks项目经理




方向错误


MMC疏远核心顾客，品牌形象会受影响。会员项目随时都可以推出，不必急于一时。好的战略应当灵活，有时要听听真正关心产品的顾客的声音。[书ji 免`费`分`享微-信wsyy5437]


玛丽·卡赛塔


Caschetta Consulting公司所有者





杂谈 Synthesis



影响世界的发明

什么样的创意能改变世界？

GAME-CHANGING INVENTIONS

艾莉森·比尔德（Alison Beard） | 文

蒋荟蓉 | 译 王晨 |校 万艳 |编辑






为
 什么奶牛不会编排舞蹈？为什么鳄鱼不会发明快艇？

作曲家安东尼·勃兰特（Anthony Brandt）和神经学家戴维·伊格曼（David Eagleman）在新书《失控的物种》（The Runaway Species）第一章提出这些问题，并且立刻给出了解答。他们说，动物的智慧无法与人类相比，因为“我们大脑的运作方式会发生渐进式的改变”。人类看待事物，不只是看事物本身的模样，还会看到其中存在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与动物不同。我们会思考可能性，以此为基础开创未来。迄今为止，我们创造了语言和算术、轮子和犁、疫苗和药物、影院和高楼，还有卫星和智能手机。

当然，即使是最聪明的人构思的创意，也极少能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力。究竟何种发明能产生重大影响，原因何在？我们可以借此对改变世界的创新发明有什么了解？今后科技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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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控的物种》探讨了这些议题，与之相似的还有不久前出版的另外3本书：《简单过电》（Simply Electrifying），介绍电力发展史，作者是从业多年的克雷格·罗奇（CraigR. Roach）；《塑造现代经济的50项发明》（Fifty Inventions That Shaped the Modern Economy），收录《金融时报》专栏作者、经济学家提姆·哈福德（Tim Harford）的多篇随笔，主题涵盖从塑料到财产登记簿等方方面面；《近在眼前》（Soonish），详尽而不乏幽默地考察了10个新兴研究领域（如行星矿业、可编程物质和人机交互接口），作者是生物学家克利·维纳史密斯（Kelly Weinersmith）和她的丈夫、漫画家扎克·维纳史密斯。

这些著作都聪明地回避了最初的问题：什么样的发明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电灯和蒸汽引擎是否比太空旅行和谷歌搜索更重要？这些问题就留给哲学家去讨论吧。探索哪些创意能或者不能改变商业、文化和社会及其原因更为实际。

粗略翻完这4本书，你也许会认为顶尖的发明都是由某位天才独力完成。勃兰特和伊格曼多次拿毕加索举例，罗奇的书里有几个章节叫作“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风筝”“塞缪尔·莫尔斯的电报”“托马斯·爱迪生的电灯”，哈福德重点关注提出那些重要创意的人，维纳史密斯夫妇则采访了几位“科学怪才”。

不过，仔细阅读就能看出，书中强调的是合作与互补：不同学科的专家之间，以及研究者和技术人员、创业者和金融家、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的合作互补。勃兰特和伊格曼提出，“创造力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行为”，伟大的艺术源自“学习、推翻和融合”前人作品，“开拓性的技术……是发明者‘在自己崇敬的人提出的伟大创意基础上做的进一步发挥’。”作者用明快的图示阐释了这一观点。

维纳史密斯夫妇完全同意这个观点，他们提出，“激光和计算机等重大的不连续的跃进，往往有赖于多个不同领域互不相干的发展。”罗奇书中的一个章节则更有说服力，阐述了乔治·威斯汀豪斯（George Westinghouse）运用自己的商业知识与“古怪而卓越”的尼古拉·特斯拉合作，打造具有商业价值的大规模交流电动力系统的过程。哈福德则提出，如果没有政府资助的实验，苹果手机的技术就不可能实现。

这几本书还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承担风险和失败的勇气。哈福德提出，成就未来创新的最佳方式，也许只是“允许聪明的人不计得失地发挥好奇心”。罗奇对提出电磁学的“实验者”法拉第和“数学天才”麦克斯韦予以高度评价，赞美他们“敢于向与当时普遍认知相悖的方向前进”。

勃兰特和伊格曼在书中讲述了怀特兄弟试验了38种不同的飞机机翼曲面，詹姆斯·戴森（James Dyson）尝试过5127种真空吸尘器模型，并且引用爱迪生的话：“当你已经穷尽了所有的可能性，要记住，还是有可能。”他们提出，不止要容忍失败，还要期待失败，因为你给出了那么多选项，必须要抛弃一些，然后才会找到最好的选择。

《近在眼前》也很好地表现了这个主题。每一章都会解说一个复杂的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发展的多项技术。例如，科学家为降低太空航行成本提出了6种可能性：可重复使用火箭、空气喷气火箭/太空飞行器、发射火箭的“超级大炮”、激光点火装置、从高空出发（凭借空间站、气球或飞行器）、太空电梯/缆索。至于哪种方法会奏效，就交给时间去证明。

这几本书中的提议还有，理解罗奇所说的一个人所处时代的“需求和成见”，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强调问题解决能力，举办创新大赛，加大理论科学方面的投入，对监管法规进行调整（实行起来远比嘴上说说要难）。

最后，这几本书都强调，创新最好从罗奇所说的“广角镜头”来看，即开端、发展和后续影响。哈福德对此的阐释是，“发明创造以不可预料的方式塑造我们的生活，而在为一部分人解决问题的同时，它们往往也给另一部分人造成了问题。”因此，对一切新的创意，“我们至少要想想如何将其利益最大化，降低风险”。维纳史密斯夫妇正是这样做的，他们书中提到每一项技术，都描述了“可能带来危害和可以改善现状的方面”。

人类热衷于寻求新奇的事物，但我们可以选择关注那些能够改善（而不是伤害）这个世界的创意。





“几乎没有哪一种新技术是某一位天才灵光一现的结果。 证明了这一点。”


克利·维纳史密斯、扎克·维纳史密斯《近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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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恩·沃克(Brian Walker)

他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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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早晨都会读《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工作日读网络版，周末会买纸质版的《纽约时报》，因为纸质版的阅读体验更好。每周我都会浏览一遍设计行业的小报，看看Dwell、《财富》和《快公司》之类的杂志。书籍方面我主要读历史类的，比如亚当斯、杰斐逊、林肯和杜鲁门的传记。他们的故事会让你了解，政治上的事情总是有点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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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的节目……

我早晨5点左右去健身房，看CNBC的Squawk Box，了解前一天的公司、市场和世界大事。上班路上大概25分钟，我在车里听卫星电台的网络广播，不听商业新闻的时候可能会转到高校体育频道，关注母校密歇根州立大学，还有10大联盟（BigTen）其他队伍的表现。另外，我很喜欢Netflix的电视剧，比如《王冠》（The Crown）。



他关注的人……

我在推特和领英上关注了很多人：CNBC的吉姆·克莱默（Jim Cramer）、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哈佛商学院的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等创新专家，还有从发明家到创业者、再到投资人的托尼·法德尔（Tony Fadell）。我还关注了管理学方面的实践者和研究者，比如金宝汤（Campbell Soup）公司前CEO道格·康纳特（Doug Conant），Salesforce CEO马克·贝尼奥夫（Mark Benioff）。马克的公司既是我们的客户也是我们的供应商，还有MIT教授泽伊内普·托恩（Zeynep Ton），他主要研究的是薪酬和如何建立更好的工作团队。




布莱恩·沃克
 是赫曼·米勒公司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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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莉森·比尔德
 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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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LIGHT




LEADING

TRANSFORMATION



In this package we examine how GE undertook the massive task of transitioning from a classic conglomerate to a global technology-­driven company. page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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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I Remade GE


During his 16 years as CEO, Jeffrey Immelt led a team of 300,000 people through recessions, bubbles, and geopolitical risk and engineered a radical makeover of GE, repositioning the firm as a digital industrial company looking to define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Writing on the eve of his announcement to step down from the company’s helm, Immelt shares what he learned about leading a giant organization through massive changes. He outlines several lessons:

• Be disciplined. This means nesting initiatives within one another and staying away from new ideas that don’t fit.

• Soak. Effective leaders don’t react instantly to emerging trends; they read, contemplate, and listen until they believe to their cores that the world is profoundly changing.

• Make it existential. Every time Immelt drove a big change, he treated it as if it were life or death.

• Be all in. You can’t regard a transformation as an experiment—“You won’t get there if you’re a wuss,” Immelt says.

• Be resilient. Transformation requires staying power, and leaders need a thick skin to see it through.

• Be willing to pivot. Even as you’re making a major commitment of resources, you need to accept that you’re unlikely to get the strategy perfect out of the gate.

• Embrace new kinds of talent. GE now has more senior people from outside the company than at any time in its history and has increased its employment of women, minorities, and workers from outside the U.S. It has transformed its culture and operating rhythm, choosing speed over bureaucracy.

Immelt’s legacy at GE will be a complicated one. During his tenure earnings tripled and market share reached record highs, yet the P/E ratio plummeted and the stock price underperformed—no doubt in part because the payoff from some of his bets won’t be clear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HBR Reprint
 R1705B






MANAGING YOURSELF




COULD YOUR PERSONALITY DERAIL

YOUR CAREER?



Tomas Chamorro-Premuzic page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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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decades ago the psychologists Robert and Joyce Hogan created an inventory of 11 qualities, ranging from excitable to dutiful, that when taken to the extreme, resemble the most common personality disorders. Subsequent profiling of millions of employees, managers, and leaders reveals that most people display at least three of these “dark side” traits, and about 40% score high enough on one or two to put them at risk for career disruption. For example, being excitable may help you display passion and enthusiasm to coworkers and subordinates, but it can also make you volatile and unpredictable. Having a deeply skeptical, cynical outlook makes it hard to build trust. And diligence, in excess, can morph into procrastination and obsessive perfectionism.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individual traits and suggests how to manage them, which involves identifying the ones that trip you up, modifying some of your behaviors, and continuing to adjust in response to critical feedback. In the process, you can greatly enhance your reputation, your career, and your leadership potential.


HBR Reprint
 R1705M




FEATURES



LEADING TEAMS


THE OVERCOMMITTED

ORGANIZATION


Mark Mortensen and Heidi K. Gardner | page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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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assigning people to multiple teams at once, organizations can make more-efficient use of time and brainpower and do a better job of solving complex problems and sharing knowledge across groups. But competing priorities and other conflicts can make it hard for teams with overlapping membership to stay on track. Group cohesion often suffers, and people serving on several teams concurrently may experience burnout.

Through extensive research and consulting, the authors have identified several ways that both team and organizational leaders can reduce the costs of multiteaming and better capitalize on its advantages. Team leaders should launch the team well to establish trust and familiarity, map every member’s skills, carefully manage time across teams, and boost motivation by emphasizing opportunities to learn. Organizational leaders should focus on mapping and analyzing patterns of team overlap, promoting knowledge flows among teams, and buffering teams against shocks.

All this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investment of time and effort. But organizations pay a much higher price when they neglect the costs of multiteaming in hot pursuit of its benefits.


HBR Re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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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SUSTAINABILITY


MANAGING CLIMATE

CHANGE:LESSONS FROM

THE U.S.NAVY


Forest L.Reinhardt and Michael W.Toffel page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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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time to move beyond “No Regrets” efforts.




The U.S. Navy operates on the front lines of climate change. It manages te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of assets on every continent and on every ocean, which take many years to design and build and then have decades of useful life. This means that it needs to understand now what sorts of missions it may be required to perform in 10, 20, or 30 years and what assets and infrastructure it will need to carry them out. Put another way, it needs to plan for the world that will exist at that time.

The navy is clear-eyed about the challenges climate change poses. It knows that the effects of a warmer world will expand the geographic scope of its mission and increase demand for its military and humanitarian services. Climate change will also decrease its capacity to deliver those services, as the risk of damage to its bases and ports increas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navy’s approach to climate change and reflects on the implications for business.


HBR Re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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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人生 Life's Work



LIFE’S WORK


郑渊洁：


一切都源自好奇心

王婷 | 访 万艳 | 编辑






今年是童话大王郑渊洁文学创作40周年。40年间，郑渊洁
 创作了2000万字文学作品，705个IP，天马行空的童话故事影响中国几代人。他屡次登上作家富豪榜榜首，其商业目光的敏锐与长远也让人甚为惊讶。在他看来，自己的成功源自拥有一颗好奇心。如今的他，在写作之余，多数时间都在反盗版，维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他不再仅仅只是“童话大王”，而更乐于将自己定义为“有效维护知识产权并改变国家知识产权现状的作家”[书ji 免`费`分`享微-信wsyy5437]。







HBR中文版：
 写作40年，是什么促使你能源源不断地产生创作灵感？



郑渊洁：
 我创作的灵感来自我的好奇心。因为我没上过什么学，小学肄业，我觉得自己一无所知，所以对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兴趣，遇到任何事都要搞清楚来龙去脉。我每天大概有20次让助理帮我查各种各样的东西。

有一天，我坐车路过一个工地，发现起重机居然一直都比楼高。这让我很感兴趣。作为一个机器，起重机是无法自我生长的，那它是怎么长高的呢？于是，我就在一个建筑工地附近租了一间没有床的空房，在地上铺个垫子，天天拿着望远镜去观察，一直住到房子盖起来。我可以在网上查到个中缘由，但是自己去探索的这个过程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它会给你带来无数的灵感。后来，我就把这个观察写进了作品里。




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写童话，而不是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


我一开始写诗，但我发现写诗改变不了我的经济状况。恰巧当时，我从《人民日报》看到一篇文章，说中国以后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一对夫妻只能有一个小孩。我当时就想，生3个孩子时可能就只买一本书，轮着看；如果生一个孩子，就会买300本书。因为家里如果只有一个孩子，父母肯定会将全部的爱倾注在孩子身上，但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让孩子更好地成长，让孩子看书就成为了家长们的选择。于是我决定写儿童文学，因为以后这个市场将会非常大。现在看来，这个决定简直太正确了。数字阅读兴起后，所有的纸质书销量都大幅度下降，只有儿童纸质读物在全世界范围内依旧繁盛。

我觉得当初的这个选择其实也是好奇心所致，就是我会想，生一个孩子以后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你为什么能够笔耕不辍30年？


1985年，我创立《童话大王》，当时就和出版方签订了30年的合同。因为我知道当你功成名就后，创作的欲望就没有那么强烈，但是我有30年的合同在，我是重契约的人，就会一直写。我们当时还立下了规定，每个月都须按时交稿，不然就会被罚款，罚金高达千元。不过我只有一次被罚款了。那次我出国去菲律宾，没能按期交稿，被罚5000元。当时可是20世纪80年代。此后，我就再也没有出国了，一直写到30年合同到期。

我每天都要写6000字，每天早上4点半写到6点半，差不多两个小时。白天是无法写作的，因为我总会被各种事情干扰。在写作这个过程中，我很享受。在这个世界里，我就是上帝，我操纵着每个角色的人生。这个状态我差不多坚持了30年，从1985年到2015年。




为什么你写了这么多作品，但故事主要集中在皮皮鲁、鲁西西、舒克、贝塔和大灰狼罗克这5个人物身上？


我觉得作家有3种：第一种是自身名气很大，但作品里的人物却没名气；第二种是作品里的人物有名，但是作家自己的名气不大；第三种是最厉害的，作家和所创造的人物都有名，比如鲁迅，不仅自己有名，创造的角色如孔乙己、祥林嫂、阿Q也都很有名。

我想成为第三种作家，我在创作过程中，就决定集中塑造几个重要角色，打造成品牌，这样以后也可以注册商标。虽然我的想法具有战略性，但是我还是得写好自己的作品，作品影响力大，才能产生品牌效应。所以我就开始集中写皮皮鲁、鲁西西、舒克、贝塔、大灰狼罗克这5个重要角色。我创造的人物大概有八九百个，但主要的就是这5个，关于他们的作品销量大概近3亿册。




除了写作，你平时喜欢看其他作家的书吗？


从来不看，准确说，自我开始写作时我就不再看其他的文学作品了。你看文学作品时，会误以为里面的故事就是生活。所以作家抄袭这件事，有的人是有意为之，但有的人可能是将别人的故事当作自己的生活，就这样写进自己的作品里。因此，作家是不能看文学读物的，但应该多观察生活，这才是独家货。不过，我很爱阅读，医学、金融、哲学等各类图书都会涉猎。




多年来，你常常要跟不同的人或团队合作。你如何挑选合作方？


我在合作时，主要是看人。如果你和很厉害的人合作，在合作的过程中，你会不知不觉地向对方靠拢。我经常开玩笑说，汽车有年检，朋友圈也应该进行年检，不合适的人坚决不来往。我们家冰箱上就有个A4纸打印的黑名单，如果有人上了这个名单，我就不再和他来往。

在商谈的过程中，我会通过细节看合作对象符不符合我的要求。比如，我们一起乘车，他如果不系安全带，我就不会和他合作。如果你连自己的人身安全都不放在心上，别人的利益又怎可能认真对待。再比如不守时，这种人我也不会与他合作。




你有作家、演讲家、慈善家等多重身份，你更想强调自己的哪个身份？


一开始我就是作家，后来他们称我为演讲家，我也挺开心的。坊间涉及儿童的演讲很少，几乎都是关于成人的演讲。其实，我给自己的定义是，非常重视且能有效维护知识产权，并改变国家知识产权现状的作家。这是我现在最喜欢的身份。




因此，这几年你一直忙于维护知识产权，而不是更多地进行创作？


现在对于我来说，维权比写作更为重要。我觉得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理财就是维权。我花了很多精力在这方面。我写的书，现在总共发行了3亿多册，但是盗版的数量是这个数字的3倍。如果不维权的话，我的损失实在太大。

虽然维权会消耗作家很多精力与时间，但还是会为我们带来丰厚的回报。如果我能形成维权的氛围，也就能够同时保护到其他人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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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婷
 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新媒体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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